








哈佛商业评论

2018年第5期：规模化敏捷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出品





[image: 封面]






[image: ]


2018年第5期



卷首语


新世界风险



初创公司要不要战略



主创者


hbrchina.org


领导，真诚点比什么都重要


博　客


不称职领导有哪些



完美主义者如何摆脱自我束缚



智能手机近在眼前的代价


众　说


B2B价值金字塔



头脑风暴升级


抢鲜读


提问的力量


前　沿

前沿　
高效指导下属有秘诀



决策　
关注未知能减少过度自信



继任　
为创始人安排职位



客服　
回应推文有价值



运营　
排队尾的真正代价



效率　
管理“空闲时间”



定价　
数字商品购买意愿低



全球化　
“文化中介”助力团队表现



薪酬　
重思CEO薪酬与企业表现





2017年麦肯锡奖



奇思辩　
微醺能让人更有创造性



实战复盘


STITCH FIX公司CEO：让个人风格走向大众市场


专　栏


老牌巨头的战略反击



聚光灯


初创公司需要战略吗


初创公司战略法则



创业与战略框架无关



“先创造，再销售”


特别报道


泽姆斯基教授：奢侈品行业的前景在于数字化


对　话


建发股份董事长张勇峰：靠差异化服务获取竞争优势


特别报道


招银金融租赁：国际化战略决胜动态竞争


特　写


恰如其分的员工自由



智能助手时代的市场营销



规模化敏捷



华为的超级流动性：打造灵活应变的组织



企业如何管理21世纪政治风险



“企业存在之意义，是回馈社会以价值”



企业是个整体——管理整体论7大原理


洞　见


工业互联网时代 首席数字官正当红


经　验

自管理　
职场求助成功术



案例研究　
选拔人才，靠算法还是直觉？




	

——专家意见一




	

——专家意见二




	

——hbr.org 社区网友评论






杂谈


如果扎克伯格当了美国总统


跨界人生


健康导师 迪帕克·乔普拉：不花时间照看自己，就要出问题



英文摘要



版权页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新世界风险

THE NEW WORLD OF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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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






政治对商业
 带来的风险曾经非常具体，往往指某一国家伤及跨国公司经营能力的行为，比如攫取国外资产的独裁者。但正如康多莉扎·赖斯和艾米·泽加特在《企业如何管理21世纪政治风险》一书所言，我们需要扩展这一定义。她们这样写道：“现在很多国家内和国家间的政治风险都来自别处：操作手机的个人，颁发城市管理条例的地方官员，引爆汽车炸弹的恐怖分子，执行制裁的联合国官员，等等。”

赖斯和泽加特定义了促成新威胁的三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们重塑了商业。第一，地缘政治越来越不稳定，远远超过了民族主义崛起的程度。几十年来，两大超级势力主宰世界，其中大致可分为盟友和对手，其贸易和安全政策也相对稳定。但现在形势不同了。“今天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有的日薄西山、有的一败涂地，还有后起之秀，以及那些非国家实体，比如恐怖组织和网络罪犯。”她们写道。

第二，供应链相较以前更加长而精简，尽管提升了效率，但是也增加了风险（原因如上——地缘政治）。例如，2014年，越南认为中国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移到有争议的海域时，胡志明市因反华示威关闭了很多当地工厂，切断了总部位于香港的国际供应链公司利丰的玩具和服装供应。作者表示，“关于东南亚争议水域的抗议，很快让美国城市商店断货。”

第三种风险来自科技，尽管科技在很多方面都大大提高了效率。科技让很多具有共性的陌生人同仇敌忾，迅速互联，比如他们都不喜欢某个品牌。这正是让很多公司在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后卷入纠纷的抵制NRA运动教给我们的重要一课。任何手机录制的视频或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引爆点。比如一段视频显示美联航的乘客被拽下飞机，引发了全球关注，让该航空公司市值暴跌2.55亿美元。

尽管类似事件尚属小概率，但某些政治风险可能让公司一败涂地的概率很高。如何未雨绸缪，赖斯和泽加特提供的建议颇为直接。她们传递的另一信息更值得重视：管理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了战略要务，下一个击败你公司的风险可能是国家元首、某个手持智能手机的青少年，二者带来的威胁程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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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
 （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初创公司

要不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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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学界有着一个经典课题：初创公司到底要不要战略。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多年以来莫衷一是。

本期《聚光灯》再次聚焦到这一话题，标题也开章明义，初创公司要不要战略？主文的作者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乔舒亚·甘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艾琳·斯科特和斯隆管理学院教授斯科特·斯特恩。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多数创业公司经常秉持着“行动为先”的原则，也就是在举棋不定时，创业公司大多按照“去他的，就去做”的原则草率做出决定。

三位作者并不排斥这种做法确实在某些情况下奏效。但他们认为，如果创业家选择第一时间看到的出路，但竞争对手选择了相对曲折，但最终更有利于商业化和吸引维护客户的路线，那么创业家的公司更容易陷入困境。

而在研究中，三位作者发现，对任何创新而言，入市战略都包含对目标客户、应用技术、组织特性、竞争对手和竞争方式的定位。因此，他们基于20多年的研究，开发了一个名为“创业战略罗盘”的评估框架，可在公司创始人面临关键抉择时帮助他们有效明确正确方向。罗盘勾画了四种基本入市战略，供准备推广创意的创始人参考。不同战略中，初创公司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方式也截然不同。

三位作者认为，按照“创业战略罗盘”，创业者可以大幅提升创业成功的几率。但美国雪城大学创新课程的教授卡尔·施拉姆则明确反对。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创业与战略框架无关》一文，他通过回顾创业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创业成功与否与战略无关，创业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创业者只能通过边做边学的方式来解决创业中的种种问题，包括战略。

理论的争论永无尽头，在《聚光灯》栏目的最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的编辑采访了三位创业人士：在线家具零售商Wayfair联合创始人尼拉杰·沙、Spark Capital联合创始人毕吉恩·萨贝特以及连续创业者珍妮弗·卢姆。他们从实践角度对于上述两种对立观点进行了评价。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仔细阅读。

当然，本期的封面文章《规模化敏捷》也是一篇精彩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大企业如何让自己敏捷化的问题。





主创者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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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舒亚·甘斯（Joshua Gans）
 从2011年进入多伦多大学时，就通过创造性破坏实验室与初创公司建立紧密联系。“我观察到，功成名就后的创业家会告诉新人集中精力，不停集中。”他说，但提到选择什么集中解决时，创业家就毫无头绪了。受此启发，我们开始研究帮助创业家梳理选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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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格兰特（Heidi Grant）
 一直以来都很想知道，为何人类直觉在有些情况下会大错特错。她是神经领导力研究所全球主管兼哥伦比亚大学动机科学中心的副主任，主要研究影响力和动机。她最近的研究调查了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和帮助求助者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她在本期文章和新书《增强》（Reinforcements）中，解释了如何在工作、家庭和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更有效地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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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hina.org



领导，真诚点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越来越厌恶圆滑虚伪、矫饰做作的领导者，而本真性也因此成为当代公司中备受重视，却又稀缺的品质。领导者和追随者都认为，本真性与诚恳、诚实、正直的品性紧密相关。本真性是种真实的品质，也是卓越领导者的独特特质。





英国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荣休教授

罗伯·高菲 | 文





领导的15种通病，数数你上司占了几条？

加里·哈默尔｜文

最佳内部人选为何来自圈外

丽贝卡·朱克尔｜文

领导者魅力教程

约翰·安东纳基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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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回购真会影响投资吗

纠正对于股票回购的错误认知。



缺乏竞争影响了美国经济？

许多行业都有集中化倾向，经济学家指出集中化和更高的利润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良性结果。但根本问题并不是优势公司规模庞大，而在于公司规模、集中化加上袒护在位公司的法规制度，影响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健康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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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HBR




不称职领导有哪些


斯科特·格里高利 (Scott Gregory)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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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有个年轻的朋友抱怨他遇到最差的领导，总是在说“做得好”。但其实他们都很清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公司里一团乱，营业额极差，客户也不高兴。朋友工作非常努力，但他需要更多支持，也需要更明确的反馈。他需要能在需要的时候帮上忙的领导，要给出切实建议而不是满嘴套话。他曾沮丧地抱怨，“宁愿老板对我大吼大叫，或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也不要像现在这位只会空洞表扬。”

研究者研究管理失控问题多年，也可以称之为领导的阴暗面。研究者记录了管理不当的具体表现，主要分为三类：(1)“远离行为”，意思是因为过度情绪化、减少沟通、因猜疑影响信任而制造距离感；(2)“对抗行为”，是指压制操纵别人，扩大自身权威；(3)“顺服行为”，意思是逢迎，过分讨好，抓不住机会或做不到为团队说话。大众媒体里到处有符合以上特征的差领导的例子，政界、学术界和商界都有。不过我朋友遇到的比起一般的差领导还要糟糕。他的领导没有明显的不端行为，也不是喜欢大吼大叫又自恋的反社会人格。他的领导只是挂个头衔，虽然职位高，却无领导之实。朋友经历的其实是领导缺位，不幸的是遇到这种情况的不止他一个。当今商界文化中领导缺位现象比较少见，但研究显示这是管理不当最常见的表现。

领导缺位是指虽然承担管理职责，心理层面并未尽职。他们虽然升上管理职位，享受一定地位和酬劳，却避开与团队进行深入交流。缺位领导类似经济学中的寻租行为——从组织获取价值，却不贡献价值。因此，这群人也代表了一种放任领导的情况，只不过破坏性特别大。

不管做什么领导都没意见，听起来仿佛不错，尤其是现任领导比较霸道或是管得太紧的话。然而2015年一项对1000名职场人士的调研显示，对领导行为不满的意见中，九个有八个指责领导不管事；员工最担心的往往是领导不做事。很明显，从员工的角度来看，领导缺位是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比领导能力低下还要麻烦。

研究显示被领导忽视比起领导态度差更难受。领导缺位比起建设性或破坏性领导方式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都要持久。建设性领导可以立刻提升工作满意度，但影响很快会减退。破坏性领导会立刻影响工作满意度，大概6个月后会逐渐消失。领导缺位的影响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然而对下属工作满意的影响至少持续两年。领导缺位还与其他对员工的不良影响有关，例如职责模糊、健康投诉，还有欺负团队成员增加。领导缺位会增加员工压力，可能导致员工健康状况不佳，以及人才匮乏，从而影响公司的根基。

领导缺位后果如此严重，为何商界很少提及？我想起最近听一位著名法学院院长讲的故事：两位很受尊敬的学院高层给教务长打电话投诉院长，说院长什么都不愿意做。教务长回应说，学校里有个院长是酒鬼，有个被指性骚扰，还有个被控挪用基金，但法学院院长从来没惹过麻烦。所以教务长表示，教师们还是老实忍受现在这位院长吧。

跟例子里的教务长一样，很多公司不愿意直面领导缺位问题，因为其他管理者行为可能更夸张。正因为领导缺位情况下不会惹麻烦，所以其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很难发现，即便发现了也是重要程度不高的问题。因此不称职的领导经常会慢慢腐蚀公司。他们会在不知不觉间阻塞公司一系列关键流程，妨碍更有潜力的员工升至重要岗位，对生产效率几无贡献。缺位领导极少会有不当行为，也很少会因员工热线举报引发道德审查。结果是，这些人对公司的负面影响会慢慢积累，而且很少人会发觉。

如果你在一家少有具备有效选拔和晋升体制的公司，或许可以鉴别出高效和破坏性领导。即便你的公司选拔人才机制不佳，只要两种领导工作起来还是很容易发现。他们对公司的影响很容易预测：建设性领导能让团队积极工作，效率提升；破坏性领导影响员工积极性，降低效率。然而公司很可能没法发现缺位领导，因为这些人最擅长躲避审查，什么可能引起注意的事都不做。然而，其不作为对公司产生的负面影响会慢慢产生危害。

优秀领导人才领域的战争是真切的，拥有最优秀领导人才的公司会赢得最终胜利。仔细评估公司管理层，找出缺位领导加以处理，可以优化人才管理。很可能你的竞争者忽视了这一问题什么也不做，就像大学里的教务长一样。对缺位领导置之不理非常容易，就像不称职的领导一样，放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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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格里高利
 是Hogan Assessment Systems CEO。他是高管选拔、发展和培训方面的专家，也经常发表关于职场个性的演讲。





博客 @HBR




完美主义者

如何摆脱自我束缚


爱丽丝·博伊斯 (Alice Boyes)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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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所有极端性格一样，完美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工作中完美主义者的高标准和努力使之可以脱颖而出，他们的执着还有助于完善自身技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非常认真负责还有助于避免错误。

这些优点以及任何瑕疵都会酿成大错的顾虑会让人一直保持完美主义思维。然而，想让自己的表现没有任何失误也可能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如果难以摆脱自己的某些完美主义倾向，或者手下有这样的人，了解完美主义者在工作中“自毁”的方式会对你有所帮助。以下我将列出五种行为。



“作茧自缚”

完美主义通常都难有裨益，不管这种性格看上去是如何的有用。不是所有的完美主义者都会出现下列全部行为，但所有这些行为都会适得其反。


难以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
 完美主义者的动机是做出绝对的最佳选择，即使不一定非得要这样做。这会导致决策瘫痪。举例来说，鲍勃想买一件能提高工作速度的工具，但他决定去找没有差评的商品。他不由自主这样做，尽管他从逻辑上明白就算非常棒的产品也会有一些负面反馈，而且那些差评跟他计划中该工具的主要用途并无特别紧密的联系。然而，由于自行设置了这样的标准，鲍勃花了好几周时间来挑选要买的工具。这让他无法从使用该工具中受益，而且其他团队成员还认为他没主见、没条理。


过于担心沉没成本。
 完美主义者往往会反复咀嚼哪怕是非常微小的错误，这就造成他们非常想去扭转产生了沉没成本的局面。以安德莉娅为例，她购买了一项按月付费服务，可是一直没用过。但她仍在购买这项服务，并定下了今后从中获得“双倍价值”的目标，以便从情感上挽回自己所蒙受的经济损失：毕竟付费数月却从未使用过这项服务。与之类似，为了解决一个服务问题，马库斯在电话里跟客服沟通了10分钟，而后者显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的权力。马库斯不想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放弃，因此又跟这位客服通话20分钟。完美主义者会在不重要的生产性活动上花费太多时间，而后才会继续前进。


避开难题以免失败。
 迎接挑战前，完美主义者都想让自己觉得已经彻底准备好了。这可能会阻碍他们进步或迈上领导岗位。举例来说，阿特觉得“在会上发言之前，我得上个公共场合发言培训班”，这真的没有必要，而且现实中他也不会很快去参加这样的培训。因此，阿特错失了一个绝佳机会。


把自己的高标准用在别人身上。
 大多数情况下，完美主义者只会用极为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有时会出现范围扩大化的情况，他们会认为别人也应达到自己这样的标准。这尤其适用于最终成绩会影响到完美主义者的集体项目。在和同事们准备推介材料的过程中，兰杰在最后关头提出了一系列改动意见，这疏远了他和大家的关系。兰杰想做的改动并不大，但其他团队成员都很累了，想回家休息。他们觉得兰杰是在给大家添堵。对同事吹毛求疵或者要求过高会损害人际关系，某些情况下会让完美主义者在社交领域受到排斥，原因是跟他们打交道是对情绪的严峻考验。


反复思考弱点、错误和失败。
 完美主义者之所以在避免微小错误方面有如此之强的动力，原因之一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往往会触发他们的“沉思模式”。安德莉娅反复地想着自己缴了费却没用上的服务；推介材料看上去是那么敷衍的想法让兰杰无法释怀。在这里，对已发生情况进行反复思索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和出于担心而反复考虑可能出现的情况相反）。这样做会加大心理上的痛苦，使之超过这些情况下本应有的水平；还会让人易怒、抑郁，进而损害其工作表现和人际关系。



怎样调整

如果这篇文章让大家产生了“这就是我”的感觉，那就可以看看下面这些实用的解决方案，以尽量减少完美主义倾向的不利影响。


从成功中汲取经验。
 对完美主义者来说，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是个过于艰难的任务，而且会让他们“陷入沉思”。一个替代方案是从自己的成功中汲取经验。通过回想自己取得成功的过程，完美主义者就会发现，尽管没有尽善尽美或者100%的成功把握，但自己还是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样，完美主义者就能意识到采取“预备、瞄准、开火”的方式会给自己带来哪些好处，这种方法让他们基于经验来校正程序和决策，而不是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思考。

完美主义者还会看到非完美主义但成功的角色模式和同事——他们是怎样在不受完美主义困扰的情况下变得行事有效的呢？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向他们学习。

采用启发法，以便更快地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启发法或者说经验法则的目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出好的决定，但并非次次如此。它能帮助人们在较快决策的益处和推迟行动、继续思考可能带来的额外好处之间进行权衡。比如说，在为同事联谊活动挑选举办酒店时，你可以列出五项标准，然后挑一家至少满足其中四项标准的酒店，这就是一个有用的启发法。

对完美主义者来说，启发法是排定先后次序的绝佳方法。我的个人经验法则是“价值超过100美元的工作先于价值不足100美元的工作”。这帮我降低了次要生产性活动的位置，比如花30分钟时间把一件我不满意的低价商品退还给店家，而我在这段时间里本可以做产出远高于此的工作。

问问自己“我怎样才能提高1%？”这是一种常见方法，而且如果你倾向于采用过于复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它就会特别有用。因为完美主义者希望毫无瑕疵，而且通常对较小收获不屑一顾。而通过寻找使自身行为提高1%的途径，完美主义者就会开始认识到，一些取得进步的方法比自己想象的要容易。举例来说，如果知道自己过于消极，而且自己的态度让别人觉得泄气，那么或许可以决定从每次会议发表一次积极的看法着手。这既是提高1%的策略，也是经验法则发挥作用的实例。


学习打破“沉思”的策略。
 如果知道怎样约束自己的“沉思”行为，容忍自己犯错误和有缺点就会变得容易得多。要注意的是，当完美主义者开始反复思索某件事时，他们要问问自己执着于此是否真的对自己有帮助。“沉思”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这和看上去恰好相反。如果思维只是不断地原地打转，或者发现“沉思”让自己出现了坏情绪，那就要弃之而去。

意识到完美主义的成本以及它对个人的生产率、幸福和人际关系（包括工作上的和家庭的）有何影响后，完美主义者就可以开始消除这种具有破坏性的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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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博伊斯
 曾是临床心理学家，后转型为作家，著有《健康心理工具箱和焦虑工具箱》（The Healthy Mind Toolkit and The Anxiety Toolkit）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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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眼前的代价


克里斯滕·杜克 (Kristen Duke)

艾德里安·沃德 (Adrian Ward)

艾耶勒特·格尼茨 (AyeletGneezy)

马腾·波斯 (Maarten Bos) | 文

时青靖 | 编辑





[image: ]





“
 把手机收起来”已经变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却通常不了了之的老生常谈。尽管人们在那一刻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但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而且还是刻意为之。人们会在盛大的家宴期间拿出手机拍照，也会在约会或观看电影期间发送短信或更新社交媒体资料。与此同时，人们经常会因为邮件或电话提示而受到被动的干扰。很明显，与智能手机的互动会影响人们的体验。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将手机放在眼前，但对手机不理不睬，人们还会受到智能手机的影响吗？

我们在最近的研究中对此进行了调查。我们只是把个人的智能手机放在人们眼前，看看此举是否会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力。在两项实验室试验中，近800人完成了认知能力测试任务。在其中的一个任务中，参与者一边完成数学题目，一边记忆随机的字幕。这项任务测试了人们在从事复杂认知任务的同时对相关信息的记忆程度。在第二项任务中，参与者观看了构成一幅不完整图形的一组图片，并选择最适合补全这一图形的图片。这项任务衡量了“流动智力”，也就是人们推论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受调对象在这两项任务中的表现将受到自身可利用精神资源的影响。

我们的干扰举措十分简单：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前，我们要求参与者要么将手机放在眼前（屏幕朝下放置），要么放在口袋中或袋子中，或放在另一个房间。重要的一点在于，关闭所有手机的声音提示和震动，这样，参与者就不会受到提示的干扰。

结果令人感到吃惊：表现最好的是那些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将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的人群，紧随其后的是那些将手机放在口袋中的人群，排名最末的是那些将手机放在桌子上的人群。即便参与者关闭手机，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手机近在眼前的人群表现最差，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的人群表现最好。因此，仅仅将智能手机放在桌子上便会让个人的感知能力发生小幅下降，但这一点在统计学上却是非常显著，其影响与缺乏睡眠相当。

这种认知能力对于帮助人们学习、推论和培养创意理念至关重要。从这一方面来看，如果考虑到数十亿智能手机所有者会在生命中的无数个时刻看到自己的手机，那么即便是对认知能力的小幅削减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哪怕我们并未使用手机，哪怕我们并没有注视手机，哪怕屏幕是朝下的，哪怕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仅仅是将智能手机放在眼前就会对我们的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带来不良影响。

为什么即便智能手机并未发出声响，它也能让人们如此为之分心？智能手机的缺点与其好处是息息相关的。作为与大家互联、与全球知识库相连的个人中心，智能手机所能提供的诸多价值必然让其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了解各个领域的重要组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即便人类在从事不同任务时，也会自动地注意那些与自己习惯相关联的事物。例如，即便人们在主动与他人对话时，当有人在房间另一边叫自己的名字时，人们也会把头转过来。同样，当看到或听到婴儿哭泣时，父母也会自动把注意力放到婴儿身上。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某种程度上，智能手机出现在人们眼前就像是有人在呼喊你的名字，只是这个一直呼喊的主体是手机罢了，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有过“幻觉震动”（手机没有震动，但个人感觉在震动——译者注）体验的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隔绝或抗拒这种吸引力的尝试往往以个人认知能力的损失为代价。令人心酸的是，这意味着当我们成功地抵制住了查看智能手机的冲动时，我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可能已经出现了下降。

你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呢？很有可能。想想自己最近参加的会议或讲座：是否有人将智能手机放在桌子上？想想上次看电影、与朋友聚会、读书或玩游戏的时候：你的手机就在你眼前吗？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仅仅是让手机映入眼帘的做法可能已经影响了你的认知功能。

我们的数据还显示，对于那些与手机的联系紧密度较高的人来说，智能手机出现后的负面影响最大。这些人强烈赞同的看法包括：“没有手机的话，我很难度过正常的一天”，以及“如果让我在某一天之内抛弃我的手机，那将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在这个人们对手机的依赖度与日俱增的世界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普遍。

很明显，我们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智能手机潜在代价的人。想想驾驶时打电话或发短信以及走路时发短信所导致的众多死亡事故。听到电话铃声响起会让处于繁忙中的你感到更加焦虑。当发现存在未阅读短信或未接电话时，人们会走神，从而影响人们从事完成需要持续注意力的工作，并破坏其中的乐趣。除了这些与认知和健康相关的影响之外，智能手机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社交能力：在社交过程中拿出手机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并让他人感到不快。

然而，在意识到上述所有代价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智能手机所提供的巨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用智能手机联系朋友、家人和同事，在线下订单，查看天气，买卖股票，阅读《哈佛商业评论》，前往新地点时进行导航等等。显然，智能手机能够让人们提升效率，节省时间和金钱，与他人联系，变得更有成效，并随时娱乐身心。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好智能手机的代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智能手机有其独有的用途。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例如能够帮助我们与试图会面的人进行联系，或搜索信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把手机放在眼前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我们不能让智能手机占领我们的生活，而是应该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智能手机可用可不用，而且自己有必要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某件事情时，把手机收起来（放在另一个房间），放置一段时间不用，会很有帮助。

鉴于上述发现，学生、雇员和首席执行官可能会希望通过确定隔离手机的时间窗口，来完成需要深度思考的任务。此外，仅仅要求雇员不能在开会期间使用手机是不够的。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开会时将手机收起来会更有效，同时还能提高注意力，加强责任心，并提升制定创意解决方案的能力。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人们只需要将手机收起来（放在远离视线的地方），便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投入，并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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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滕·杜克
 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雷迪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她致力于研究不确定性、情绪复杂性和语境因素对决策制定和消费体验的影响。艾德里安·沃德
 是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麦克康斯商学院营销专业助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科技与认知、消费者财务决策和道德。艾耶勒特·格尼茨
 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雷迪管理学院行为科学与营销专业副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消费者判断和决策，亲社会和慈善行为，以及行为变化。马腾·波斯
 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社会与决策科学系的访问学者。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决策科学，说服力和行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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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价值金字塔


埃里克·阿姆奎斯特、杰米·克莱格霍恩、洛里·舍尔，《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3月刊








随着B2B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商品化，客户的主观，甚至个人化的考量，对于达成交易愈发重要。为了解B2B客户最看重的因素，贝恩公司分析了数十项定量和定性客户研究，总结出40项“价值要素”，并按照主观化的程度将其分为5类：基本价值、功能价值、便利价值、个性价值和理想价值。全面了解客户的理性和情感考量，并根据客户最看重的因素调整价值主张，对于避开商品化陷阱非常重要。




人们总是在情绪推动下做出购买决策，然后再用客观事实证明其合理性。科技行业B2B营销的最大挑战在于，大多数供应商仍执着于无聊的“客观事实”。必须拥有情感内容和理性内容一对翅膀，你才能起飞。IT客户不会再简单地从你这里进货，他们想从你这里获得信念。这就是金字塔顶端的关键要素。


——保罗·卡什

Rooster Punk创始人、CEO





你们对价值要素与供应商净推荐值相关性的研究显示，产品质量、专业知识和响应能力对客户忠诚度尤其重要。我对这点很感兴趣。关于客户的重复购买意愿或初始购买意愿，是否有类似分析？是否可以认为，有助于建立持久客户忠诚度的要素，也是贯穿整个客户体验的驱动因素？谢谢分享你们的洞见！


——马林·斯约曼

Hägvall & Sjöman合伙人、资深营销顾问






作者杰米·克莱格霍恩回应：
 这三项要素的高得分确实与重复购买意愿高度相关，再考虑到它们与净推荐值的高相关度，我们认为这些要素对构建客户忠诚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以资产负债表打比方：净推荐值相当于速动比率，能够评估价值主张的健康度，而价值要素则提供细化分析。

我们提出的价值要素金字塔非常准确地描绘了B2B购买的决策情境，揭示了响应客户最看重的理性和情感要素的重要性。很多情感主导的价值要素属于所谓“合作”因素，归根到底指向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客户愿意与谁共事？在很多重大购买决策中，这可能是打开局面的因素。



根据文中提出的建议，供应商似乎需要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充分接触客户企业，包括绩效关注者（主要关注产品或服务如何为相关领域的组织表现贡献价值）、执行关注者（主要关注成本控制和运营便利性），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充分了解这些群体和个人的不同出发点、优先项和相对权力地位，通常是很困难的任务，需要供应商从组织层面上持续充分地付出努力。


——小哈利·库伦

Performance Learning Designs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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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升级


哈尔·格雷格森，《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3月刊








伟大的创新者早就知道，要开启好的答案，关键是要提出好的问题。把这个观点应用在头脑风暴中，对寻找新创意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在没有思路的时候。针对问题而非答案的头脑风暴，有助于避免团队中出现遏制成员发声的倾向，帮助你重构问题，激发突破性思考。





HBR调查结果

问题：工作是否表达你个人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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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简称TRIZ）的根里希·阿特休勒（Genrich Altshuller）发现，矛盾往往会限制整个系统的表现。比如说，我想造一条走得很快的帆船，就会把船身设计得很窄，但这样一来船就走不稳；要想行驶平稳，就要加宽船身，但这样又走不快。矛盾意味着妥协：船身宽窄，速度与平稳，两个相互冲突的因素如何权衡？

以TRIZ思路提出的问题可能是：“能否在结构上分层，将一个因素体现在系统层面，另一个与之冲突的因素体现在次级系统层面？”例如双体船，在系统层面，船整体非常宽，而在次级系统层面，两个船体都很窄。双体船算是宽还是窄？两者皆有，而且双体船又快又稳。解决这个矛盾，就实现了非常高明的突破性创新设计。美国杯帆船赛（America’s Cup）早期，所有参赛船只都是单体，现在全都是双体船。


——彼得·哈尼克

Pretium Innovation总裁





我在为了写《发问、启发、解答》（Ask, Inspire, Solve）这本书而做的研究结束时看了另外两本提倡“问题风暴”的书。沃伦·伯杰（Warren Berger）在《更美的问题》（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中讨论了问题风暴的应用，《正确问题研究所》（Right Question Institute）则向教育者、家长和儿童传授了这个方法。我把问题风暴作为制定组织战略的第一步。


——凯瑟琳·罗斯柏克

Katherine Rosback Consulting总裁






作者回应：
 探索“问题爆炸”的历史挺有趣的。看看《约伯记》，神不断提出问题试探约伯。那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审问，对约伯来说也是换个角度看问题的机会。17世纪初期，问题头脑风暴的概念在贵格会“透明审议”（clearness committee）中重新浮现。在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查理斯·魏因加特纳（Charles Weingartner）1969年强有力的呼吁《教学作为一种颠覆活动》（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观念。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马瑞利·亚当斯［Marilee Adams，Inquiry Institute创始人，著有《改变问题，改变人生》（Change Your Questions, Change Your Life）一书］、卢斯·桑塔纳（Luz Santana）、丹·罗思坦［Dan Rothstein，Right Question Institute创始人，著有《只做一次改变》（Make Just One Change）一书］和当时从事领导力研究及高管培训的我，提出了非常相似的问题流程。我致力于提升人们的提问能力。我的4-24项目鼓励领导者每24小时抽出4分钟（一年累积下来就是一整天）用来提出更好的问题。




HBR.ORG

近期热点话题


《如何增加职场影响力》


（How to Increase Your Influence at Work）




《员工想要这三样：事业、社群和理由》


（The 3 Things Employees Really Want: Career, Community, Cause）




《双职夫妻需要长期规划》


（Being a Two-Career Couple Requires a Long-Term Plan）




《锻炼复原力，应对不断增加的压力》


（To Handle Increased Stress, Build Your Resilience）




《你在工作中如何被感知？》


（How Are You Perceived at Work? Here’s an Exercise to Find Out）




《克服公众演说恐慌的五种方法》


（5 Ways to Get Over Your Fear of Public Speaking）




《用设计思维筹划更好的会议》


（Plan a Better Meeting with Design Thinking）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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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刊 特写文章


提问的力量

一项可以磨炼的技能

总监向管理层提问，谈判时打听合作方公开招标价格，再到询问团队成员或下属工作状态，高管工作日里大部分时间都在问别人情况。然而不像诉讼律师、记者甚至医生等专业人士，很少有高管认为提问是一项可以磨炼的技能。这是个很容易错过的机会。问题可以成为非常强大的工具，可以刺激企业内部的价值。问题可以鼓励学习和交流意见，可以推动探索，刺激创新和业绩提升。可以培养情商，提升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和信任，鼓励团队合作。还能从中发现忽视的短板和危险，降低商业风险。

本文中，哈佛商学院的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Wood Brooks)和莱斯利·约翰(Leslie John)分享了行为科学方面最新研究成果，告诉读者如何提出和回答问题。很多问题都取决于环境，如果谈话目标是促进团队发展，例如鼓励创新，问题和回答应采取某种方式，而如果谈话内容更为紧张，例如谈判或敏感的内部便利，则是另一套处理办法。




[特写]


双职工盛行时代如何管理人才


公司往往为培养领导人才花费大量投资，但大多数公司没想清楚如何管理越来越多既希望晋升又很关心配偶职场发展的人士。结果是，很多有潜力的人只能选择离开。公司倾向于对领导职位设置固定的路径，赋予固定的职责，对有抱负的人才概念也很死板。此举导致员工的动荡和变动，公司招聘和留存人才时也会头疼。企业对管理和发展人才应采取新策略。应该打破晋升道路上的藩篱，允许员工以更有创意的方式培养技能扩大人际网络，比如可以通过短期“轮岗”，或轮流领导等。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公司文化要调整。此前公司长期抵制弹性工作制，现在要学会接受。




[特写]


不会影响公司的解雇行为


很多公司经常随意解雇，或是解雇的理由不当，有时更糟，两项错误一起犯。作者桑德拉·苏澈儿认为，“随意解雇”意思是不够公平，或员工认为不公平，从而导致长期不良影响。至于“解雇理由不当”，是指为降低短期成本而不是为了长期战略调整而解雇。有些政府意识到大规模解雇可能导致的后果，所以专门立法保护有对抗行为的员工。如果随意解雇，或是理由不当，高层很难实现目标。好的公司会在解雇后调整策略，合理利用更少的员工，流程要公平，受影响的部门要借机争取成功。文章探索了更好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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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应成为“牵线者”。


高效指导下属

有秘诀


MANAGERS CAN’T BE GREAT COACHES ALL BY THEMSELVES


有
 观点认为，在理想的职场中，管理者应不断向直接下属提供反馈。这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组织和职能总在快速变化，要求员工持续升级技能。很多企业逐步取消年度绩效评估，部分原因是希望更频繁地进行绩效讨论——每年一次显然不够。

然而在现实中，不间断的指导很少见。管理者任务繁重、时间压力很大，因此“帮助下属培养技能”经常排到待办清单的最下面。一项调查显示，HR 领导者希望管理者拿出36%的时间培养下属。但另一项针对管理者的调查显示，这个比例平均只有9%，而在很多员工看来，这也很难达到。

不过根据一项研究，9%的比例或许并不算低。对于辅导员工，并不是投入的时间越多越好。

为了解管理者如何更好地提供指导、帮助员工成长，Gartner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来自多个行业的7300名员工和管理者，并采访100多名HR高管、调查225名HR高管。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是：在当下繁忙的工作环境中，最佳管理者如何培养员工？

研究者总结出90项要素，并归纳了四种指导员工的风格：


“教师型”管理者
 依据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指导下属，提供的反馈以建议为主，并亲自指导员工的学习和发展。很多这类管理者具备技术专长，在成为管理者之前多年进行独立工作。


“全天候型”管理者
 持续提供指导，积极帮助员工成长，并对员工的各项能力给予反馈。这类管理者的表现很接近HR人士的期待，他们把培养员工视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所有类型的管理者中最投入的。


“牵线型”管理者
 会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提供指导，或把下属介绍给本部门或其他部门中更懂行的人。相比其他三类管理者，这类管理者用更多时间来评估员工的能力、需求和兴趣。他们认识到，很多技能更适合由其他人来指导。


“支持型”管理者
 采取放手态度，常给员工正面反馈，并让他们负责自己的成长。这类管理者会在员工需要时出现并提供支持，但不像其他类型的管理者那样主动。

在组织中，四种类型的管理者大体平均分布，最常见的支持型占29%，最少见的教师型也占到22%。不过，本项研究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各类指导风格的普遍程度，而是每种风格对员工绩效的影响。

第一项意外发现：管理者拿出36%还是9%的时间指导下属，对员工绩效的影响并不大。“管理者的指导时长与员工绩效之间相关度极低，”Gartner人力资源业务负责人之一哈伊梅·罗卡（Jaime Roca）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第二项意外发现是，极其敏感的全天候型管理者弊大于利。“我们本以为这种类型的管理者表现最好，所以对结果确实很意外。”罗卡说。实际上，在所有类型中，全天候型管理者指导的员工绩效最差，而全天候型指导也是唯一产生负面影响的指导方式。

研究者发现，全天候型管理者损害员工表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些管理者认为指导越多越好，但不间断的反馈可能带来压力和伤害。这有点像“直升机父母”——他们的密切监控不利于孩子的独立。第二，全天候型管理者未能充分了解下属需要提升的技能，因此提供的指导偏离员工的实际需求。

第三，这些管理者一心想亲自指导下属，常常认识不到自身专业上的局限，结果自己还没学好就去教别人。“最后一点最致命。管理者没弄清楚问题的答案，只能靠蒙，结果提供错误信息。”罗卡说。

通过深入分析指导风格和员工绩效的相关性，研究人员找到了最有效的类型：牵线型管理者。这类管理者的下属成为高绩效员工的几率，是其他人的三倍。

形象地说，牵线型管理者有点像职业网球手的教练。教练的指导对球手的进步最重要，但他不会事事亲自传授，而会引入力量、营养、具体技术（如发球、吊球、反拍击球）等方面的其他专家。尽管将部分工作外包，教练仍保持深度参与，负责寻找和聘用专业人士并监督整体训练情况。




理念回归实践

杰森·特鲁希洛（Jason Trujillo）

“管理者不可能知道所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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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快速变化的行业，IBM在其107年的历史中多次面临技术革新。当下，随着客户需求转向基于云端的SAAS（软件即服务）解决方案，IBM正处于新一轮变革中。IBM领导力发展负责人杰森·特鲁希洛（Jason Trujillo）最近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采访，介绍公司管理者向牵线型指导方式的转变对业务变革的促进。




IBM为何现在做出这种转变？


IBM现在近一半收入来自六年前未涉足的业务，业务转型必然要求文化转型。我们全面引入了设计思维和敏捷方法，这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让我们更合理地组织团队为客户创造价值。这要求全体IBM人增加“牵线式”行为。我们正有组织地提供同僚互助式的学习机会。




新方法有何优势？


它让我们更好地响应员工实际需求。太多时候，负责学习和培训的部门只想推出新项目，进行所谓“创新”。但按照新思路，我们会从员工的需求中寻找价值。新方法也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为37万名员工提供培训，需要大量资源和时间。同僚互助显然效率更高，而且逐渐创造出网络效益。




员工怎样找到有相关技能的同事？


我们创建了一个叫Coach.me的平台，用于发布技能需求和解决方案信息。无论是写代码等“硬”技能，还是给予反馈等“软”技能，平台都可以把能提供帮助的同事推荐给有需求的员工。这样，员工就能主动满足自身技能需求。另外，这个平台也和公司的数字学习论坛Your Learning互联。




员工为不认识的同事提供指导，对此有什么激励？


我们将其纳入了绩效管理流程，它包括五项要素：业务结果、客户满意度、创新、对他人负责以及技能。我们正创造一项广泛共识：通过互助，我们共同帮助IBM成长。




把指导工作分解给众多员工，是否可能导致管理者逃避培养下属的责任？


我们不允许管理者放弃这项职责。管理者仍必须对下属的成长负责，必须以身作则，通过不断学习来保持进步。我们的CEO罗睿兰（Ginni Rometty）明确说，想在IBM获得成功，你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以指数级速度学习。你需要合适的技能。至于如何获得这些技能，我们认为，管理者不可能知道所有答案。





管理者采取牵线型指导方式，首先要改变心态。“传统上，管理者就是要给员工下达指令，”罗卡说，“牵线人则更多意味着学会提问、提供个性化反馈，并把能提供帮助的人介绍给下属。”很多时候，自我认识和坦诚是最困难的：成为牵线人，管理者必须认识到自己没有资格传授特定技能，并且要向下属承认这点。“这并不是自然而然能做到的事。”罗卡说。

研究者认为，管理者首先应减少对指导频率的关注，而更加关心深度和质量。你是否真正了解下属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需的技能？其次，管理者不能只与下属一对一沟通，而要在团队中公开讨论，鼓励团队成员相互指导，并点出具备特定能力、值得他人学习的员工。接下来，管理者可以进一步拓展，鼓励下属与其他部门的同事接触，学习无法在团队中获得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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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员工来说，相比其他类型管理者，跟随牵线型管理者工作显然更好。那么，如何在入职前判断管理者的风格？罗卡建议提前向未来老板直接询问，并私下与其下属交流，了解管理者在培养员工方面的表现。

本项研究应能将管理者和员工的注意力从绩效谈话的频率转移到沟通质量，以及帮助员工获得技能的方式上。“我们的结论是，指导员工的最佳方式是成为牵线者。”罗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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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Gartner：《牵线：最佳管理者如何培养员工》（“Coaching vs. Connecting: What the Best Managers Do to Develop Their Employees Today”，白皮书）





在一系列实验中，将休假等非金钱价值换算成具体金额，使得参与者更愿意选择工资较低但假期更多的工作，并更倾向于相信公司关心员工的个人生活及工作生活平衡。




A.V. 维兰斯（A.V. WHILLANS）、R.J. 德维尔（R.J. DWYER）、M. 佩洛维奇（M. PEROVIC）：《将福利换算成现金可影响员工偏好》（“Translating Time to Cash: Monetizing Non-Salary Benefits can Shift Employment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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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关注未知能减少过度自信

从军事、医疗到企业投资和战略选择，在很多领域中，过度自信都会导致糟糕决策。这一问题广泛存在、代价沉重，多年来研究者一直在尝试寻找原因。多项研究认为，原因在于人们倾向于关注支持自己预设的证据，而忽略其他可能性。为克服这种倾向，很多研究者建议团队安排“反对者”角色，或明确要求成员考虑各类可能性。

新研究则分析了造成过度自信的另一个因素：未能考虑未知变量。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要回答一系列多选题、估计答案正确的概率、解释给出估计的理由，并评估这些理由分别基于已知和未知信息的程度（例如在不知道肉丸脂肪含量的情况下评估一些快餐的热量值）。承认未知信息对结果影响较大的参与者，过度自信的程度明显较低。接下来的一项实验也涉及多选题，其中部分参与者被要求“考虑其他选项”，部分被要求“考虑未知因素”。相比未收到任何要求的对照组，这两组参与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较低，其中被要求考虑未知因素的参与者过度自信的程度更低。

“人们倾向于低估自己不理解的事物，”研究者写道，“因此，过度自信的部分原因是对未知信息考虑不足。”看来，我们不应只关注可能的结果，还应多考虑可能意外出现的未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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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丹尼尔·沃尔特斯（Daniel J. Walters）等：《未知因素对自信的影响研究》［“Known Unknowns: A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Confidence and Calibration”，《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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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

为创始人安排职位

每年都有数千家非营利组织要为离开的创始人寻找继任者。传统观点认为，离任者应彻底脱离组织，让继任者享有充分权威、免受干涉。这个逻辑也得到上市公司的普遍遵守。但新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为创始人保留职位，将得到很多益处：继任者能享受到前任领导者的能力和知识，而且员工、董事会和出资方的忠诚度也更有保障。

研究者分析了106家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职位变动情况，对500多位创始人、继任者、董事会成员等进行调查，并进行了49次深度采访。他们发现，在大多数创始人自愿离职的案例中，董事会都为创始人安排新职位，而不会选择彻底分手。在这些组织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效果积极。

但研究者提醒，这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创始人有意愿、有能力继续参与工作；董事会认可这样做的价值；创始人愿意扮演新角色；继任者愿意与创始人合作。维护好其中的关系并不容易，但一些做法能提高成功几率：组织应清晰定义创始人的新角色，将其职责限定在本人有兴趣和擅长的方面，如出资方关系维护；引入外部辅导，帮助创始人和继任者适应新的关系；建立冲突解决机制；从员工、董事会到出资方，确认利益相关方的忠诚度；为继任者提供独立空间，保证顺利过渡。

研究者还发现，在创始人转任其他职位且继任者来自内部的情况下，组织在财务表现、继任者任期长度和组织自我评估方面结果最理想。“我们发现，创始人完全脱离组织远不是普遍适用的解决方，”研究者写道，“董事会有必要考虑为创始人设计新角色，如果继任者来自内部就更应如此。”本项研究并不涉及企业，但研究者认为，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继续留在组织内部的条件，也适用于创始人主导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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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加里·图奥马拉（Jari Tuomala）、唐纳德·叶（Donald Yeh）、凯蒂·米尔韦（Katie Smith Milway）：《创始人离任研究》［“Making Founder Successions Work”，《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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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

回应推文有价值

推特用户发帖说什么的都有，但有一种帖子尤其普遍：抱怨糟糕的客服。有些企业会回应，有些则不然。为探究回应与否对未来顾客购买的影响，研究者收集了2015年3月到2016年4月，用户发给美国航空公司或无线运营商的超过40万条涉及服务的推文，并找出了企业给出回应的那部分。

接着，研究者调查了部分发表推文的用户，并与从未和企业互动的顾客进行对照研究。在向航空公司发送推文的顾客中，得到回应者未来愿意支付的机票价格平均比对照组高出近9美元，而且如下图所示，企业回应速度越快，顾客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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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排队尾的真正代价

设想你在便利店等待结账，前面有五个人。从逻辑上说，你不会在意身后有没有人，因为等待时间完全由前面五个人的结账速度决定。但新研究显示，人们对排在队尾有着超出常理的厌恶，而这对要求顾客排队（无论线上线下）的企业是个坏消息。

对某家杂货店284名顾客的分析显示，相比身后有其他人排队的顾客，排在队尾的顾客更换队列的概率高出三倍。这对店里来说是个问题，因为换队的顾客通常等待时间更长，因此购物体验更差。在另一项实验中，301名参与者在网上排队时能看到自己的位置。大部分时间排在队尾的参与者对等待时间的满意度比其他人低19%，即便他们的实际等待时间比部分没排在队尾的参与者还短得多。

在另一项在线实验中，只有部分参与者知道自己是否排在队尾，结果得知自己排在队尾的参与者退出队列的概率是其他人的四倍，这在现实中意味着销售收入受损。研究者指出，导致这种倾向的可能是“下行社会比较”对象缺失。排在队尾的人会问：“如果没人愿意比我等的时间更长，排队还值得吗？”

根据一项估算，美国人每年的排队时间平均为118小时。因此，商家的“排队管理”是顾客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大多数管理者看重速度，致力于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但本项研究提示出另一种策略：关注队尾。“弱化队尾顾客对相对位置的意识，同时强化不在队尾的顾客对相对位置的意识，将有助于顾客完成消费行为。”研究者写道。■




原地不动的理由

在一项线上模拟实验中，参与者需要排队完成调查。无论在队列中的位置如何，参与者平均更换1.27次队列
 ，有人甚至更换十多次。



换队两次或以上
 ，将使参与者的等待时间平均增加超过50%
 。



更换队列不一定会有负面影响。现实中，需要排队的场合通常有一些可观察的信号，如柜台员工的处理速度，能帮助顾客合理判断换队是否节省时间。但本项研究显示，人们在没有这些信号时也会换队，而这时原地不动是更好的选择。



资料来源 瑞安·布尔（Ryan W. Buell）：《排队中的“队尾厌恶”研究》（“Last Place Aversion In Queues”，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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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管理“空闲时间”

很多职场人士说自己太忙，但一项涉及企业管理、法律、医疗等多种行业的研究，揭示了另一种问题。在调查中，很多受访者说自己有“空闲时间”，即等待任务分配的时间——诸如客服代表等待顾客来电。78%受访者说每周至少有一段空闲时间，22%受访者说每天都会有。问题不仅在于管理者要如何给空闲员工计酬，更在于很多员工会因此故意放慢工作速度。

在实验和现场调查中，研究人员给参与者分配打字任务，规定的完成时间远长于实际所需，并要求他们完成任务后待命。意识到任务完成后无事可做，参与者放慢了速度。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垃圾时间效应”，即著名的“截止时间效应”（员工的工作速度随截止期的临近加快）的反面。

在其后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更改空闲期的行为规范可防止员工放慢工作速度。例如，管理者可允许员工在等待下次任务时自由上网。“管理者很可能不了解员工的实际空闲状况，因为对此保密符合员工的利益，”研究者写道，“希望本项研究能促使管理者注意这个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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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安德鲁·布罗茨基（Andrew Brodsky）、泰蕾莎·阿玛比尔（Teresa M. Amabile）：《空闲时间的负面影响》［“The Downside of Downtime: The Prevalence and Work Pacing Consequences of Idle Time at Work”，《应用心理学》（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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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数字商品购买意愿低

相比实体商品，数字商品有很多优势，如方便运输、存储、备份，以及不易被盗、老化或受损。但书籍、DVD等实体商品销量仍持续增长，而且对于很多品类，消费者对实体商品的估价仍高于对应的数字商品。

为解释这种令人困惑的消费行为，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线上和线下实验，涉及商品包括电影、小说、教材、图片等。研究者询问参与者分别愿意为同一种商品的实体和数字版本支付的价格，了解他们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并测试他们在两种版本同价时的购买倾向。为了解参与者做出选择的理由，研究者考察了产品成本、转售价值和耐久性等因素，结果发现真正的原因不在此列。

“关键的差异在于，数字商品无法像实体商品那样带来拥有的感觉，”研究者写道，“数字商品的非物质性这一独特之处，也使它们难以营造出拥有某物的感觉。由于无法像对实体商品一样触摸、持有和掌控数字商品，我们感到自己对它们的所有权打了折扣。感觉上，数字商品并不完全为我们所有。”

对于试图提升数字商品价值的营销人员，研究者建议他们设法减弱上述效应。企业可以赋予数字商品类似实体的特性，例如用实体书的图片来呈现电子书，或给数字界面增加触控功能。另外，企业也可以为顾客定制数字产品，以提升他们对产品的掌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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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奥兹甘·阿塔索伊（Ozgun Atasoy）、凯利·摩尔韦奇（Carey K. Morewedge）：《消费者对数字商品的购买意愿低于实体商品》［“Digital Goods Are Valued Less Than Physical Goods”，《消费者研究》（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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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文化中介”助力团队表现

研究发现，成员背景不同的团队能提出更具创造性的想法，但由于文化规范的差异，团队完成任务的能力也受到影响。一项新研究认为，具备两种或以上文化相关经验的“文化中介”，将有助于提升多文化团队表现。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将参与者每3人一组分成83个小组，每组中有两人文化背景单一（分别来自美国和印度），另一人有多元文化背景。部分参与者拥有印度和美国的双重文化背景，研究者称之为“文化圈内人”，因为他们的背景与其他团队成员重合。有些参与者则同时有其他西方国家和亚洲文化背景（如加拿大和韩国），因为与团队成员不重合，被称为“文化圈外人”。

这些团队通过在线聊天平台合作策划跨文化婚礼，需要综合使用来自印度和美国的仪式、音乐和食物。研究者分析团队成员的对话，将其分为寻求信息（“美国有什么著名的婚礼歌曲？”）和整合信息（“把西方婚礼歌曲来个宝莱坞风格混音如何？”）两类，并安排专家小组评判各团队的创意。

结果，包含“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小组表现不相上下，但成员的文化背景确实影响了团队的工作方式。在拥有跨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中，来自印度-美国文化的“圈内人”尤其擅长整合信息；“圈外人”则以寻求信息为主，这对团队也很有价值。

“有关团队成员构成的理论仍然预设，每名个体仅属于一种文化背景。”研究者写道。本项研究对管理者的一项启发是，组建团队时要特别关注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员工，以及他们的文化背景与其他团队成员的重合度。此外，“文化圈外人”可以通过提问引出新信息，因此他们对团队的价值也应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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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张秀珍（音）：《多元文化团队中的文化中介》［“Cultural Brokerage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in Multicultural Teams”，《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2017年］




《哈佛商业评论》1983年9-10月刊

“办公室恋情不会自动消失，而会给组织造成压力。管理者必须学会应对这种麻烦的人事纠葛。实际上，管理者如何应对爱与性这类敏感问题，会影响员工对公司管理的看法。”



伊莱莎·柯林斯（Eliza G.C. Collins）：《管理者与恋人》（“Managers And Lovers”）






酒店在猫途鹰上回应负面评论，能使很多顾客将打分提高至少半颗星，将酒店综合评分平均拉高0.12颗星。



达维德·普罗塞尔皮奥（Davide Proserpio）、吉奥格斯·泽尔瓦斯（Giorgos Zervas）：《回应顾客评论提高评分》（“Study: Replying to Customer Reviews Results in Better Ra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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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

重思CEO薪酬与企业表现

201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CEO薪酬与员工薪酬中位数之比，这体现出各界对收入不平等忧虑的上升。对于如何解读这一比值、它会引发何种观点及如何影响员工投入度和企业表现，存在不同意见。“锦标赛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收入差距更能激励员工表现卓越。根据这一理论，较大的收入差距表明，如果员工通过努力工作得到晋升，薪酬将会显著增长。但“公平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收入差距会引发低级别员工的不满，导致他们怠工或离职。

一项新研究尝试评估这两种理论的有效性，结论是两者各有合理之处。以2006年至2013年标普1500企业的大量数据为样本，研究者首先计算CEO薪酬与员工薪酬中位数的“简单比值”，然后分析CEO薪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司经营状况、CEO本人背景和行业属性的影响，发现这些“合理因素”的影响平均为56%。接下来，研究者分析了公司业绩、员工离职率和一些文化指标（如公司是否被评为最佳雇主）与“简单比值”和“合理比值”的关系。

分析结果很有启发性：“简单比值”与企业表现并不具备相关性，但“合理比值”与良好表现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如果CEO薪酬主要由公司经营状况、CEO本人能力和行业属性决定，员工就会认可其公平性并得到激励。相反，“非合理比值”较高的企业则业绩较差、员工离职率高，且较少被评为最佳雇主。

“在分析收入差距时，研究者容易夸大收入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研究者写道。本项研究表明，员工对公平度的看法比数字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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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伊森·鲁恩（Ethan Rouen）：《重思CEO薪酬与企业表现》（“Rethinking Measurement of Pay Disparity and Its Rel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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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低绩效领导团队，高绩效领导团队用于制定战略的时间多出近20%，进行战略协同的时间多出12%
 ，根据核心指标检查战略目标完成进度，并重新分配资源的时间多出14%
 。



内森·维塔（Nathan Wiita）、欧拉·莱纳德（Orla Leonard）：《成功领导团队如何管理战略执行》（“How the Most Successful Teams Bridge the Strategy-Execution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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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麦肯锡奖


麦肯锡公司和《哈佛商业评论》在1959年共同设立麦肯锡年度奖，奖励那些极具开创性和实用性的管理思想。评审团由商界和学术权威组成，评选出每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最佳文章。




第一名

《被严重低估的基础管理》

2017年11月刊

长期以来，战略家们认为企业的运行有效性并不能带来竞争优势。但拉斐拉·萨顿
 （哈佛商学院）、尼古拉斯·布鲁姆
 （斯坦福大学）和约翰·范莱宁
 （麻省理工学院）的深度研究项目显示，高质量的基础管理与持久的战略成功高度相关，且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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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入围文章

《资本过剩年代的战略》

2017年3月刊

贝恩公司的迈克尔·曼金斯、卡伦·哈里斯
 和戴维·哈丁
 认为，当前资本充裕、资金价格较低，但企业管理尚未适应这一新情况。企业应调低门槛回报率、加大投资增长机会，并注重开发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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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代的全球化战略》

2017年7月刊

作者潘卡吉·盖马沃特
 （纽约大学）认为，当今的保护主义潮流令人忧虑，但企业高管应记住两件事。首先，历史上，国际贸易和投资从未停滞太久，即便在贸易战中也如此。其次，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远低于大多数人的认知。企业可以考虑修正全球化策略，但不宜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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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教授安德鲁·雅罗什（Andrew Jarosz）和同事们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为20名男性实验对象供应伏特加-蔓越莓鸡尾酒，在血液酒精浓度接近法定最高值时，给受试者一组词汇联想题让其完成。结果，微醺的男性反而比对照组清醒的人解题正确率更高，速度也更快。实验由此得出结论：





微醺能让人

更有创造性

DRUNK PEOPLE ARE BETTER AT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雅罗什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雅罗什：
 我们常听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说喝酒可以给自己带来灵感，也有人说小酌后思路更敏捷了。这个实验目的就是尝试找到证据证明这些说法。尽管这是个小实验，但我们的确找到了证据。我们从创造性解题的测验“联想测验”（RAT）中抽选15道题，让实验对象解答，例如“哪个词和‘duck’‘dollar’‘fold’三个词都有联系？”答案是“bill”（duckbill鸭嘴兽，dollar bill美钞，billfold钱夹）。我们发现，微醺者比清醒者多解答2~3个问题，而且在一分钟一题的要求下，他们的解答速度也更快，这个事实也许更令人惊讶。





HBR：
 所以酒精根本不会让我们反应速度变慢？


还是会，但是我们认为就解决创造性问题而言，微醺状态，即失焦状态是有益的。在类似RAT这样的练习中，关键在于别被头脑中的第一个闪念控制，而酒精可以让你联想到看似无关的东西。

我们询问参与者，在解答问题时依赖战略思考和灵感的比例分别是多少，微醺者比清醒者通过灵感解题数量多10%。你也许能通过推理得出和“duck”联系的词“bill”，但如果题目再难一点，例如找出和“cry、front和ship”联系的词，这种方法就会让你陷入错误答案，例如“baby”，其实正确答案是“war或battle”（warcry战壕，frontwar战争前线，warship军舰）。当然了，在其他领域，例如完成复杂数学问题或者操作重型机械，清醒者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依然关键。




微醺者比清醒者解题数量多13%到20%。






所以我们的头脑风暴环节应该设在酒吧而不是会议室？


如果你需要创造性思维，午餐时喝杯马提尼或者在欢乐时光喝几杯酒可能会有帮助。但不要酩酊大醉，因为一旦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0.08％，人基本就废了，有可能想出糟糕的点子而不自知。




你将受试对象的血液酒精浓度控制在0.075％，必须是这个数字吗？


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们体内的酒精含量无限接近法定上限。我们选择的是年龄在21岁到30岁之间，酒量接近的男性。我们要求他们实验开始前24小时不要接触酒精和药品，实验开始前4小时内不要吃东西也不要摄入咖啡因。他们到场之后，我们会根据他们各自的体重，决定给他们分发多少零食，然后在半小时内分三次供给伏特加。酒精和果汁的比例保持1∶3，但是让体重更重的人喝更多。

随后，我们让大家使用血液酒精含量测定仪进行测试，确保他们体内的酒精浓度达到目标水平。但是，在马蒂亚斯·贝内德克（Mathias Benedek）等人去年进行的后续研究中，受试者在酒精浓度0.03％的情况下，RAT测试成绩依然比清醒者更好。




必须是这种鸡尾酒吗？我更喜欢红酒。


很多类似的研究都会选择伏特加-蔓越莓的鸡尾酒，因为更容易根据情况调节酒精比例，掺入果汁则让酒精味道不易被察觉。但在贝内德克的研究中，实验对象喝的是啤酒。所以看来任何酒都行。




那么药物能否起到同样作用？


这个我无法发表意见。但研究表明，患有特定脑损伤的患者在某些创造性测试中表现更好，快速眼动睡眠中醒过来的人也是如此。对我来说这很好理解，因为又回到了失焦问题上。喝茶也能提升创造力，可能因为这种习惯会给人带来放松的感觉。北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与喝白开水的人相比，喝立顿红茶的人用儿童积木搭建的造型更有趣，给面馆取的名字也更有创意。




让我们再来说说酒：那些微醺者会不会本来就比清醒的人聪明？


我们其实已经通过头脑敏锐度的一个指标——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来确保各组智力水平相当。刚开始大家都清醒的时候，我们让受试者看计算机上的一组词，中间穿插了数学问题，让他们根据顺序列出这些词。然后将成绩相差一分以内的人分在不同组，以便让各组平均分更接近。实验结束我们又做了一次同样的测试，发现清醒的人在第二次做得更好，喝醉的人并没有。




微醺者比对照组的人解题速度更快。






你的实验对象都是年轻男性，如果换成女性或者年纪大一点的人，结果是否会不同？


这是未来的研究领域，但我怀疑换成年轻女性，结果也差不多。年龄更大的人也有可能相同，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头脑中的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为什么你决定研究这个？为了给自己喝酒找个合适的理由？


我很喜欢精酿啤酒，但一般不会在工作时饮酒，也不重点研究酒精。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提高人们解决问题的潜力。我们都听过阿基米德在浴缸里突然产生灵感的故事，我一直都想弄清，是什么让人们产生这种突如其来的灵光一闪。我的同事格雷戈里·科尔弗莱什（Gregory Colflesh）是研究酒精的，我和他以及詹妮弗·威利（Jennifer Wiley）聊过之后，觉得也许应该探索一下这个方向。




科学家有没有其他关于酒精有益头脑的发现？


匹兹堡大学的迈克尔·塞耶特（Michael Sayette）等人发表过一篇论文《迷失于烈酒中》（Lost in the Sauce），称饮酒后人的思绪更容易游弋，不同情况下这事儿有益也有害。与我合作的格雷戈里在变化检测方面做了一些有趣的尝试，他让受试者找出两幅图的不同之处，并发现饮酒后人们的表现更好。原理类似于我们的发现：微醺者不会盯着屏幕上的一个个像素，而是在一定距离之外看屏幕上的内容。最近我看到一篇研究，称人们酒后说外语更流利，这更违反常理，因为一个人在使用非母语时明显需要专注。




我会将这种情况归因于，喝酒后人们较少压抑自己，自信心增强。这是否也是微醺者在RAT测试中获胜的原因？


有可能。研究表明酒精的确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在实验中我们并没有搜集这两方面的数据。能确定的是，实验中的微醺者比清醒者拥有更多顿悟时刻。




这会带来更好更快的表现吗？


在我们的实验中是的。微醺者没有集中精神带着目标去寻找答案，而是进行了神经科学家称为“扩散激活”的脑活动。如果你观察一下他们脑部的功能磁共振成像，会发现不同区域都亮了，说明潜意识激活了所有头脑深处的信息储存，搜寻正确答案。




微醺者比清醒者有更多灵感乍现的时刻。






所以从事创意工作的人都应该多喝点？


很少有职业需要完全的创造性或者完全的专注度，所以我认为这取决于你的工作任务。有句谚语是“酒后诗百篇，醒时自雕琢”（write drunk, edit sober），为什么要在清醒时修改是有原因的。




那今晚我就边喝红酒边写这篇稿子，明早起来修改。


这个计划听上去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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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Stitch Fix公司CEO：

让个人风格走向大众市场

STITCH FIX’S CEO ON SELLING PERSONAL STYLE TO THE MAS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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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数据科学基础上的美国时尚电商Stitch Fix的收入全部来自产品推荐，这是其核心业务。这家公司不会根据用户的购买历史推荐商品，而是将数据、机器学习和专业人士的判断结合起来，进行独特和个性化的推荐。






st
 itch Fix的商业模式很简单：我们寄给你我们认为你会喜欢的衣服和配饰，你留下想要的，寄回其他的。我们利用数据科学为大量受众提供定制服务，超越了传统的实体和线上零售体验。用户喜欢让专业造型师为他们购物，享受这项服务的简单和便利。

当然，让我们的服务显得简单便捷，同时实现盈利和规模化，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在拥挤、浮躁、易变的时尚行业，就更加复杂。有些服装零售商试图通过低价和快速物流获得优势，我们则通过定制彰显独特性。每一单“Fix”都包含我们为你挑选的五件衣服和配饰，选择的依据是你提供的信息。像其他数百万用户一样，你提供的信息主要来自注册时填写的内容宽泛的调查问卷，以及在每次发货后提交的反馈。

Stitch Fix在2016年和2017年的销售额分别为7.3亿美元和9.77亿美元，我们的收入全部来自产品推荐，这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们在美国有200多万活跃用户，合作的品牌超过700个。我们不会根据你放进购物车的上衣推荐搭配的腰带，不会根据你的购买历史推荐某个品牌，也不会根据浏览行为推测你可能想买一条小黑裙——这些做法的转化率都很低。我们的方法是，将数据、机器学习和专业人士的判断结合起来，进行独特和个性化的推荐。

我不会说“数据科学在我们的文化中”，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文化本身。数据科学在我们起家时就是核心，而非传统组织结构的补充。我们围绕用户及其需求构建算法，雇用超过80名数据科学家，其中大部分人拥有数学、神经科学、统计学、天体物理学等定量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数据科学团队直接向我汇报。Stitch Fix没有数据科学就不会存在，就这么简单。



并非硅谷故事

我们远不是典型的硅谷初创公司，我也不是连续创业家，因为Stitch Fix是我创立的第一家公司。但我对零售深感兴趣，特别是如何将零售与21世纪的新技术结合起来。2000年代初我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接着在Parthenon Group做咨询，这期间从事了很多零售和餐饮方面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两个行业，认为它们对大众很有意义。然而，尽管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两个行业提供的体验仍和20世纪70年代甚至50年代基本相同，这件事总是引起我的思考。我会设想它们将如何改变，也希望参与到这种变革中。

离开Parthenon之后，我在2007年来到风投公司Leader Ventures做分析员，当时正值iPhone问世。同时，在Netflix崛起期间，我研究了其竞争对手Blockbuster的运营，两者分别主导着影碟的非实体销售和实体销售。这是一个经典案例。双方竞争的黄金点非常清晰：只要Netflix的市场份额达到30%，当地的Blockbuster就会关店。其余70%顾客面临选择，或者尝试Netflix，或者跑更远的路去实体店租影碟。更多人尝试Netflix，导致Blockbuster面临更大压力，店面越关越多，面临选择的顾客越来越多，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我当时意识到，如果其他零售商不重新思考战略，可能会遭受与Blockbuster相同的命运。比如，10年之后，你会怎样买牛仔裤？还会跑六家店一一试穿？我觉得这不会是主流方式。同时，我也不认为一般的电商模式能持续：在浏览器上打开一堆页面，比较各种产品信息和顾客评论。我认为你会这样做：一次买下好几条牛仔裤，然后退回不合适的。

对数据的兴趣让我意识到，可以用数据改善买衣服的体验。归根到底，合身程度和审美只是数据而已，腰围、裤长、材质、颜色、重量、耐久性、图案等等，都可以量化。如果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就可以很好地把握人们想要什么衣服。

但对衣服的爱也让我意识到，购物中的人性因素也很重要，比如意外看到喜欢的衣服、还发现它很合身而且在预算之内的惊喜。我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把数据和人的体验结合起来，创造购买衣服的新模式。



商业模式之辩

最开始我并没想自己创业，只是想加入一家采用我设想的新模式的初创公司。在Leader Ventures公司，我遇到了数百位创业者，希望其中有符合我要求的，但没能找到。于是我入读哈佛商学院，开始谨慎地准备创业。在商学院的两年中，我设计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2011年2月，Stitch Fix收到投资意向书，第一批Fix于4月寄出，我在5月毕业。

当时，并没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我的一位教授就称之为库存噩梦。我希望拥有全部库存，这样才能深入理解每件商品，从中获得大量结构化数据。在零售业，拥有全部库存是很可怕的，教授认为这让我的战略依赖资本且风险过高。但这个战略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利用数据更好地理解人们的需求，我们就可以采购合适的商品并把它交给合适的用户，这让我们的存货周转率高于很多传统零售商。快速销货后支付货款给供应商，实际是资本效率很高的模式。

此外，风险投资人也持怀疑态度。与投资人见面时，我会带着一盒衣服和造型师的定制卡片。我记得有一次，见面还不到五分钟，一位投资人就说：“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收到这种东西。”我欣赏他的坦诚。很多投资人对库存过高表示担忧。还有一些人不喜欢我们雇用造型师并支付时薪——当时自动化和app风行，我们的做法与主流风投项目背道而驰。尽管我们取得早期成功，B轮投资者却有些冷淡。“我觉得你很棒，团队很棒，你的项目正在有效运转。”一位风险投资人告诉我，“但我一年只加入一到两个董事会，我想选择让我真正有感觉的东西。我对零售或女人的衣服没有激情。”




FIX搭配实例

Stitch Fix利用用户提供的数据（从“风格侧写”开始）和一系列算法，捕捉用户对商品的反应。发出含有五件服饰的“Fix”前，由算法分配给用户的造型师会对搭配选择进行评估和调整。用户收到货品后对五件服饰分别给出书面反馈，并可自由评论。用户反馈和购买历史，可帮助Stitch Fix逐渐改进搭配选择。

下图显示算法和造型师如何共同为用户选择第一件Fix，以及后续的两次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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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公平，也令人沮丧。实际上，Stitch Fix 87%的员工、35%的数据科学家和32%的工程师是女性。超过90%的风险投资人是男性，让我感觉这个行业的性别状况很不利于我们。但最后，困难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因为它迫使我们聚焦盈利能力和资本效率。从那时起，我们只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新业务，包括男装和大码女装。

最后，还有行业本身的问题。由于公司的收入依赖于服饰推荐，我不得不面对机器学习领域中相对困难的任务。即便认为自己对衣服没有眼光的人，其实也在意自己的穿着。合身度、风格、材质——所有人都会在意这些事情。这是一桩非常注重细节的买卖。这让我们的工作非常有趣，但也更加困难。早先，焦点小组成员不相信我们能挑出他们喜欢的衣服。他们会说：“这怎么能成功呢？只会一团糟。”




算法帮助我们提早准确发现趋势，让我们更有效地补充库存。





预付20美元造型设计费、决定购买后返还这一政策，也引起质疑。焦点小组参与者会问：“如果我没挑出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付20美元？”我们需要让顾客相信他们会收到想要留下的衣服，而我们做到了——在数据科学的帮助下。



开启算法

公司成立时，我们的“数据科学”还很原始。我使用SurveyMonkey、Google Docs和一些统计方法，来追踪用户偏好并给出合理推荐。我当时的工作实质上就是个人造型师，有时甚至会自己送货。但我的目标一直是建立数据科学能力，让业务能够规模化。我们的推荐被顾客认可，是因为算法对，而算法对是因为数据科学定义了我们这家公司。

机器学习的效力取决于三件事：


数据科学团队直接向CEO汇报。
 大多数企业的数据科学团队归属于工程甚至财务部门，向CTO汇报。Stitch Fix则拥有独立的数据科学团队，并且首席算法官埃里克·科尔森（Eric Colson）参与公司战略决策。埃里克2012年8月从Netflix加盟，但在此之前他就是我们的顾问。他对我们公司感兴趣，是因为他视之为挑战。他记得在Netflix听到有人说：“用户一打开app，也许系统就可以播放我们认为他喜欢的电影。”这个大胆的想法很有风险——把宝全部押在一次推荐上。他意识到，这正是Stitch Fix做的事。虽然只是顾问，但他有一次假期居然一直琢磨我们的数据。最终他决定全职加入，这是我们这个初创小公司的大事件。

因为公司的收入取决于算法推荐的效果，数据科学家与CEO直接连线就更加重要。我们也认为，这会让整个组织清晰认识我们的价值观和战略：数据科学是重中之重，而通过与数据科学团队紧密协作，营销和工程等团队将提升自己的能力。


通过数据科学进行创新。
 我们的数据科学团队完全自发地开发了数十种算法，因为我们允许他们创造新的解决方案并评估其潜力。比如，从没有人明确要求团队开发重复采购（因为销售良好而需要再次进货）推荐算法，而他们帮助我们提早准确发现趋势，让我们更高效地补充库存应对需求高峰。最近，团队找到一种跟踪仓库员工活动的方法，并开发算法优化移动路径，同时避免空间变化时较高的重新测绘成本。

数据科学深植于公司文化的程度，外人有时难以想象。我们已经在使用很多种算法，同时也在开发很多种。服饰的个性化推荐必然是由机器学习驱动的；通过使用算法，物流和仓储能降低资本成本、提高存货周转率、提升送货效率；借鉴遗传科学的算法，也能帮助产品开发团队找到服饰的“成功特征”。我们甚至已开始利用机器学习进行服装设计。

一个下雨的午后，两三位数据科学家在讨论如何填补市场上的产品空白，由此催生了我们的自有服装品牌Hybrid Designs。比如，很多40多岁的女性用户提出想要盖袖上衣，但我们的库存中缺少这种风格。一年后，我们已经有29款由计算机设计的女装和大码服装，满足了此前用户提出的一些具体需求。

另外，我们也通过分析属性数据，对服饰进行量化研究。根据不同服装类型，我们对每件衣服要追踪30到100项属性数据。现在，依据200多万活跃用户的体验，我们知道哪类推荐能让用户在舒适区之外消费。我们了解男式衬衫胸围和肩宽的最佳比例，并运用数据分析，调整大码衬衫领口到最上面一颗纽扣的距离。我们还知道有多少人适合内长27英寸的裤子，并根据这一比例调整库存。

但某种意义上，这些都属于简单任务。真正的挑战是，在正确的时间推荐尺码、颜色和设计都正确的衣服。这里面的数学相当复杂。我们必须考虑到商品的所有属性，以及用户的偏好、季节、地理位置、过往趋势等很多变量。

假如我们有一美元可以投资于营销、产品或数据科学，我们基本上都会选择数据科学。很幸运，我们一开始就将数据科学确立为核心，而没有尝试去转变传统零售商。在我看来，传统零售商想要模仿Stitch Fix，就好像说“我现在想长高点”，是无法实现的。


充分考虑人的因素。
 我人格中分析性的那部分很喜欢我们的算法战略，但购物本质上是个性化的、是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把数据和造型专家的判断结合起来，后者可以更改或推翻算法给出的搭配建议。我们的造型师拥有不同设计和零售背景，但都认同数据的作用，并以爱和同理心服务用户。在一些方面，人的表现远胜机器，而且在未来很长时间中都将如此。

当一位用户发来非常详细的要求，比如“我需要一件适合七月份户外婚礼的裙子”，我们的造型师马上就知道哪些裙子适合这个场合。还有，用户经常分享一些私密的生活细节，如怀孕、减重、新的工作机会等，这些都是机器无法充分理解的情形。但我们的造型师完全了解这些时刻的特殊性，因此竭尽所能设计合适的风格、与用户密切沟通，并在需要时即兴发挥。这为我们带来极高的品牌忠诚度。




我们必须考虑商品的所有属性，以及用户偏好、季节、过往趋势等很多变量。





道理很简单：优秀的人类专家配合高质量算法，将远胜于最厉害的专家或最厉害的算法独自工作。我们不会让人类和数据相互竞争，而是让他们合作。我们不会训练机器像人一样行动，更不会训练人像机器一样表现。我们只需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包括造型师、数据科学家，以及我自己。即便算法也有犯错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要持续从错误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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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巨头的战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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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发展已迎来重大战略转折点，互联网黄金年代正被写进历史。经历了冲击、颠覆、困惑、焦虑的传统巨头开始坦然面对互联网引领的变革和挑战，发起反击，开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2017年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对来自112 个国家或地区、分属6个最高管理者角色的12854位最高管理层进行采访调研，发现尽管重大的行业颠覆潮流引发了剧烈动荡，但参与本次调研的高管似乎颇为乐观。大部分的受访者表示，最令他们担忧的竞争是锐意创新的传统老牌企业,而不是可怕的数字巨头带来的直接冲击。当被问及哪个类型的企业正在主导您行业的创新大潮时，全球72%的受访者指出是如沃尔玛、宝马汽车等锐意创新的传统行业龙头企业，只有34%的人认为是如苹果、谷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数字巨头。相较于此前的许多预测结果，这一结论显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传统行业引领颠覆大潮

市场的格局正在悄然改变，优步（Uber）和爱彼迎（Airbnb）曾经现象级席卷市场，移动技术和数字媒体一度撼动了很多行业的根基，但这次汹涌的颠覆大潮似乎正在终结。真正懂互联网的老牌龙头企业正在代表传统巨头率先发起反攻。他们开始利用自身的生态系统在位优势，联合供应链上下游中的企业，大胆创新。高管一致认为，这些行业龙头企业比新进入市场的互联网等新锐企业更具竞争力。

从全球来看，近年来美国创业公司数量陷入近 40 年的最低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行业巨头通过投资收购等战略部署飞速前进。沃尔玛收购了平台零售商jet.com；UPS收购了“货运行业的优步”Coyote Logistics；联合利华收购了吉列的搅局者、剃须刀预订服务商Dollar Shave；空中客车联合维珍集团、高通以及其他公司投资OneWeb，后者计划发射超过640颗卫星，提供覆盖全球的宽带互联网接入服务。

在中国，无论是金融、制造、消费品行业的排名前列的公司都已经斥巨资大规模投入数字化重塑的变革中，它们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开展他们的进化和反攻，有时甚至比预料中还要更主动、更激烈。



互惠互利的平台战略

随着互联网泡沫的消退，附着在垂直行业身上的产业互联网成为下一个竞争的主战场，平台成为了产业互联网的价值入口。如今传统巨头也将目光投向了平台。几乎所有传统巨头都在构建平台或参与平台建设，在IBM调研中，46％的企业正在投资或考虑投资建设平台。57％的制定了颠覆性战略的企业都是平台的构建者或拥有者。宏观金融数据显示，未来2年—3年中分配给此类平台模式的资本，保守估计可能达到1.2万亿美元，增幅高达174%。


建立开放共赢的平台。
 对所有企业来说，互联网平台最大的优势是没有边界，与实体经营相比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一家电商平台理论上几乎可以上线无限多数量的商品，而不用花费太高的成本。宝马公司就在组建一支车队，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最大程度实现每辆车的收入，不仅效仿优步，而且超越优步。它可以派遣车队中的车辆并配备专业司机，提供打车服务，或者提供按小时计费的短期租车服务。另外，还可以根据需求提供客运或包裹递送服务。

在平台时代，平台运营者要改变以往的心态，拥有互惠精神——平台上的客户和企业网络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受惠。对于许多企业而言，最艰难的改变是将竞争对手融入自己的价值链中，带着竞争对手一起受惠。迄今为止，已部署平台的平台构建者与平台运营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对待竞争对手的态度。联合竞争对手的平台运营者比平台构建者多出 37%。


参与并联合运营平台。
 平台运营者并非单打独斗，与宝马的做法类似，更多传统企业选择联合运营平台。例如：加拿大有六家大型银行在区块链平台上建立数字身份验证服务。每家银行都贡献出为遵守“了解客户”法规而必须保留的客户身份属性。客户可以在新的服务实体（比如公用事业或房东）验证自己的身份。银行向参与平台的供应商收取交易手续费；供应商则可节省处理新客户的时间和成本；而客户可通过移动应用轻松完成操作。与上述几家银行一样，平台运营者不单单允许竞争对手参与他们的平台，还投资促进彼此发展。

大多数平台运营者还放弃一定程度的客户控制权，邀请客户参与评估、评价或共同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携手客户共同打造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平台运营者比平台构建者要多出 30%，将客户反馈融入设计和规划流程的平台运营者则多出 22%。允许客户评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可激励他们持续忠诚于平台。

参与平台不仅可以获取新客户，还能享受网络效应。但作为交换，参与者必须调整思维，实现双赢局面并达到平台运营者的高标准。例如，平台运营者善于营造个性化客户体验。参与者绝不能任由“痛点”或“脱节”破坏营造无缝体验的目标。随着平台模式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会感受到所谓的亚马逊效应——无休止的发展和市场的颠覆。在此之前，企业迫切需要作出的选择只有一个，即拥有或者参与一个或多个平台。



唤醒海量沉睡数据

一直以来，互联网公司被认为是数据的拥有者和聪明的运营者，海量的用户端数据藏匿于世界各地的服务器角落。而现在传统巨头开始深度观察了解用户了，优秀的传统巨头更懂得如何利用内外部洞察并发现新的商机。


数据潜力巨大。
 平台一旦运行起来，将生成海量的数据，平台必然被参与的客户和企业的数据所淹没，如何利用好这些数据，成为成功的关键要素。互联网上能公开搜索到的数据只占总数据量的20%，另外80%的数据存在于企业的防火墙内。传统行业正坐在自己的“数据金矿上”，“金矿数据”来自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利益相关者，除客户外，还包括供应商、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第二个维度是企业产品或者服务本身所蕴藏的数据；第三个是企业经营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数据。

对于不常与客户联系或未与客户建立直接联系的行业而言，流经平台的客户数据对企业是一种“送来”的福利。此类企业通常在依托有形商品保持业务的同时，运营平台模式以便与客户及合作伙伴进行数字互动。举例来说，设备巨头卡特彼勒（Caterpillar）正在从制造商转变为物联网互联设备服务提供商。卡特彼勒先是投资 Yard Club，而后将其彻底收购。Yard Club 是P2P 租赁平台，除促进租赁业务以外，该平台还可提供精密分析，有效管理租赁设备和优化车队，确保作业现场与办公室实时开展通信。


传统企业提升数据挖掘和利用能力。
 调研中超过半数的企业正在计划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在企业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以芯片、面板等制造业为例，一个最为耗时耗人的环节就是产品的质量监测。华星光电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实现了7×24小时无间断、精准的人工智能判片。该款人工智能质检系统不仅能不断学习图片提升判别能力，还可以与质检员进行沟通学习，在项目验证阶段，该系统已经可以达到95%以上的判读准确率。随着这套人工智能系统使用时间越长，它的判读准确率就越高，对人的依赖就越少，而且判读快至毫秒级。

所有企图霸占数据的企业都要注意，倘若平台运营者囤积透过数据发掘的种种洞察，企图独享所有价值，那么绝对无法取得成功；相反，它们需要通过认知等手段整合、分析数据，并将数据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平台参与者，持续改进绩效。如果参与者无法像平台运营者那样利用数据并采取行动，那么很快将在平台上失去位置，更无从获得高额回报。



行动起来，开始反击

对传统巨头来说，它们在未来依然要面对互联网和数据巨头的竞争，但老牌巨头只要拥抱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进技术，利用数字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新搭建起的桥梁，就能将传统优势资产的所有权及相关管理专业知识转化为新的颠覆性优势。

当然向数字化企业转型不能一蹴而就，企业要准备在未来很长时间，从理念、价值观、组织形式、心态等都发生彻底的变化。互联网和传统巨头将不再是分庭抗礼的两个阵营，技术、生态、业务、人员的融合将缔造新的物种，以及更有活力的企业形态。固有思维定式、价值观、组织形式必须转变，随着新机遇的不断涌现，敢于迎接变革的企业势必可以获得优势。



[image: ]



麦俊彦
 是IBM 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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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THE BIG IDEA



初创公司

需要战略吗

Do Entrepreneurs Need a Strategy?

作者是乔舒亚·甘斯、艾琳·斯科特和斯科特·斯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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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公司战略法则

STRATEGY FOR START-UPS

乔舒亚·甘斯（Joshua Gans） 艾琳·斯科特（Erin L. Scott）

斯科特·斯特恩（Scott Stern） | 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作
 为一家初创公司，RapidSOS已得到广泛认可，被视为将911电话带入智能手机时代的高潜力公司。急救反应系统诞生发展于移动电话之前，因此大多系统不能准确判断移动电话使用者所在的地理位置、不良反应次数和医疗结果。RapidSOS创始人为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尼克·霍瑞利克（Nick Horelik）。他们开发的新方法，可以将移动电话地理位置传送到现有911系统，而系统只要求急救服务领域中其他参与方相应做出最小化调整。在创业计划竞赛中拿到早期融资后，马丁和霍瑞利克走到了十字路口：他们该如何将自身技术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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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创业家准备进入市场时，往往在匆忙间选择第一时间看到的可行战略。但最终他们可能输给有更好战略的第二，甚至第三人。




原因


在创新领域，人们眼前的机会太多，很可能不知如何抉择。创业家担心，花太多时间权衡选择会延迟商业化。他们选择的前进战略限制了转型的能力。




解决方案


通过研究四种入市战略、阐明这些战略的多种可能形式，并选择最符合创始人价值观和动机的战略，初创公司选择正确路线的几率会提高。





答案颇为复杂——实际上，他们确定了四种可能路线。（
详见边栏《创业战略指南》

 ）他们可以雄心勃勃地尝试彻底淘汰急救反应系统，创建全新的“Uber式救护车系统”；或者试用经典的颠覆战略，先瞄准医疗服务不完善的人群，比如癫痫病患者，最终覆盖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又或者避免直接竞争，要么帮助在位企业将运营流程现代化，比如与摩托罗拉等911设备提供商合作，要么与保险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报销救护车服务费用。

很多创业家都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前行，他们担心研究探讨会耽误商业化。于是他们采取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实践战略，对审慎、有计划的战略制定过程嗤之以鼻。正如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那句名言，“最后你不得不说：‘去他的，就去做！’埋头干，试试看。”

这种草率的实验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当然奏效，但平时要避免使用，即便该方法对资源投入的要求可能非常低。如果创业家选择第一时间看到的出路，但竞争对手选择了相对曲折，但最终更有利于商业化和吸引维护客户的路线，那么创业家的公司更容易陷入困境。比如沙伊·阿加西（Shai Agassi）花费近10亿美元建立支持Better Place（对电动车行业“可更换电池”的解决方案）的生态系统。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创业方法则更审慎，注重循序渐进。特斯拉（Telsa）完善可靠，事实证明，他的战略更明智。

“行动为先”这一理念的问题不仅于此。若创始人能够说明其想法在不同战略中的潜力，证实该想法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那么他们在面对投资者、员工和合作伙伴时会更自信，也更有威信。

有没有方法能让你在不放缓发展速度的前提下，对不同战略选择进行全面评估？我们在过去20年里研究了数百家初创公司并展开合作，之后开发了一个名为“创业战略罗盘”的评估框架，可在公司创始人面临关键抉择时帮助他们有效明确正确方向。罗盘勾画了四种基本入市战略，供准备推广创意的创始人参考。不同战略中，初创公司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方式也截然不同。



创业战略罗盘

我们的理论核心是，对任何创新而言，入市战略都包含对目标客户、应用技术、组织特性、竞争对手和竞争方式的定位。（
详见边栏《四种决定》

 ）更复杂的是，这些决定彼此紧密关联——客户选择影响公司的组织特性和技术选择。

有资源的公司衡量这四种决定时，会分析可能已经获得的数据。这些公司通常也有能力从多个方面进行市场调研和实验，并借鉴之前的经验。资金较少的初创公司的历史积淀和知识储备较贫乏。但这也可以是种优势，因为驱动既有流程的过往经验、历史数据和资源投入，也许会导致在位企业的经营存在盲点，甚至可能让企业忽略未来颠覆性创新的潜在威胁。但在位企业觉察到新技术或产品正在崛起后，就会对这些初创公司发起挑战，其他初创公司肯定也会在其入市路上施加压力。

创业家面对眼前的大量选择，即便有些路线并不可行或者逻辑混乱，且可忽略不计，他们还是会感到不知所措。我们的研究说明，罗盘中的四种战略能够将这一决策流程简单化，帮助年轻公司迅速制定可行的入市战略，并理清思路，确定可能的选择。

在梳理可行战略时，初创公司必须权衡两大竞争要素：


合作还是竞争？
 和在位企业合作的话，初创公司可以获得进入更大、更成熟市场所需的资源和供应链，并加快入市速度。但大型企业的官僚化本质也可能严重耽误初创公司的发展，或者蚕食初创公司开拓的潜在市场。在位企业可能在合作关系中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如果成熟公司还能盗用初创公司的关键创意理念，情况会更加严重。

另一个选择同样有利有弊。要与行业中成熟企业竞争，初创公司必须有能力建立预期中的价值链、与在位企业忽视的客户合作、推出强调客户价值的创新产品，同时淘汰现有成功产品。但这也意味着，初创公司要对财务更宽裕更丰富的竞争对手和主流商业基础设施发起挑战。


挖条壕沟还是推倒壁垒？
 有些公司认为，只要严格控制产品和技术，自己就能获得更大利益，而仿造产品将对公司造成冲击。因此这些公司投资知识产权（IP）保护。正规的IP保护尽管昂贵，但能帮助技术驱动型初创公司驱逐竞争对手，避免直接对抗；也有助于公司在和供应链合作伙伴的谈判中，发挥重要议价能力。但强调管控的战略会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初创公司将创新推入市场，也不利于与客户和合作伙伴保持协作。




很多创业家担心研究探讨会耽误商业化。于是他们采取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实践战略。





相较之下，关注快速入市的战略加快了商业化和研发进程，而加速情况一般只会在公司与合作伙伴和客户紧密合作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选择走这条路线的初创公司，更看重创新在市场中试错和迭代的能力。管控战略可能延迟入市时间，而重视入市的初创公司更倾向加入竞争，利用自身敏捷性应对竞争挑战。他们迅速前进，不断打破旧模式。

考察以上两个问题能大大简化战略思考流程。创始团队不必为某个创意寻找既定战略选择组合，而是从以下四大战略维度中选择要素，设计价值创造和捕捉的多种方式。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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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战略

在罗盘的这一象限中，公司与在位企业合作并保留对产品或技术的控制权。初创公司关注创意创造和开发，避免面向客户的下游活动产生的成本。核心理念必须是对在位企业的客户有价值，因此，相关开发选择要明确哪些在位企业是最适合本初创公司的合作伙伴。

此外，鉴于初创公司必须在合作中与在位企业的各项活动保持一致，所以要投资那些具有普适性，且能与既有系统兼容的技术。最后初创公司的特性类似于创意工厂，会反映在创新研发中，而这些创新会通过特定在位企业被推入市场。但初创公司会认为自己开发的几种模块化技术，在业界有决定性影响，而且也不愿对每个有潜力的新技术都进行非结构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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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战略罗盘

新公司的战略机会可从两大维度分类：对在位企业的态度（合作还是竞争）和对创新的态度（挖条壕沟还是推倒壁垒），得出四种截然不同的战略，用于指导初创公司对客户、技术、特性和竞争领域的决策。急救服务提供商RapidSOS利用本罗盘探究其战略选择。



[image: ]




（返回原文阅读）








音效公司杜比（Dolby）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任何买过立体音响设备的人或在电影院看过电影的人，必定听过杜比的名字。杜比实验室获得多项降噪技术的专利权。这些技术由雷·杜比（Ray Dolby）于1965年发明，现已成为全球标准，领跑市场50年之久。杜比技术加强了诸多经典电影的情绪渲染力，比如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发条橙》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星球大战》，这一点已获得公认。杜比与电影导演、音乐制作人和发烧友的互动有限，但依然获得数十亿美元估值。公司将独家技术授权给很多产品开发商和生产商使用，例如索尼、博士（Bose）、苹果和雅马哈（Yamaha）。

若创业家选择的战略和杜比差不多，这说明他们也非常看重维续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精心制作的专利产品和商标，再加上强大的研发实力，增强了初创公司抵御外部竞争的能力，助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议价权。这种战略决定了文化和能力选择：初创公司既需投资相关研发技能，还要培养睿智、忠诚的法律人才。IP战略不仅在个别案例（如杜比）中实证有效，在其他行业（如生物技术领域）、领先技术平台参与方（如美国高通）和市场中介组织（如Getty Images）中，也同样适用。



[image: ]




颠覆战略

本战略与IP战略完全相反，旨在直接挑战在位企业，强调将创意商业化并迅速扩大市场份额，而非限制创意开发。颠覆型创业者冀图彻底改革主流价值链，以及掌控这些价值链的公司。但颠覆从本质上并不反对追随者。因此，本战略的核心是领先和持续领先的能力。

尽管“颠覆”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混乱，但创业家最初的目标是，避免刺激野兽，引发对方猛烈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反应。初创公司在在位企业觉醒前，要竭力迅速发展能力、资源和客户忠诚度，从而抢先建立模仿者无法超越的优势。

出于对上述原因的考虑，初创公司对最初客户群体的定位往往是利基受众，而且一般是在位企业服务不周或者不在其服务范围的客户。这给了初创公司在其他公司发现前，建立信誉和开发新技术的机会。虽然新技术可能在初始阶段会有漏洞，但肯定有大幅度提升的潜力。如果这些技术实证有效，那么在位企业往往会面临巨大难题：公司能力和业务都围绕既有技术而建，没有应用创新技术的空间。

颠覆型创业家的特性是急躁和激情，雇用的员工年轻又有强烈的饥饿感（不仅指对拉面的渴望）。这类初创公司不惧怕战争，反而急于加入战场。颠覆型公司肯定采取精益管理、反应迅速，而且极度注重增长。

Netflix是这一象限的代表公司。创始人马克·伦道夫（Marc Randolph）和雷德·黑廷斯（Reed Hastings）对影片租赁的逾期罚款政策颇为不满，于是利用当时刚出现的DVD技术，制定了新解决方案。他们先通过美国邮局寄出光盘，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创办了新服务，允许电影爱好者用同样的方式接收和归还DVD。但这项服务不面向只想看最新大片的主流消费者。Netflix的战略是利用低成本内容的“长尾”，建立可以增进客户关系的推荐引擎，从而发展影片租赁的新方式，淘汰Blockbuster公司到店租片的模式。（Blockbuster最初并没有将Netflix看在眼里，认为该公司不能为主流客户提供即时服务，但后来发现自己的门店收益率下跌，最后根本不能盈利。）

Rent the Runway正试图改革女性高端服装市场，公司同样采取了颠覆战略。两位哈佛MBA毕业生詹妮弗·海曼（Jennifer Hyman）和詹妮弗·弗莱斯（Jennifer

Fleiss）发现，追求时尚的女性经常购买只可能穿一次的衣服。针对这一挑战，她们于2009年创建了Rent the Runway。公司开发的网站为追求精致生活的女性提供名牌服装的租赁服务，注重解决服装邮寄过程中的运营和物流挑战。Rent the Runway的对手高端百货尼曼（Neiman Marcus）和其他更传统的公司，将客户定位为富有、购买高级时装、追求个性化实体店体验的人群。虽然Rent the Runway还未取代这些公司，但已经建立了忠诚客户群，她们热衷在社交媒体上为本品牌宣传。公司的迅猛增长充分说明了面对敏捷性较差的在位企业时，执行力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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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战略

颠覆的概念激动人心；相较之下，价值链战略似乎平淡无奇。初创公司关注商业化和日益积累的竞争优势，不会控制新产品或构筑进入壁垒，而是关注如何融入既有价值链。

平淡无奇的方式也能打造利润丰厚的生意。以中国电子制造商富士康为例。该公司可以将苹果等公司的新产品大批量按时推入市场，业内能做到这点的公司凤毛麟角。这类公司的特性来自能力，而非主动竞争。虽然价值链型创业家受其他公司的客户和技术驱动，但他们注重培养稀缺人才和成为最佳合作伙伴的能力。

多数初创公司都可以使用价值链战略。线上杂货零售商Webvan成立于1996年，立志颠覆超市行业。但Peapod将自身定位为给传统零售商带来附加值的公司，最终成为美国生鲜电商界的领头羊。Webvan则于2001年倒闭。

芝加哥地区的食品供应商Jewel-Osco是Peapod的早期合作伙伴，同意由Peapod界定其理想客户群体（职业女性），以及发展重点（定期重复购买和安排发货的能力）。Webvan的颠覆战略要求重新构思杂货店购物的全部体验，但Peapod选择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制定了有效的价值主张，将目光投向愿意为自动下单和送货服务支付额外费用的客户，从而与超市链Stop & Shop建立有利可图的合作伙伴关系。Peapod获得知识并开发专业能力，在生鲜电商领域维持龙头地位近20年。

采用Peapod策略的创业家创造和捕捉价值的方式是，关注价值链“横向”切入面，建立专业和能力的绝对优势。可能只有价值链创业战略特别强调了创始团队担负的重要职责。创始团队不仅要雇用主要服务于终端客户的销售人员，以及能够改进产品技术性能的工程师，还必须将创新者、商务拓展主管和供应链合作伙伴组成团队，进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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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决定

所有公司都有必要考虑到至少四个决策维度。虽然不同公司在自身特定背景下还会面临更多选择，但初创公司尚未决定至少以下四个问题的话，就不可能持续创造和获取价值。亚马逊就是个典型案例。



客户

入市战略中，确定客户群体并了解其需求通常是第一步。但你最初的客户不一定是目标客户，而了解两者的关系很重要。你要找到正确的早期用户来验证你的产品。亚马逊最先锁定图书读者的决定就具有战略性。公司领导层认为，图书是市场切入点，亚马逊随后可扩张到其他零售品类。



技术

技术和客户选择有内在联系。亚马逊本可以建立简单的在线订购系统，为现有店铺提供服务。但公司将目标定为让消费者买到“长尾”书籍，即不会出现在本地商场库存中的书。因此公司必须扩大投资范围，不仅限于交易服务，还要覆盖数据库和高级搜索引擎（能够帮助读者搜索数百万本书）。



特性、文化和能力

这一维度的选择不仅要确定公司主张，还要向所有利益相关人阐明，公司未来行为和将发展的能力。读者喜欢亚马逊的服务，华尔街快速看到公司赚钱的能力。但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没有开书店。他想创建“万货店”（everything store）。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普通消费者相信自己可以从亚马逊购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所以公司要确保价格维持在低水平，即便投资者为获得早期回报不断向公司施压。



竞争对手

亚马逊将竞争对手锁定为其他零售商，公司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更可靠的服务和更低价格，对竞争对手发起猛烈攻击。公司在成立初期本可以选择和现有零售商合作，甚至将其定位为客户。如果是这样的话，亚马逊的竞争对手就会是其他搜索和物流服务提供商，而公司会成为一家增值服务提供商，即为书商增加价值。



（返回原文阅读）








这些初创公司应利用自身能力，为在位企业带来成本优势，并增强差异化。即便它们的创新不能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地位，但只要其他参与方不能复制其价值，初创公司就能维持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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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战略

低调的成功企业家一般选择价值链战略，但成功采用体系战略的创业家往往在公众中有很高知名度。初创公司可利用体系战略，争取并获得控制权，但对很多初创公司而言，该战略基本上不具备可行性；即便有应用的可能，风险系数也极高。这是Facebook和谷歌所处的象限。

选择体系战略的创业家设计了全新的价值链，然后将最关键要素控制在手中。他们可能并非基础创新技术的发明者，比如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分别出现在谷歌和Facebook创立之前，但他们将客户、技术和特性选择精心结合起来，最终将创新推入大众市场。Facebook最初承诺不向用户收费，即便精彩纷呈的社交媒体本身就能将用户锁定在平台内。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所以公司能维持统治地位，而不会像IBM和微软等数字公司一样遭遇抵制。但在这两个案例的重点还没有提到。换句话说，体系型创业家面临的风险在于，他们可能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还记得引起一片唏嘘的赛格威（Segway）吗？

体系型创业家最后往往选择建立平台，而非打造产品，这一点似乎并不出奇。虽然平台也可通过其他战略实现商业化，但如果平台内核是闭环的，创业家就能够控制新的价值链。

以查克·坦普尔顿（Chuck Templeton）于1998年创建的在线订餐服务提供商OpenTable为例。坦普尔顿发现，人们打电话预订晚餐的简单过程也会出各种状况，因此，他想除了提供订餐平台之外，一个成功的网络中介还必须解决餐厅座位安排的问题。他决定建立新系统，将订餐服务和座位管理软件结合起来，并由此引发了他与IBM和NCR等传统POS系统（point-of-sale）提供商的直接竞争。

坦普尔顿回忆称，OpenTable早期“要从房梁上接电线，才能接通电源和信号”。为让市场向他创办的公司倾斜，他最先将锁定了最具影响力的餐厅。“我们谈妥了旧金山市排名前20的餐厅，”他说，“其后的50家都想和前20的餐厅出现在一起。我们的网站开始聚集相当数量的餐厅。”坦普尔顿重新组织了餐饮业的价值链，确保餐厅的内部运营可以融入到客户与餐厅的首次互动（即预订环节）中。OpenTable掌控了客户偏好和需求的重要独家数据，同时建立难以攻破的平台，而新餐厅为拿到“入场券”，必须加入该平台。OpenTable的统治地位决定了其于2014年，以26亿美元的高价出售给Priceline。

现在我们看一下创业家如何利用战略罗盘，在四种基本战略中做出抉择。



做出选择

第一步是尽可能在最多象限中填写上可供选择的战略要素。这个任务并不容易，要求你收集更多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展实验（但只能投入少量资金，除非你能确定最后的选择）。

埃里克·莱斯（Eric Ries）的《精益创业》、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 Osterwalder）与伊夫·比纽赫（Yves Pigneur）合著的《商业模式新生代》，以及比尔·奥莱特（Bill Aulet）的《自律型创业》，提供了特别适合初创公司的有效策略。但初创公司不论选择哪种框架，都不能跳过这一步骤：假设并进行验证——这是雷富礼（A.G. Lafley）、罗杰·马丁（Roger Martin）、简·里夫金（Jan Rivkin）和尼可拉·斯格科（Nicolaj Siggelkow）在《战略之科学艺术》（《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9月刊）一文中，提出的精辟观点。

完成这一步后，你至少可以对罗盘中某一路径的阻碍，有更深入的了解。你会看到一些战略要素并不可行，或与创始团队的能力不匹配，之后你就可以舍弃这些选择。此外，你能清楚了解到，某一战略对公司有哪些资本、资源投入和动力方面的要求，然后集中精力达成要求，让战略发挥作用。

在确定所有战略后，创业家该如何做出选择呢？我们再回到RapidSOS的案例中。创始人在讨论其创意，即急救反应移动系统接下来该如何发展时，使用了战略罗盘确定了四种战略。如上文所述，他们可以使用体系战略，用“Uber式救护车系统”取代现行911系统；使用知识产权战略，与急救领域既有参与方协作；使用价值链战略，与保险公司和其他面向消费者的合作伙伴协作，成为企业智能手机应用的某一功能；或使用颠覆战略，关注某一客户细分，比如癫痫病患者等极其重视急救反应的人群，同时与患者倡导团队建立合作关系，满足这部分客户的需求。

公司在每个象限内都列出了目标客户、重点技术、组织特性、竞争对手和方式。四条路径貌似都可行，似乎有力验证了创始人的想法。如果未来只有一条路径行得通，那么他们的公司从一开始就很难做大。

如果你面前有多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你完全不必惊慌。答案很简单，创业家只需选择最契合企业最初创办目标的战略即可。RapidSOS的使命是，改善某一患者团体的服务，所以创始团队非常坚定地选择了颠覆战略。马丁和霍瑞利克满怀激情和使命感地宣传他们的信念，赢得了整个急救领域内患者团体和利益相关人的支持，而RapidSOS的技术在两年间进入了更广阔的市场。

创始团队不仅要做出选择，还必须执行自己的选择。激励创始人和说服早期利益相关者同舟共济的关键是，保持战略和目标的一致性。但有一点要说明，虽然做出选择后就要坚定执行，但这不代表其他路线不具可行性。RapidSOS决定既与患者倡导团队合作，也与急救反应社区保持联系，这意味着公司不会绕开传统911系统，至少中长期内如此。但关注患者倡导团队，有利于加强终端用户与公司的互动，长久以往为双方合作创造了有利机会，同时吸引到更成熟公司的投资，其中就包括摩托罗拉。

当然每种战略对未来工作重心都会有影响，有的事务不再重要，有的成为重中之重。公司必须留意这种变化，一方面要避免未来成本的产生，另一方面确保初创公司抓住机会，进入“扩张阶段”。

创业战略罗盘并未消除或将创建新公司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而是提供了一个条理清晰的思维框架，帮助创业家脱离既有环境来看问题，定义并选择可行的新环境。“选择”这个词极为关键：如果初创公司在缺少重大创新的情况下与新产品竞争，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战略选择与环境的匹配度。在在位企业中，成功者往往是更熟悉环境的人。但带来重大创新的公司有机会重塑环境，或者和杜比一样，创建部分只属于自己的市场，又或和亚马逊一样，创造完全不同的环境。选择如何，最后还是取决于自身。我们的框架旨在帮助这些公司成功做出选择，并将想象力和信念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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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舒亚·甘斯
 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技术创新创业学Jeffrey S. Skoll 讲座教授，也是多伦多大学创造性破坏实验室的首席经济学家。艾琳·斯科特
 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技术创新、创业和战略管理团队学高级讲师。斯科特·斯特恩
 是斯隆管理学院管理学David Sarnoff教席教授，兼任麻省理工学院马丁信托创业中心主管。斯科特和斯滕谨此致谢Jean Hammond（1986年）和Michael Krasner（1974年）创业基金、Edward B. Roberts（1957年）创业基金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财务资助。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反对观点


创业与战略框架

无关


It’s Not About the Framework

很多商学院的教学内容跟创业成功没多大关系。

作者是卡尔·施拉姆




假设你是身处十字路口的创业者，你努力打造了一个平台，觉得是时候将平台推入市场了。但董事会里的风险投资人称，你的产品至少还需要三个月的研发期。除非你能明确提出打入市场的战略，还有具体执行计划，他才会建议追加投资。你会听从他的建议吗？如果没有和你同类公司的发展轨迹实证数据，你不可能知道你创办的公司适合走哪一条路径。




埃里克·莱斯基于自己创立软件公司的经历，并撰写了《精益创业》一书。莱斯在书中告诉读者，相比写创业计划，与用户共同设计产品更可能取得成功。这与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和鲍勃·多夫（Bob Dorf）在《创业者手册》（The Startup Owner’s Manual）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类似：每家初创公司的首要任务都是寻求扩张的机会，这完全是种体验式学习过程，很难预先制定好战略。两本书都建议创业者先开发“可行性最小的产品”，尽早收集用户反馈。

乔舒亚·甘斯、艾琳·斯科特和斯科特·斯特恩认为，听从莱斯、布兰克和多夫的建议往往会误入歧途，因为如果没有评估各种选择的战略框架，你的选择会缺少客观性。我不同意。

为解释原因，首先我要回顾一下创业学研究的起源。



创业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没人教授创业学，商业学者对公司创建的过程明显没什么兴趣。他们主要帮助学生进入银行、制造、交通和消费品行业的大公司。后来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横空出世。为了追随前辈成功的脚步，越来越多MBA学生坚持学习后来被称为创业学的课程。（当时“创业者”这个词也刚开始普及。）

相关课程主要衍生自战略学和财务学（风险投资是门新兴的投资课程），而且使用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即为假想的初创公司写创业计划书等。很快这种课程的内容开始标准化，并反映潜在投资者会使用的标准。大学打造了流行的新教学领域，各学校之间展开学术竞争。如今莱斯大学是创业计划书年度超级碗比赛的大本营，提供的奖金超过300万美元。

创业学的吸引力显而易见。我们都希望降低未来事件的风险，这是人类的天性——计划越复杂，潜在的失败成本越高，我们避险的愿望就越强烈。制定战略和行动计划后再创业，似乎更容易，也更有把握。此外，通过试错获得成功的路径，明显不适合大多数初创公司：虽然引发精益创业运动的软件和技术公司得到了大量关注，但这些公司在所有初创公司里占比不超过3%。如果你想创办销售滑板的专营店，首先要有店面（或搭建数字基础设施，支持在线销售），还需要设备、库存，销售团队和广告宣传。创建这种公司当然需要战略和计划。

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计划的问题

许多商学院教授的创业学都基于一个极其错误的假设，即创建公司有固定统一的逻辑可以遵循。这种逻辑可归纳成文字，只要照猫画虎，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就能提高。但该假设从未得到印证：虽然商业史学家描述了当今很多大型公司早期创业情况，但商业学者从未收集到新公司创建过程的纵向数据，不能详细归纳初创公司的共同特征，或描述可复制的创业行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才开始收集这类数据。

创业学者则采用案例教学法，对象是成功创业的公司，但记述往往很可疑。创业者一般不写日记，也不会实时按顺序记录创业轨迹，所以我们只能依靠事后叙述，但这种叙述中有大量证实性偏见和其他主观之处。此外，失败的初创公司并没有留下多少记录，而失败的创业家再创业的成功可能性更小（和业界传说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总结出可信经验，创建有些专家所谓的“创业科学”。

我们真正掌握的证据则表明，商学院的传统观念疑点颇多。长期以来MBA学生为美铝（Alcoa）、迪士尼、通用电气、IBM、百事可乐、宝洁、梅西百货、美联航和沃尔玛等老牌企业工作接受培训，但这些公司创建时并未做规划。年轻的标志性公司，比如苹果、思科、Facebook、谷歌、耐克、Uber和雅虎，也不依赖事先规划。安东尼·詹（Anthony K. Tjan）的研究，和朱利安·朗（Julian Lange）及同事的调研都显示，从统计上看，商业计划对初创企业的成败没有任何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只有少数创业计划竞赛获胜者最终走上创业道路。有个学生在三场比赛中赢得12.5万美元，还有免费就读MBA的机会，但他告诉我，他真正有可能开创的业务也就是写写创业计划书。

我也不相信，实体企业（与数字企业相对）手握创业计划后，就能大幅降低风险。甘斯、斯科特和斯特恩指出，伊隆·马斯克创建的特斯拉之所以比沙伊·阿加西的Better Place更成功，是因为特斯拉经过“更审慎，注重循序渐进”的规划。但特斯拉项目是个风险极高的“巨型初创公司”，需要大量资本支持，产品不可能“循序渐进”地接受测试。马斯克一方面要在工程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另一方面还必须搭建复杂的供应链、装配工厂、经销商网络，并通过公私合作确保公司有必要数量的充电桩。为了完成各项工作，马斯克确实需要行动计划。但制定计划对这场巨大的赌注并无实质影响；虽然创业过程可能顺畅些，但并不会提升成功的几率。



没有计划的计划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学生所熟知的传统创业计划，现在已经被其他方式取代。但在我看来，新方式的进步也不大。艾伦·格里森（Alan Gleeson）和史蒂夫·布兰克基对商业计划这一名词做了细微改动，即改称之为“模式”。在《商业模式新生代》一书中，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和伊夫·比纽赫建议准创始人，先将自己在想象中创建的公司用“画布”展现出来。他们将这一过程比作绘画，图中各种元素明晰、必要且保持平衡，而在商业世界里，这些元素即基础设施、客户需求、渠道和财务。此外，比尔·奥莱特的《自律型创业》提出24步创业路径。如果读者认真遵循这些步骤，可以提高成功启动的几率。说到底，上述方式都没摆脱制定计划的线性思维模式——你总要先完成一步或几步后，才能继续其他步骤。

甘斯、斯科特和斯特恩倡导的创业战略罗盘也基本如此。三位作者认为，通过系统评估进入市场的四大竞争战略，新公司可从中获益。这四大战略为：保护初创公司知识产权、颠覆竞争对手、利用现有价值链和打造全新价值链。令人遗憾的是，进入所谓的“创业革命时期”30年后，学界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多大进步。



边做边学

由于缺乏有数据支撑的正规建议，创业家确实只能边做边学——这种做法来自哲学学派的一支——现象学，代表人物是黑格尔、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现象学主要针对传统战略分析的基础思想——笛卡尔哲学理念，以及线性商业思考方式。

根据现象学理论，人们通过经历了解世界。他们不分析过往数据，而是自行创造数据。基于自身探索发现，他们开始下一次体验，并在前进过程中逐步理解身边的世界。这也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苹果采用的方法。苹果在“明日课堂”（Classrooms of Tomorrow）的项目里，使用了边做边学方式，并称之为挑战学习法。创办应用软件公司时，这种不断试错的方式格外有效。

这也是创业家前进过程中，使用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做法。预测消费者反应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但如果没法不断试错，你就很难做出预测，因为专家对流行趋势的预判总是出错。不然你怎么解释很多风投基金都已积攒四五十年的经验，但其投资成功的比率仍然只有1∶7呢？2001年赛格威电动平衡车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当时专家奉之为个人交通革命，认为赛格威将改变城市，最起码停车场将不复存在。风险投资人投给这一概念大笔金钱。如今，当时被鼓吹为“意义超过互联网”的电动平衡车大多是商场保安在用。

最终创业家会明白，创业中蕴藏巨大风险，而这些风险只有自己才能掌控。创业家的工作就是在不可知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出现新情况（往往是此前决策的结果）时，你根本无法预测眼前的是机会还是风险。创办并管理公司永远都不可能简化为某种战略框架，更不会因为预先制定计划，就畅行无阻。泰德·法恩沃斯（Ted Farnsworth）是一名连续创业家，现任Helios and Matheson总裁，公司旗下有剧院会员折扣服务提供商MoviePass。法恩沃斯告诉我：“新公司只需做一件事：打造新产品并将其推入市场。然后你只要回答两个有价值的问题：有用户吗？用户愿意付多少钱？作为创业家，我反复思考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

回想你在本文开头，假设自己是创业家时陷入的困境。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曾将Titan Steel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金属交易商。1998年他决定推出 B2B数字交易平台。平台推出前，顶尖风险投资人逼迫他写创业计划。但新公司到了某个节点开始问题不断，莱文认为计划需要调整。他遭到强烈抵制，于是决定全额收购投资人手中股份来拯救公司。他苦笑着总结道：“要创建成功公司，你必须跟客户跳亲密的探戈，不能死守着创业计划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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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拉姆
 是美国雪城大学创新课程的教授。他也是名活跃的风险投资人，任考夫曼基金会CEO达10年之久。他最新的书名为《烧掉创业计划书：伟大的创业家都这么做》（Burn the Business Plan: What Great Entrepreneurs Really Do，西蒙舒斯特出版社2018年出版）。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圆桌会议


“先创造，

再销售”


“ Create Something and Start Selling It ”

对话尼拉杰·沙、毕吉恩·萨贝特和珍妮弗·卢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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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里，重视早期用户反馈、实验和迭代的精益创业方法成为热门。为了解创业家和风险投资人如何看待《初创公司战略法则》中提出的框架，即战略开发的较正规方式，《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和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与三位创业圈资深人士进行了探讨。其中尼拉杰·沙是在线家具零售商Wayfair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2014年上市。毕吉恩·萨贝特是Spark Capital联合创始人，也是Twitter、Tumblr、Foursquare和Trello等公司早期投资人。珍妮弗·卢姆正在第五次创业，前四家公司已被上市公司收购。她还担任Forge.AI的首席运营官，该公司从事智能机器的数据结构化工作。以下为本次对话节选。






HBR：
 在进一步贯彻重要战略决策前，创业家对最终决定进行全面评估有多重要？



沙：
 问题在于，创业家尝试创新的时候，时间不会站在你这边。你必须创造适合出售的商品，然后卖出去。在这过程中你会获得一些前进动力，了解市场真正的需求，并通过迭代不断提高在本市场细分或其他细分的销量、添加新功能，或开发更多产品等等。举例来说，我跟联合创始人曾创办过卖电视和音响架的网站。我们最初得到一些关注，之后开始拓展其他家具线。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做全套家具的销售网站只会更艰难，所以不要计划太多，最好是先做成一点，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


萨贝特：
 我同意。大多数初创公司并没有应用《初创公司战略法则》中提到的四象限框架。初创公司的成功主要依靠创始人的远见卓识，和创造新事物的强大动力。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取悦用户。如果过于重视战略，你可能陷入怪圈，漫无目的地分析可能路径。我的意思是重视战略也不是没可能成功，只是机会非常小。




有时候风投会不会太急于强迫初创公司制定战略？



卢姆：
 即便初创公司背后有风投支持，掌握的资源也很有限。初创公司要选好起点，积极争取迅速成长。如果一直想着寻找最佳战略就不太明智，因为战略可能根本就不会落地。如果创业家跟投资人合作，常见情况是双方会选择一些节点确定目标，例如按季度、按年，或者下一轮融资前。双方都想看到公司达到甚至超越目标。初创公司在增长和发展成果展示方面，面临很大时间压力，但我认为初创公司总有需要战略指导的时候。




创始人不太重视与在位企业建立伙伴关系，或开发知识产权吧？



沙：
 很多初创公司之所以有机会发展，就是因为在位企业动作太慢。你的创新面世时，对在位企业来说，只要它们愿意，复制你的创意并不是多难的事。所以我认为对很多初创公司来说，合作战略不会有效，至少IT领域是这样。


萨贝特：
 据我了解，唯一一家与在位企业合作成功的早期初创公司是政府主导的技术公司，例如iRobot就与军方成功建立合作关系。


沙：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授权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使用其专利。但制药等行业的在位企业早已将研发等所有职能都外包出去了。


萨贝特：
 另外，应用知识产权战略对早期初创公司来说挑战很大，仅是专利诉讼费用就很难应付。一般获得风投注资的公司第一阶段有18到24个月的资金消耗期，每一分钱都很宝贵。光申请专利就要花费1万到2万美元，还是在比较幸运的情况下——法律就是怎么规定的。维护专利权或基于专利创办公司的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如果创始人演讲时声称，其战略优势是知识产权，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创业家和风投是否有时跟风追求当下流行的商业模式和战略？



卢姆：
 确实有跟风现象。举例来说，每当消费技术领域（例如即时信息和在线视频）出现突破，风投就会一窝蜂拥上。风投公司只要一时没在热门领域押宝，就会觉得自己有必要找相关项目投资。更广泛来看，我认为你所描述的是，模范公司的思维模式及其绩效指标。如果你的初创公司处在社交网络或共享经济领域，投资人会希望看到公司在一条可靠且有望扩张的道路上发展，就像Facebook和爱彼迎（Airbnb）一样。一旦你的公司开始扩张，你就可以建立壁垒，抵御外敌。




初创公司是不是没怎么花时间思考壁垒的事？



卢姆：
 你应该问，公司扩张后，公司最有价值的差异点是什么？技术先进？获得用户的独特方式？我们掌握可以变现的独家数据？大部分创业家和风投公司都在努力思考创造企业价值的最佳方法，以及几年后能否依然可行。




有人批评精益创业运动过于强调实验和迭代，有道理吗？创始人是不是应该花更多时间计划？



萨贝特：
 你要在相关背景下看待这一运动。精益创业针对的是非常混乱的Web 1.0生态。当时很多初创公司连用户反馈都没有，也能获得风投数千万美元的投资。公司首轮融资都用来搭建基础设施和网络堆栈开发。这种背景下，精益创业提出的尽快收集用户反馈就极为实用，适合大多数IT领域的初创公司。但精益创业不适合所有公司，现在也如此。我们投过一家在自动驾驶领域技术领先的公司，名为Cruise Automation。公司还没有市场，我们都清楚生态得慢慢搭建。我们很信任团队，也相信愿景，但我们投资时公司技术还很不成熟，没有市场可以测试。所以对这家公司就要特殊对待。




珍妮弗，能以你创办的一家公司为例，说说公司战略的演进过程吗？



卢姆：
 我最近创建的公司名为Adelphic。我们建立公司时想着打造一个平台，为广告市场的供需两端都增加价值。我们开始和客户互动后，在需求端得到关注的速度要快得多。考虑到我们资源有限，还必须尽快展示成果，我们决定将注意力全部放在需求端。我们并未放弃为另一端服务的期望，但目前我们必须合理分配资源。如今公司的平台入市后运营稳健，而且依然只面向需求端。




转变新战略是否因过于普遍，创业家都低估了背后的成本？



卢姆：
 转变并不简单，不应一概给予支持。理想情况下，你在进入市场一段时间后，得到比你最初想法还好的创意，然后你成功转变新创意。其他情况下，公司可能在创立初期遇到多种问题，比如缺乏客户开发、招募到错误的团队，或市场时机不对。要想通过转变战略走出困境，你必须对公司进行资本重组，并给团队大换血。这就类似于关闭公司，随后启用全新创业理念。这样做既困难，成本又高。


萨贝特：
 我同意转变战略不容易的看法。但你给创始人投资的理由充足的话，就能看到他们转变的好处。我们曾经为准备入市的眼镜电商沃比帕克（Warby Parker）提供资金。过了差不多一年，公司开始尝试开设实体店。新策略颇有成效，所以现在沃比帕克的门店迅速扩张。如果创始人最开始向我们推销的是创建实体店的计划，那我们不太可能给他们投钱。我们投资的另一家公司Twitter起初是家播客公司。我们见过的最艰难的转变也许是Slack。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筹集1000多万美元，建立了网络游戏公司，但经营并不顺利。与此同时，公司开发了一款内部沟通工具，于是巴特菲尔德转变了产品方向。我们很感谢他做了这个选择。决定转变非常艰难，但只要创始人说，“我们走错方向了”，我们就会重视这次对话。




但如果Twitter从一开始就瞄准140个字的社交信息，或者Slack没有浪费数年时间开发游戏的话，不是会发展更好吗？



沙：
 在我看来，你往往要走完第一步，才能迈出下一步。




现在以颠覆为战略的初创公司是不是太多了？



沙：
 人们将Wayfair描述为颠覆型公司，但我一般不使用这个词。什么是颠覆？任何地方都能有颠覆，包括在位企业和新进入者。唯一的问题在于，你是否为购买你产品或服务的人提供了价值？“颠覆”都被滥用了。

萨贝特：我们会思考“市场创造”和“市场颠覆”的差别，以及新体验和旧体验的差别，新体验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用手机的应用软件打车。戴上头戴式显示器，进入虚拟世界。那些带给我们前所未有体验的公司，思考起来会更有趣一些。




你们希望创始人对战略还有哪些认知？



沙：
 有战略思维确实重要，但最好别在这件事花太多时间。花1%的时间思考，99%的时间落实。如果你还处在早期阶段，只要不退出，就能学到最多经验了。去做事、沟通，试着卖些东西。但若你就呆在那里，我保证你一无所获。对初创公司而言，注重行动是件好事。


卢姆：
 创始人在发展客户时，不仅要观察市场当前的状态，还要留意其演进方向。如果创始人并非行业专家，或缺乏目标市场的经营经验，情况更是如此。收集客户反馈时，别只关注他们的现有痛点，以及你提供的现有解决方案怎样满足了他们即时需求。试着去了解市场演进的方向，这样你就能知道未来五年市场和竞争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关键信息有助于你制定战略和产品路线图。


萨贝特：
 我建议创始人从如何和为何两个方向思考。创业也要有“地心引力”。我经常问第一次创业的人一个问题：你为何创建这家公司？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会引出十分有趣的对话，比问战略是B2B、B2C还是IP等等有意义多了。初创公司未来的路很艰难，所以做些深刻反省、多想想目标和你为何想做这件事，会非常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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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姆斯基教授：奢侈品行业的前景在于数字化

王晓红 | 文 李源 | 编辑




20
 18年3月5日，INSEAD（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宣布与法国奢侈品技术投资基金（Luxury Tech Fund）建立联盟，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共同探索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推动奢侈品行业的创新。谈到奢侈品，我们往往会想到优雅高贵的设计、精良的品质、极具艺术氛围与尊贵感的店铺，以及一对一的体验式服务；而数字化创新则意味着数据挖掘、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与语言识别等。奢侈品如何与这些数字化技术联系在一起？数字化技术对于奢侈品行业的前景有怎样的意义？在INSEAD副院长兼创新院长彼得·泽姆斯基（Peter Zemsky）教授3月底的上海之行中，《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对泽姆斯基教授进行了专访，以探究奢侈品行业在席卷全球各个行业的数字化浪潮中，如何利用机遇进行创新。





HBR中文版：
 INSEAD在奢侈品研究与实践方面具有哪些优势？这次为何选择与Luxury Tech Fund进行合作？



泽姆斯基：
 INSEAD可以说在奢侈品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我们成立于1957年，在2000年成立新加坡亚洲校区和2010年在阿布扎比开设校区之前，主校区一直位于枫丹白露。枫丹白露属于大巴黎地区，以前是法国皇帝的夏宫所在地，相当于北京颐和园的角色。巴黎在全球奢侈品方面的领先地位毋庸置疑，因此我们的地理优势不言而喻；此外我们多年前就开始宣扬的创新意识，以及我们教授的研究实力，让我们与行业内诸多顶尖公司一直在进行合作，举办过多届全球性论坛。今年，我们正式推出了名为“Status and Style for Success in Luxury and Fashion”（奢侈品与时尚企业的风格和定位）的选修课，以更好地确立INSEAD在奢侈品上的定位：行业的知识领导者，以及成为奢侈品和创意行业的顶级合作者。

此次的合作对象Luxury Tech Fund（以下简称LTF）是法国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奢侈品行业的新锐企业；其联合创始人Céline Lippi女士在2013年推出的Fashion Capital Partners投资项目，是法国最早致力于奢侈品行业技术投资的项目之一。LTF秉持不断扩大商业生态圈的理念，投资于不同阶段的数字化创新企业，并密切关注创业者的经营动态，提供运营、专业知识、财务等具有针对性的辅导，目前LTF已拥有一批富有深厚经验的导师与奢侈品行业专家。在数字化技术方面，LTF关注那些将人工智能、预测性分析、工业物联网、数字化供应链、区块链智能物流、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用以提升奢侈品公司的运营效率及客户体验的初创企业。在考察过LTF的实力与成功案例后，我们决定与其开展深入合作，以推动奢侈品行业的数字化发展。





HBR中文版：
 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从哪些方面改变或者挑战了奢侈品行业的现状？INSEAD和LTF将进行哪些更深入的探索？



泽姆斯基：
 数字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与工业物联网等，存在非常大的利用空间。这些技术已经进入商业世界的各个领域，作为比较传统且具有独特性的奢侈品行业，在数字化浪潮中反应比较慢或者说非常谨慎。但是在今天，我们必须全力拥抱这一浪潮，数字化技术对奢侈品行业的改变与冲击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1. 社交媒体、搜索和消费者网上购买行为追踪的大数据分析，改变了品牌营销与销售的方式；2.数字化技术提升了产业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效率，包括设计、制造以及供应链管理等；3.诸多技术正在提升与提供全新的客户体验，如在时装秀场上引入AR技术，观众通过手机上VR的超现实目镜，与设计师一起探索图像与真实之间的边界。诸多新创企业已经成功地开始了探索，加速了行业向数字化的转变，如汇集国际一线及新锐设计师当季杰作的时尚奢侈品电商Net-A-Porter、拥有独具个性的时尚单品的Farfetch、提供奢侈品租赁的Rent the Runway等。

我们与LTF的合作，将通过双方不断拓展的生态圈，包括奢侈品行业中的初创企业、投资者、行业巨头、校友网络和媒体网络等，加强相互合作，创造协同与跨界价值。在这一过程中，LTF将更好利用自己在数字化创新投资上7年的积累，并继续深化投资经验；INSEAD 每年召开的RCLG（零售、消费与奢侈品）全球会议的覆盖面也将更加广泛。此外，对于多年前就开始培养创业基因的INSEAD来说，此次合作将推动更多MBA毕业生在LTF支持的创业项目中寻找更好的创业机会，以形成多方共赢。基于欧洲在奢侈品方面的独特优势，INSEAD和LTF的合作将有望加速催生一批为奢侈品行业服务的“独角兽”企业。





HBR中文版：
 LTF在投资时，如何挑选更善于利用数字化技术、成功几率更大的初创企业？



泽姆斯基：
 我曾经和LTF的联合创始人Céline Lippi女士探讨过这一问题。作为法国成立最早、最领先的奢侈品数字化技术投资基金之一，LTF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并拥有诸多高质量投资对象，这样在投资时可以进行深入的横向与纵向比较，捕捉到新技术应用能力强的公司；此外，LTF还将对方的文化与管理体系纳入考虑。LTF的早期投资项目二手奢侈品在线交易网站Vestiaire Collective，和新创音响品牌Devialet（帝瓦雷）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





HBR中文版：
 INSEAD将在合作中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



泽姆斯基：
 成立近60年以来，INSEAD拥有大批杰出校友，包括数量可观的奢侈品行业的高管；我们还有专注于奢侈品营销与管理的教授，如David Dubois教授。而LTF基于过去五六年对创新企业的辅导，目前已聚集起一个超过40人的行业专家与导师团队，辅导过大量创业企业的员工，并为决策者提供建议。在LTF提供的辅导中，涉及商业模式、国内国际业务扩展、关键人员招聘、合作伙伴挑选等，我们的教授都可以参与其中。

数字化创新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除了计算机、数据挖掘与分析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知识外，还需要综合应用管理学、创业学、心理学等。我们的教授在贡献自己的知识与认知积累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大量实践经验，然后再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形成高效的知识循环。

我们在全球的三个校区也为双方合作提供了独特资源，新加坡校区覆盖奢侈品的新兴亚洲市场，将在香港、上海和北京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阿布扎比校区覆盖购买潜力大的中东市场。我们阿布扎比校区与中东地区著名的阿拉伯奢侈品世界（Arab Luxury World，ALW）进行了合作，2017年5月22日-23日在迪拜共同举办的全球会议中，诸多来自奢侈品行业的INSEAD校友分享了行业经验，并以豪雅手表为案例，对奢侈品行业如何应对变革加速、颠覆性创新日渐增多的环境进行了探讨。此次会议还举办了首届学生大赛，INSEAD的MBA学生以物联网将如何改变奢侈品行业为主题，获得比赛大奖。阿布扎比校区计划将在明年5月份与ARW以及LTF在迪拜联合举办创业营活动，不仅涵盖奢侈品主题，还包括生活时尚主题。





HBR中文版：
 作为INSEAD的创新院长和经验丰富的战略学教授，请你分析一下数字化技术对于奢侈品行业未来发展的影响。



泽姆斯基：
 奢侈品行业的前景在于数字化技术与社交媒体的应用。上世纪末期，奢侈品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机会，十几年中众多商业精英人士在跨国差旅和个人旅行中逐渐认识了奢侈品的价值，并带动了更多人进行购买，从而给奢侈品行业带来不断增长的需求。当下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技术，对奢侈品公司来说意味着又一次机会，因为从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到AR/VR等技术的应用，与传统的实体店相比，所带来的数字化消费者体验能更有效地推动大众对奢侈品的需求；奢侈品的品牌也更容易通过数字化技术创造独特体验，并增加对年轻消费者的吸引力，推动年轻客户群的比例持续增加。

其次，对消费者的网上“足迹”和社交媒体的大数据进行深入挖掘，能够帮助现有品牌公司更深入地了解客户的行为、情感和体验，以制定更有效的品牌和市场战略。最后，数字化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奢侈品元素，如售价达1000欧元的手机iPhone X；数字化技术还将催生更多新的奢侈品及服务，如高端医疗与保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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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红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上海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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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发股份董事长张勇峰：


靠差异化服务获取竞争优势


廖琦菁 | 文 李全伟 | 编辑




企业如何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是一道难题。建发股份从一家传统的进出口企业变身为现代供应链运营公司，靠的是战略转型。“中国百佳CEO”榜单ESG指标排名第一的建发股份顺利转型，建立在对整个生态环境变化的洞察上，建立在对差异化服务的核心能力打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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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耀眼的互联网企业相比，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股份”）的曝光率并不高，但这是一家发展稳健且高速的企业。自1998年6月在上海证劵交易所挂牌上市以来，建发股份一直保持了高速发展，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等主要经营指标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在本刊2017年“中国百佳CEO”榜单中，建发股份董事长张勇峰位居第79名，其中，建发股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排名第一。

建发股份是一家以供应链运营和房地产开发为双主业的现代服务型企业，其中供应链运营是核心业务，营收占比近八成。这家公司由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在其原有贸易、物流业务基础上改制成立。作为厦门市国资委下属国有控股企业，建发股份有着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双重属性，企业的发展变革历程与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贸行业政策放宽，国有企业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专业外贸公司等新玩家入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贸行业进入向外资全面开放时期，行业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处于全面竞争态势。同时出现其他行业的衍生服务逐步取代外贸企业部分功能的情况。

面对这种变局，包括现任董事长张勇峰在内的建发股份管理层意识到企业变革的重要性，为应对新市场环境带来的挑战，必须对业务经营模式做出根本性调整。建发股份试图在不放弃主营业务的基础上，改变盈利模式，重新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控制和利用商务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更高效地应用与整合资源，为相关企业提供差异化服务，从而获得增值性收益。

58岁的张勇峰在建发集团服务了近30年时间，2010年到建发股份担任总经理直到董事长，他参与了公司的战略转型，见证了建发股份从老牌外贸国企到现代供应链运营商的变革过程。近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厦门建发集团总部专访了张勇峰，探究国企转型与供应链行业的未来。在访问过程中，张勇峰就如何保持高增长，如何进行战略转型，如何应对动荡的国际局势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坚持战略转型



HBR中文版：
 就任董事长之后，你尝试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张勇峰：
 从担任总经理到现在，我一直负责经营管理工作。这么多年来，在经营管理上，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加速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推动实施企业的创新发展战略。企业创新发展是一项相对系统、复杂的工程，持续时间很长。建发股份自2007年提出向供应链运营商转型，到现在已经11年了，从我个人对转型的预设来看，应该说转型工作远远没有完成。当然，我们内部的一些改革设计、国企的党建等对我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工作。





HBR中文版：
 在这一过程中，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如何去解决和克服的？



张勇峰：
 转型是企业的长远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挑战是理念转变。建发股份原来是一家进出口型的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外贸人才，他们市场博弈的理念比较强烈，而转型后我们强调的是服务客户，从服务增值中获取收益，所以员工的理念转变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公司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问题，今天有些业务不做了，可能就意味着会失去很多眼前利益，毕竟企业还要生存。所以我们管理层要跟很多业务单位博弈，甚至很多时候要讨价还价。我想国企董事长别无选择，长期目标为本，兼顾短期，有取有舍。当然这也跟企业的价值观有关。





HBR中文版：
 从贸易行业向供应链运营商转型，你们是如何判断的？



张勇峰：
 我们认为，供应链行业的未来非常广阔。供应链现在很时髦，大家都说自己是供应链企业，连运输公司都这么说，没人说自己是贸易公司。从宽泛的概念来看，它们确实都在为供应链服务，所以供应链行业的企业类型非常多。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行业仍是个永不凋零的行业，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商品交易，就存在商品的流动，存在商品流动就离不开这个行业，并且会随着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张而扩张。建发股份这一战略转型的选择依据是基于对供应链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转型的必要性、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企业的人力资源基础、两个行业的相关性研究等。当然，我们也对转型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的论证。





HBR中文版：
 建发股份的供应链运营涉及十大行业，业务的多元化是否不利于供应链一体化整合？



张勇峰：
 建发股份涉及的行业很多，已经不止十大板块，未来可能还会向更多的产品行业扩展。如果从产品经营的角度看，不同产品的行业型态、行业惯例、市场属性、经营模式各不相同，要整合产品供应链很难。但如果我们抛开其产品经营特性的考虑，把产品的供应链条作为我们服务产品载体的话，那产品的行业跨度再大也不是整合供应链的障碍。就像快递公司，它们承递的商品可能千差万别，但其递送模式基本一样，提供的服务是同质的。





HBR中文版：
 建发股份的供应商与客户相对分散，你们是如何维护和持续运营的？



张勇峰：
 供应商与客户是贸易商的概念，对贸易商而言，上游是供应商，下游是客户，它们有平衡供应商与客户的问题。建发股份作为供应链运营商，已经基本上抛弃了供应商和客户的概念，供应链的上端和下端企业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客户。建发股份秉持“放弃博弈、资源共享、增值服务、追求共赢”的供应链服务理念，以此维护和客户的关系。





HBR中文版：
 建发股份如何分析这些客户的价值，如何评估和选择合作伙伴？



张勇峰：
 我们目前寻求的客户主要是供给侧企业，供给侧企业绝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为什么要跟大企业、大供应商合作？是因为这类客户对我们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们买得起我们的服务产品。所以，我们评估和选择合作伙伴，一是看它们的资质，二是看它们对供应链服务产品的需求。有些跨国企业的国际市场运营能力比较强，但在空间上面的能力分布不均，而我们在国内市场上能力比较强，比如国际上ABCD四大粮商，建发股份就可能为它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供应链服务。国内的供给侧企业，也可能在国内市场上能力很强，但缺乏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我们也有可能为它们进入国际市场提供相关服务。





HBR中文版：
 你们为什么从供应链管理拓展到供应链金融？你对供应链金融怎么看？



张勇峰：
 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是供应链的三大要素，在我们眼中，没有金融服务功能的供应链条是不完整的运营体系，供应链金融是供应链服务的基本功能。近几年，在供应链金融服务方面，我最大的心得就是，首先公司要有风险管控能力，因为客户的很多需求是无止境的，资金成本、汇率风险、货权风险等方面都会引起经营上的风险。其次是不能把供应链金融服务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否则我们就要变成银行了，供应链金融服务只是我们服务的要素之一。



核心竞争力是提供差异化服务



HBR中文版：
 供应链行业竞争激烈，你认为建发股份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张勇峰：
 建发股份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复合型的核心能力。建发股份比其他企业更善于应用和整合资源，提供差异化的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任何一家企业，都离不开这四种盈利基础中的一种：垄断、规模、风险和差异化。建发股份过去主要是靠风险管控，还有就是规模。这几年我们意识到，建发股份的资源有短板，公司应该着重于四个盈利基础中的差异化方面去发展。

建发股份是以第三方物流资源为基础，提供第四方物流服务的企业。建发股份跟三菱商社之类的大企业有很大的区别，三菱握有的资源量非常大，《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日本政府支持它们扩张，收购海外资源。建发股份的成长环境和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无法获得这么多资源，我们想获得资源的时候没有资金，等到有资金的时候资源已经非常昂贵，或者说稀缺。所以我们跟这些综合大商社有很大的资源落差。建发股份的核心竞争力只能建立在应用、整合第三方资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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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如何才能做到差异化？



张勇峰：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以供应链四类基本服务产品——物流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为基础的，多种服务要素任意组合的个性化服务产品，就像魔方一样，我们的服务产品可以有n种变幻。





HBR中文版：
 如何将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公司的战略执行中？



张勇峰：
 建发股份上市以来制定过很多期的战略规划，不论是我还是前任，都力求在规划中融入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一个企业若是不能坚持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理念，是没有竞争力的。

我们老董事长提出公司要“开拓新价值，让更多的人过上有品质的生活”，并把这个信念作为企业的使命。这既是一种社会责任理念，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不断开拓新价值；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践行让更多人过上有品质生活的承诺，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当中也强调这种理念——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不是可以长期做。建发股份每年会对公司战略规划的执行过程进行阶段性审计，都会从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价值的视角去审视、检讨、纠偏。





HBR中文版：
 你说过价值观管理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为什么这么说？



张勇峰：
 我认为企业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一样，是指导企业经营行为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企业经营活动的伦理道德基础。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说，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其实企业也是这样，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用价值观去支撑它的经营理念。国企更是如此。企业的需求可能是无止境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不对价值观进行管理是不行的。建发股份的价值观就是追求成为一家对社会发展有价值的企业，力求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我一直在公司内强调要不忘初衷。



应对政经环境变化与技术变革



HBR中文版：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全球的保护主义趋势也在加强，这些态势对建发股份有什么影响？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张勇峰：
 有影响。建发股份与其他同类企业的重要区别是，营业规模有一半是跨境业务或两头在外业务创造的。国际上的环境变化对公司会产生很多不确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努力走出去，在美国、新加坡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和一些离岸税收比较优惠的地区建立公司，就是为了消弭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准备把香港的子公司分立出来在香港上市。一旦上市成功，我们将在境外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营运平台，利用境外资源运营，这样可以应对很多不确定性，如，汇率风险、政策风险，还有产地风险、贸易壁垒等。在香港上市后增资扩容也比较容易。

美国虽然宣布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美国可能还会用不同的形式组成新的经济联盟。如果我们的香港公司作为当地企业在香港上市，未来就可以有机会绕过这些壁垒。





HBR中文版：
 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对于建发股份的供应链会产生哪些影响？你们如何应对？



张勇峰：
 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现象。价格波动对不同盈利模式的企业影响不一样，例如对贸易型企业影响就会非常大，即使选择套期保值，把风险锁住的同时也会把利润空间给套住，但有些时候不选择套期保值的风险又很大。

我认为，任何企业只有两种盈利模式，一种就是投机性的盈利模式。我们生活中投机性的东西太多了，像炒股票、做买卖等；还有一种就是增值性的盈利模式，像苹果手机就是卖它的价值。建发股份是供应链运营商的角色，是提供供应链服务的，我们的产品不再是某个实物商品，而是一种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价格的波动对建发股份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客户面对的价格风险有时也会波及我们，所以，选择客户、为客户提供避险方案往往是我们应对价格风险的策略。





HBR中文版：
 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对各行业进行渗透与重塑，你觉得技术优势是否变得更为关键？



张勇峰：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很多行业是颠覆性的，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业。现在许多零售门店的销售变得越来越困难。我的观点是，信息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广泛的，不能适应新技术发展趋势的企业注定要被淘汰。

但我们也要看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只是获得了一种先行优势，并不是获得了持续的竞争优势，因为先行优势往往容易被模仿，并被更新的技术所淘汰。从这个意义上看，技术优势不是最关键的成功因素。靠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经营问题，信息技术只是一个工具。今天网上销售的大部分商品都是日用品，日用品的批零差价很大，市场成本和营销渠道成本很高，需要营销无盲点，借助信息技术是必须的。但是大宗商品的客户是非常固定、明确的，而且购销价差非常低，有时连1%都不到，所以它不太可能在网上销售，我对“互联网+”能改变一切的观点，是不太赞成的。





HBR中文版：
 那建发股份如何应用这一工具？



张勇峰：
 我们一直在考虑，未来在信息技术与经营管理结合上面要走哪条路？我们这个集团搞信息技术的有200多人，公司内部几乎所有的企业资源计划

（ERP）系统都是自己开发。但是我们没有对外服务，也很少从外面买技术，没太把它当成一个主业。我们现在也在思考怎么整合这部分资源去对外服务，但很困惑，公司也考虑过做大数据，但是某种意义上，建发股份缺乏这方面的经营性人才，独立开展业务是困难的。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加速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步伐，其中包括对内加速商务电子化、对外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为客户提供信息服务，在面对直接消费客户的业务板块构建O2O模式等等。



双主业与双重身份的影响



HBR中文版：
 你对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未来有何设想？



张勇峰：
 公司房地产业务跟建发股份的供应链运营业务是相辅相成的，这两个主业是有互补性的——一个是资金要长期占用的业务，一个是流通性周转性非常好的业务，所以从互补性上讲，建发股份的双主业应该是选对了。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同样要走创新发展之路，未来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将依托供应链业务的资金流通性优势，在区域合理布局、开发销售与物业自持并举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相关的增值服务业务，并积极尝试向海外市场拓展。





HBR中文版：
 房地产业务还会尝试分立上市吗？



张勇峰：
 2015年我们提出房地产从建发股份分立上市，当时是考虑到房地产板块发展得很好，让它分立出去便于发展，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未来一段时期也不可能。

供应链运营与房地产开发是两个很有互补性的行业，从长期的经济政策走势和企业自身的资源配置考虑，未来建发股份这两个板块业务没有分立上市的计划，但仍然会积极尝试新的资本证券化运作。

未来我们两个板块都会尝试资产证券化。供应链板块的香港公司可能会在香港上市，房地产板块在香港已经收购了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投行还提出发行H股或者其他资本运作方式，这些都有可能。





HBR中文版：
 建发股份既是国有企业，又是上市公司，这种双重的身份对你的日常管理有什么影响？



张勇峰：
 这种双重身份对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有它有利的地方，像在市场上商誉的加分比较明显。国外企业想在中国找合作伙伴，我推荐它们找两类企业，国企和上市公司，这两类企业相对透明。建发股份就具备国企和上市公司双重身份，所以我们是最好的合作对象。

但是国企上市公司的身份也存在很多问题，会影响一些业务运作管理的灵活性。尤其在具体的经营管理决策上，我们往往既要考虑国企的统一规范，也要考虑上市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员工薪资和激励机制、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期货套期保值运作等等是有限制的。





HBR中文版：
 作为企业领导人，你如何兼顾股东、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



张勇峰：
 国企领导人的身份比较特殊，特别是董事长，我既是管理层的一员，又是股东的代表，但我又不是股东，实际上也是双重身份。如何兼顾三方利益？我的体会是，在企业治理和发展战略层面，要站在股东的利益上考虑问题；在风险管控层面，要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承担信托责任；在薪酬绩效考核上，要侧重于员工和管理层的利益，两者兼顾，员工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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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琦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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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银金融租赁：

国际化战略

决胜动态竞争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金融租赁业存在转型创新的压力，单纯依赖做大规模、赚取利差的经营模式已不可持续，招银金融租赁成立10年来，摸索出一套应对经济动态的国际化战略。





当
 前，我国经济形势日趋复杂，无论是整个宏观经济大环境还是具体到金融租赁行业的小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17年以来，融资租赁公司的数量与资产规模均相较于往年增长速度放缓，投资人更加理性，行业挑战越来越大。在如此竞争态势下，金融租赁业存在转型创新的压力，单纯依赖做大规模、赚取利差的经营模式已不可持续。如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重新部署战略规划，确定业务模式与发展路径，实现协同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决定着金融租赁业的未来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招银金融租赁公司却独辟蹊径，逆势上扬。截至2017年底，招银金融租赁实现净利润19.59亿元，资产回报率达1.26%，居业内领先地位。在招银金融租赁取得的各项业绩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其国际化业务的快速发展，境外市场已经成为招银金融租赁大力开拓的第二战场。这一切都归因于公司及时认清形势，率先启动主动转型，推出了以“国际化”为首的三化（国际化、专业化和差异化）战略，积极拓展境外市场。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可谓应对经济动态的最佳实践。

不可否认，经济增速已进入放缓，从年增长9%的高速增长时代步入7.5%甚至更低的中高速时代，再者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主要表现在：服务业比重增加；制造业从中低端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中高端转移；过剩产能的输出和高端装备“走出去”的诉求日益迫切。招银金融租赁公司适时将国际化战略提升至重点发展层面，业务侧重点也进行相应调整。这一战略调整不仅开启境外市场，加快国际市场的发展，还有效发挥自身联结金融和产业的本质和特色，支持实体经济、积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公司国际化战略的践行主要侧重在航空租赁、航运租赁和跨境设备租赁业务上。这些实践不仅使得公司履行国有企业的责任，更实现了经营效益的最大化，为公司创造稳定增长。


航运租赁。
 招银金融租赁将航运租赁业务作为国际化业务中的长期战略规划。自航运租赁业务开展以来，不断加大对航运租赁业务的投放规模。在航运业整体不景气的行情下，公司一方面扩大与大型优质央企的业务合作，逐步收缩与抗风险能力弱的航运公司的合作，另一方面根据目前船舶资产价格处于低谷的判断，适度增加经营性航运租赁业务，无论是对客户的选择、船型的配置还是交易的择时，都慎之又慎。同时明确自身优劣势，精准锁定目标客户，形成错位竞争，以稳健的资产配置思路，准确应对了行业起伏。同时，打造出优质船队结构，在工程船、FSRU浮式储存再气化装置船舶等细分领域建立了品牌优势，获得更宽市场、更优客户，租赁业务模式更趋多元化。

2017年5月，招银金融租赁凭借8艘APL集装箱船经营性租赁售后回租项目的创新交易结构，荣获中国海事金融颁奖盛典的“开拓奖”，以及Marine Money国际海事金融论坛的“年度最佳交易奖”。项目的顺利投放开创了中国租赁公司与世界一流班轮公司开展万箱型二手集装箱船经营性租赁的先河，为今后大型集装箱船的租赁开拓了新的业务模式。截至2017年底，公司的航运资产中境外资产规模超过35亿美元；资产配置结构合理，船型包含散货船、油轮、集装箱船、化学品船、FSRU、VLGC、豪华邮轮等；资产质量持续优化，不良率为0.90%，低于同业平均。


航空租赁。
 飞机租赁从出生开始本身就是国际化的产物。飞机的价值稳定，天生适合做租赁的标的物。航空租赁业务是金融租赁公司进入国际租赁市场的最好切入点。招银金融租赁早在“三化”转型的初期就对进军航空租赁领域提出战略性的指导意见，并成立专门的通用航空小组，持续跟进最新政策和业界动态，根据业务类型细心筛选，挖掘核心客户。近几年，公司开始将航空租赁业务作为战略发展重点，对公司而言，进军国际市场一方面可以分享海外的利润，满足国际化战略需要，另一方面，在成熟的市场中操作业务也可以积累现阶段所欠缺的业务经验。

2016年，因原中标方无法及时交付飞机，欧洲一家大型国有载旗航空公司紧急向招银金融租赁求助，为7架A321飞机提供租赁服务。因对方要求的交付时间非常紧急，操作时间极为有限，招银金融租赁启动内部国际化团队协作，从为该项目设计融资方案、开展尽职调查、推动业务审批、进行合同谈判，到最后配合资金放款，仅用时3个月就完成了7架飞机的交付，其中4架飞机的交付集中在48小时之内，创造了空客公司成立以来最为高效的交付纪录。这次交付不仅让公司获取紧急业务操作经验，使得近年来发展积累的专业处理能力得到市场认可，更为公司带来更多跨境业务资源，实现更多项目投放，开拓新的海外业务增长点。截至2018年3月，公司现役机队95架（不含订单），融资性租赁飞机52架，经营性租赁飞机43架，存量客户覆盖了中国、亚太、中东、欧洲、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航空租赁资产总额折合人民币逾310亿元，占公司资产总额的20%。


大型设备跨境租赁。
 招银金融租赁公司在开展机船租赁业务的同时，积极把握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机遇，率先开发推出大型设备跨境租赁业务。这种业务模式既能服务于国内大型设备出口型企业和境外的项目参与方，又可以聚焦国内技术相对成熟的设备和产能过剩需要向国际输入的设备。

在跨境租赁的产品中，融资结构牵涉多国的法律、会计准则、税务、外汇管制政策等诸多要素，任何有瑕疵的产品投向市场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招银金融租赁为了更加全面分析项目风险，组建了专业机构管理团队，充分研究全球不同地区政策优势，统一协调管理项目公司运维中的工商、税务、海关、外管等环节，形成了规范的SPV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极大地提高了境外业务的承接能力和运营效率。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创新，公司打造出一条具有招银特色的“跨境租赁之路”，成功于2013年实现国内首单大型设备跨境租赁业务的投放。该项目客户是中国一家工程施工集团在非洲的全资子公司，在境外融资困难，且境内母公司资金出境面临一定政策障碍。通过跨境设备租赁产品，客户完成2300万美元的施工设备采购。跨境租赁产品不仅较大程度盘活了境外客户固定资产，缓解短期现金流压力，而且间接推动超过150台国产设备出口。

公司成立10年来，国际化业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境外租赁资产占比不断提升。截至2017年底，境外租赁资产余额达396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达95%。借助航空租赁、航运租赁和跨境设备租赁业务的推出，招银金融租赁公司不仅成功开拓国际市场，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开市场，拓宽国际化融资渠道和模式，以境外资金对接境外资产，缓解汇率和期限错配造成的流动性风险，将业务推广至全球领域，实现了效益、质量、规模和结构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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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其分的

员工自由

Structure That's not Stif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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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员工提供恰到好处的必要指示，而不产生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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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需要一定的空间来发挥才干、追求新颖的创意，以及在当下做出明智的决定，领导者知道这一点。这个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但问题依然存在：管理者难以化解赋权员工和运营规定之间的矛盾。公司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难题，由此催生了长达数十年时间的管理实验，从矩阵结构到自管理团队，都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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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多数领导者以为员工自由与运营控制不可得兼，于是耗费大量资源规范员工行为，往往在无形中影响了敬业、创新和工作表现。




解决方案


通过向员工阐明组织目标、事项优先级和原则，即制定一个可以激励员工的框架，领导者可以鼓励员工自行做出有利于公司的决定。员工应当积极参与这类规则的制定过程。




益处


清晰易懂的框架可以帮助员工对公司业务有深入的理解，进而提升敬业度、质量、创新能力以及顾客服务等多方面的表现。







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领导者坚持认为自由与控制不可得兼，往往在两个极端间摇摆。然而笔者在研究了娱乐、航空和电商等多个行业十余家公司之后发现，设计及运用得当的规定并不会扼杀自由。好的规定可以让员工对组织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促使员工积极追求，从而支持和促进自由。

这个发现似乎有违常理，不过却是一项基本的事实。发现这一事实的领导者，在框架内培植出了自由，将组织目标、优先级和规定嵌入一套动态的指导方针。制定框架后，这些领导者会投入大量资源，帮助员工理解框架，并在其范围内实现发展。

“框架内的自由”并非笔者独创的词语。研究涉及的领导者用这个词表达自己对员工决策的思考，以及自己对中央组织与业务部门或各个品牌之间关系的看法。本文提供一个可以应用于多种情况的较为宽泛的定义。

“自由”有很多种含义，但作为这里的基准线，它意味着相信员工能够代表组织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还包含允许员工追求成就感、表达自我。

当然，员工追求的东西各不相同。不过组织行为学方面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多数人想要得到有关自己工作内容的选择权和发言权，这样有利于提升敬业度和工作表现。近一个世纪前的人际关系思想家发现了这种联系，随后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理查德·哈克曼（Richard Hackman）、迈克尔·比尔（Michael Beer）等管理学家将之进一步拓展。罗伯特·伯格曼（Robert Burgelman）和约瑟夫·鲍尔（Joseph Bower）发现，个人及部门获得自主权，会增加公司内的创意和商业尝试。肯尼思·托马斯（Kenneth W. Thomas）等人则强调了自由选择可能对赋权及动力产生的影响。

敬业度、表现、创新——以上提到的每一项都充分说明，应当给予员工更多自由。但企业还要考虑一点：网络和社交媒体迅猛发展，现代人有许多渠道可以与他人分享生活中的担忧和创意。与这些广阔的自我表达平台相比，公司可能完全是束缚。外部世界的自由砰砰敲着公司的大门要进来，而多数领导依旧不肯开门，觉得自由与规定不可共存，于是耗费大量资源用于规范员工行为。

早在20年前，哈佛商学院组织理论学家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Christopher A. Bartlett）和伦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苏曼特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就提出，公司过度重视控制，管理者判断有误，抱怨员工不敬业、不进取、不专注等等。他们两人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领导者长期使用简单过时的组织模型，凭空想象战略，制定支持战略的企业结构，并通过体系确保员工服从规定。这样做往往使得工作环境令人萎靡不振，犹如印度加尔各答潮湿的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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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几乎没有改变。笔者在哈佛商学院面向高管的短期校内高级管理课程项目任教，多次听闻组织在控制方面积习难改的第一手事例。在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交流中，美国某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一位HR人员哀叹道，企业情境下的自由说到底只是“幻梦一场”。

本文将分享一些有别于这个看法的案例，呈现“框架内的自由”在多种环境（包括有着各种规定、受监管程度相当高的航空业）下的状态及运作方式。此外笔者还会讨论这种框架的脆弱——框架易解体，在没有能量持续注入的情况下容易退回官僚体制。



两个案例：对自由的多重理解

一些公司对员工自由的理解超越了狭隘的传统观念，其中之一是奈飞（Netflix）。这家美国流媒体公司奉行放手管理，为此一直承担很大的压力。奈飞领导者认为，员工不必在每次行动前申请许可，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才干。公司一位全球高级主管告诉我，他自己讨厌被管理，于是希望求职者有相同的态度。

在几年前爆红的一组幻灯片中，奈飞将其企业文化表述为“自由与责任”的交融。员工有权在“基本”文档说明的战略优先级范围内自行判断。基本文档要列出有关公司理念及优先级的常见问题，并说明要尽量减少规定，对灵活性的重视高于效率。

因此，奈飞有很多员工提议的项目，从新的影视内容到有创意的社交媒体宣传。公司让员工自行选择休假时间、产假和差旅支出，没有让HR对此设限，并且鼓励员工坦诚交流，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过有一个问题：这种自由并非唾手可得。员工应当运用自由，作为自己对组织责任的一部分。例如，员工必须阅读、理解并讨论基本文档中的内容。上文提到的那位奈飞全球高管说，这要求员工“广泛参与业务各个方面”。公司相信，如果员工在这个层面把握了公司需求，就能充分考虑公司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员工很少滥用这份信赖。”这位高管表示。研究者指出，一般企业常常划定“自行决定的范围”或“施加影响的范围”，给员工有限的自主权，而奈飞给予自主权的范围几乎是整个公司。

“我们不一定要实行控制机制，”一位HR高管告诉我，“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员工学习，给他们犯错误的空间。”比如说，他自己可能会拒绝一些应聘者，但允许管理者聘用。“管理者可以做出自己认为对公司有益的决定。我可能不同意聘用某位应聘者，但如果管理者听了我的意见，依然决定聘用，那么我支持管理者的决定。”

奈飞这种自由与责任的融合取得了成效。20年前初创时，奈飞只是一家以邮寄方式出租录像带的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球订阅量超过一亿的网络流媒体服务提供商，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用户收看，原创影视内容也多次获奖。公司将成功归因于具有自主性、创造性且敬业的员工团队。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早期极其重视客户，让一些员工误以为自己可以为乘客做任何事而不受限制。





也许会有人质疑这种方法的适用性。笔者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奈飞毕竟只有3500人，这样的小规模团队并不多见，本身就不是混杂散乱的“需要靠规定提高工作效率”（这是奈飞全球高管的原话）的团队。奈飞的招聘要求非常高，薪水也高。其他一些技术公司或提供专业服务的公司也有同等程度的招聘要求和薪资水平，但利润较低的公司通常不会有。另外，奈飞所在的娱乐行业，错误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损失，但一般不会危害员工的健康乃至生命。适用于娱乐或网络公司的自由，比其他行业许多公司宽松得多，特别是有监管和工会组织的公司。因此，笔者也仔细考察了这类有着诸多限制的组织，同样发现在一些公司，员工深入理解了常规控制体系之外的补充指导方针，具备了积极创新的思维，能够自行做出对客户有益的决定，并且在日常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和发言权。

再来看看阿拉斯加航空（Alaska Airlines），该公司所在行业监管程度高、安全要求高、利润水平低，人员多样性高，且有工会组织。（如果航空公司在这样的限制下可以建立清晰的框架让员工获得自由，那么几乎所有公司都能做到。）与奈飞一样，阿拉斯加航空明白设计运用得当的指导方针能够支持和扩充自由。不过明白这一点用了很长时间，因为该公司早期的尝试未能与组织需求紧密结合。

20世纪90年代，阿拉斯加航空还是一家相对较小的公司，特点却很鲜明：公司员工友善而不拘泥于礼节，热心助人。公司鼓励一线员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更好地服务客户，并保持竞争优势。“我记得1997年刚来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相信直觉，做正确的事’，”阿拉斯加航空的机场培训及领导力负责人斯泰西·贝克（Stacie Baker）说，“我记得自己当上主管之后也是这样指示别人的。”

一位高管随口将这种服务理念叫作“尽一切所能”（Whatever It Takes），正在发展的阿拉斯加航空便把这句话作为了宗旨。公司敦促员工竭尽全力帮助、安抚乃至补偿乘客，打造满意度、忠诚度高的客户基础。领导者认为（或希望）员工会在考虑到公司利益的基础上，完成这些额外的工作。

可是员工对于公司利益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尽一切所能”是一种完全以客户为中心的松散的理念。“没有任何限制。”安迪·施奈德（Andy Schneider）说。这种理念造成问题的时候，施奈德担任飞行运营副总裁。一些员工误以为自己可以为乘客做任何事而不受限制。

让员工独立做决定的价值，在一场危机中的确得以体现：2000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261次航班坠入太平洋，机上88人全部遇难，公司客服工作人员立刻采取行动，帮助遇难者家属及其他相关者。公司派出600名员工，让他们拿着公司信用卡为受到事故影响的人安排酒店房间、临时保姆等一切需要的帮助。“不管他们需要什么，我们都会准备好。”当时阿拉斯加航空的高管杰夫·巴特勒（Jeff Butler）说。

不过这场事故也促使阿拉斯加航空内部文化进行了转变。公司暂缓增长计划，加强安全，任命了一位安全副总裁，又多聘用了200名左右的维修人员。

之后不到两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对航空出行的需求骤然下降，安全成本上升。2001年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亏损4300万美元。美国航空业一向盈利情况可观，这一年政府紧急注资近40亿美元，却仍然出现了80亿美元的净损失。与此同时，阿拉斯加航空准点率降低，客户满意度岌岌可危。

面对安全、成本和表现等方面的压力，阿拉斯加航空对自由和控制两者的取舍落入了窠臼。“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加强了管控。”斯泰西·贝克告诉笔者。这是面对危机和下滑时的常见反应。可惜的是，航线管控增强，员工的自主权受到了压制。例如，数年后，阿拉斯加航空为提升安全性和准点率，编写了极其详尽的出发与到达“脚本”。效率得以提升，净利润也从2006年的1.38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71亿美元，然而地勤、空乘和其他一线员工渐渐不再自行判断解决问题。老员工平时还在尝试传递公司以客户为中心的传统，但新员工并不愿意在不明确的状况下做出决断，而且倾向于维护航班准时的记录。阿拉斯加航空总裁兼COO本·米尼库奇（Ben Minicucci）说，他们“担心不遵守政策会惹上麻烦”。客户服务数量开始下滑，竞争对手追了上来。如贝克所说，其他航空公司“在提升表现，而我们原地踏步”。

领导者征求一线员工的反馈，发现官僚作风让员工束手束脚，积极性下降。因此，2014年到2015年，阿拉斯加航空找回了一线员工自主裁决的文化，希望重拾过去优异的客户服务。这一次，公司仔细审视了自主裁决的边界。比方说，如果公司允许因一位乘客返回航站楼寻找遗落物品而推迟飞机起飞，那么可以为其他乘客提供延误补偿吗？不可以。公司发现，要提供始终如一的高水平服务，并同时遵守法规、持续提升效率，需要员工进行自主裁决，但一定要有清晰的界限。

受到迪士尼学院卓越顾客服务“四把钥匙”的启发，阿拉斯加航空领导团队提出了服务的四项标准：安全、体贴、交付、呈现。每项标准都针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提供了宽泛的规定。

阿拉斯加航空发现一线员工，即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定义的“在场”（on the spot）员工，必须对组织需求和计划有足够多的了解，才能做出与之一致的决定。于是公司开展了全面的培训，目的明确，要帮助一线员工深入理解服务标准。公司高层也参加了培训，强调其重要性。参与培训者在一个很有沉浸感的展览馆里讨论阿拉斯加的核心理念和历史，观看20世纪40年代的公司制服等物件的复制品，借此回溯公司的发展历史，并凸显出未来成功植根于长期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一理念。他们还了解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培训明确表示，要击败廉价航空公司和宿敌大型航空公司（如达美航空，在阿拉斯加航空主场的西雅图受到追捧），一线员工必不可少。员工还了解了J.D. Power等评价者对公司的评价方式，以及公司与竞争对手的情况对比。

其他培训课程有视频辅助，帮助员工了解自己的决定权，以及这种权利与公司目标及服务标准的相关性。在一个视频里，代理商为一名因伤修改出行计划的旅客免除了费用，表明公司希望员工自行思考做出判断。

一些员工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如果脱离了纯粹的按规定行事，准时性会受到影响。公司表示希望员工进行尝试，并保证支持员工的决定。管理者也必须重新接受培训，很多人起初并不想把决定权转交给直接下属。应当如何与客户服务做过头的下属进行建设性的交谈，管理者还需要指导。培训的目的是帮助员工从经验中学习成长，而不是惩罚他们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要让他们以后不敢再自行裁决。

目前的结果还不错：2017年J.D. Power评分中，阿拉斯加航空作为传统航空公司获得了客户满意度最高分。公司保持着低成本先锋的地位，名列美国燃油效率最高的15家航空公司之首，说明其他业绩目标也实现了。FlightStats连续七年将阿拉斯加航空列为北美最准时的航空公司。《华尔街日报》的国内航空公司排名也显示，阿拉斯加航空连续四年准点率最高，停机坪延误和投诉率最低。

另外，培训还意外地加深了员工之间的关系。“在有工会组织的环境下工作，存在许多猜忌和误解，”安迪·施奈德解释，“让员工知道‘管理层不一定总是能做好，但我们保证尽全力做好，而且为了成功，也需要你的努力’，这样对员工有好处。”



划定框架

在20世纪90年代《哈佛商业评论》刊登的一系列突破性的文章里（包括1995年5-6月合刊的《改变高层管理的功用》（Changing the Role of Top Management: Beyond Systems to People），战略结构体系思维催生了职场中的过度控制，巴特利特和戈沙尔对此提供了缓解之法。他们表示，公司需要转换一种模式，建立在能够让员工参与的企业目标、鼓励个人主动性的有效管理流程、注重培养员工能力而非监视其行为的人事政策之上。他们提出，能够体现公司愿景的“强有力的主要框架”可以培养员工积极性。

这个建议有着充足的事实依据，但很难实施，因为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公司应当如何将目标转化为行动？如何在不混乱的前提下鼓励员工自行采取行动，弱化监管？所谓框架具体是怎样的，如何发挥作用？因此，这里要对巴特利特和戈沙尔的模型做一些修改，使之更加易于使用。笔者也归纳了三个核心要素。

首先，如巴特利特与戈沙尔所说，公司必须详细阐明其目标——一个能够点明组织“为何存在”的共同目的，传达公司的世界观，以及公司将利益相关者集结在一起的共同事业。目标为公司及其员工所做的一切指明方向和意义。员工一般会接受这个目标作为自己为组织效力的原因。

为了明确目标，并通过阐释激起员工共鸣，阿拉斯加航空组建了一支团队，由24名表现优秀、声望颇高的一线员工和8位管理者组成。这支团队最终将阿拉斯加航空的目标形容为，多做一点，创造“情感联系和非同一般的旅途体验”。

这样的描述显得很虚浮，要使之贴近现实，须明确优先级，制定能够反映组织目标的行为规范。详细说明公司利益，让员工得以按照公司利益采取行动，合理利用时间和其他资源。阿拉斯加航空按照重要程度明确为四大服务标准排出次序，安全重于体贴，体贴重于交付，交付重于呈现。“多做一点”可以解释为在不牺牲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替客户多做一点点。“如果我们都多做一点，加起来就会是很多很多。”贝克这样说。

最后，从组织目标和优先级派生出的一套简单的原则，可以帮助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几个合理选项中进行选择。每条原则应当适用于多种场景，帮助员工在一大类情况下做决定，不应该太过宽泛、难以提供实际的指导作用。例如“所有员工必须得到尊重”这样的表述，虽然是一个好的目标，但并没有实际指导意义。最好对表达尊重的行为进行具体描述，比如鼓励员工自由发表意见，乃至给勇于表达的员工提供奖励。还可以通过业务方面的选择来构建原则，比如在创新工作中融入设计思维，或者关注国际或中端市场客户的需求。

此类原则可以包含正面的行为指导和对行为的约束。理想状态下，原则和目标、优先级可以借由各层级员工的反馈逐渐迭代融合。否则这个框架无法产生实际意义，无法反映公司利益，抑或缺乏一致性。这三个问题，阿拉斯加航空的“尽一切所能”活动占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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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该公司2014年采取的措施大量吸收领导者和一线员工的经验和智慧。负责呈现公司目标、优先级和四大服务标准的员工和管理者团队，每周会面，持续数月，商讨如何制定公司原则。高管定期听取总结，并提供反馈。举例来说，有人对“呈现”这一标准下的一条原则“统一穿公司制服”提出质疑，因为这一点似乎具体得没有必要。但团队坚持这条原则的重要性，所以没有更改。

倾听一线员工的声音十分重要，即使他们的观点与高管层相悖，也要加以了解。唯其如此才能将框架与实践联系起来，帮助员工接受新框架。笔者也认为上文中关于制服的规定过于细致，不过这要留给管理者和员工在未来的实践运用和沟通中自行判断。

笔者有时会用一个类比向公司领导者解释目标、优先级和原则是如何促进自由的。即兴表演团队“即兴莎士比亚公司”（Improvised Shakespeare Company）让观众提出剧目名称（通常是奇怪的名字，比如“流氓的裤子”），即席创作与之相应的莎士比亚风格短剧。演员们显然熟谙莎士比亚作品的主题、角色和语言，也明白如何吸引观众，让观众下次还想再来。他们完全理解了剧团的目标（娱乐大众）、优先事项（逗趣和互动）和原则（场景和对话必须带有纯正的莎士比亚风格），才能够即兴创作出才华横溢的短剧，且不牺牲连贯性。与此相似，在商业方面，目标提供动力，优先级和原则提供知识，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就可以帮助员工做出明智的即时判断。



框架的实行

交由员工执行框架，效果一般都不错。但设置一些制衡因素会很有帮助，可以参考网络眼镜零售商瓦尔比派克（Warby Parker）的做法。

分析具体方法之前，先来看看背景：瓦尔比派克是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初创公司，本文成文时，该公司刚刚成立七年，还在风投阶段。虽然已开设了60多家门店，但这家公司在另一些方面与奈飞相似：网络零售公司，有一个“在家试戴”项目，而且招聘要求很高（目前拥有员工约1300人）。员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通过参与坦诚交流、360度评估，或发起新项目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像前文提到的其他公司一样，瓦尔比派克让员工在明确的框架中享有自由：公司目标是“行善”（例如，瓦尔比派克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承诺每售出一副眼镜就捐赠一副眼镜给需要的人）；项目排序方面，公司建立了一套体系，让30多个高级管理者对员工提交的与工程有关的项目进行权重投票，根据得票数排出优先级。不过在实践中，得票排行仅供参考，不会直接成为最终决定。工程师可以把投票结果放在一边，先进行自己有能力、有兴趣的项目，或是自己认为对公司最有利的项目。

这是一个民主的体系，但其中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拥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权，而且边界清晰。这一体系还可以发挥更广阔的功能性、哲学性的目的：鼓励员工为自己提出的创意寻求支持，催生广泛的对话，强调公司在共识和自主两方面的评价原则。

当然，企业在实践中必不可少的是从错误中学习。在大型工程项目中，瓦尔比派克定期与利益相关者（包括工程以外的管理者）开展回顾性的交流，归纳正确和错误的部分。例如针对加拿大的推广项目，参与者讨论了为什么公司直到后期才意识到，当地某银行卡与公司支付系统不兼容。根据瓦尔比派克技术产品经理安德鲁·雅格（Andrew Jaico）的说法，有关这种失误的讨论，不仅会涵盖原本应该做得更好的问题，还会讨论“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框架的脆弱

许多公司为实现自由而划定的框架（或是尚未完成的框架草图）分崩离析，为什么会这样？

一言以蔽之，框架如同自由本身，原本就很脆弱，需要维护。只有不断注入能量，框架才能维持下去。疏于维护是一大危机。员工必须对公司目标、优先级和原则保有清晰的认知。如果管理者和员工忘记了这些东西，框架就岌岌可危。公司吸纳大量新员工（比如收购或并购），却没有将他们纳入框架，情况也是如此。

另一个危机是新的领导者不懂得框架的价值，因此无法予以支持。或者另一种更常见的情况，建立框架的领导者改变主意，有意剥夺一部分自由，原因有以下几点：


对危机的反应。
 经历重大危机之后，领导者倾向于实行大的转变，但也许更好的选择是保持稳定，让整个组织增进学习。阿拉斯加航空在收入和表现下滑时抑制员工自由，就是这种钟摆效应的一个例子。

对成功的反应。有时自由提升了员工表现，公司反而会选择抑制自由。诺基亚就是这样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诺基亚CEO卡里·凯拉莫（Kari Kairamo）不拘泥于传统的手续和流程，重视速度和敏捷性，推动公司进入电子通信市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公司走上巅峰不过十余年，到了90年代，诺基亚转向官僚制。笔者在哈佛商学院的两位同事胡安·阿尔卡塞尔（Juan Alcacer）和塔伦·康纳（Tarun Khanna）在研究中发现，公司迅速发展，难以应对全球不同市场的具体问题。在许多案例中，总部容易忽视分部的请求，或反应速度太慢。诺基亚在低端和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都逐渐减少。


重视流程。
 一些组织过于重视工作规定，员工没有自主权，或不明白为何有这样的规定，盲目地工作。即使是在医疗和制药等员工对组织目标有清晰认知的行业，流程也可能凌驾于意义之上。某全球制药公司副总告诉我，面对顾客的员工热爱自己的工作，感到“我们能感觉到工作的价值”，但“总公司为了规避风险，对于合规、培训和从业规定的限制太多，员工难有转圜余地”。

了解了以上几个原因，公司必须对员工的意见保持关注，并留意衰落的迹象。员工表达的观点是否真的具有多样性？正在做的项目是否各不相同？自由框架设计得再好，都必须通过教育、管理层以身作则以及细致的归纳讨论予以加强。

曾经只飞区域航线的小公司阿拉斯加航空，收购维珍之后成为美国客运量第五的大型航空公司。合并之后进入公司的3000名新员工需要接受培训，学习阿拉斯加航空的客户服务方式。这次收购给员工自由带来了挑战。COO本·米尼库奇说：“怎样确保两万人都觉得与管理层有联系，乐于接受我们的目标？”维珍原本自有一套较为粗糙的自由框架，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维珍的框架中具体规定更少，与阿拉斯加航空相比，更加鼓励员工在工作中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兴趣。收购促使阿拉斯加航空选择性地接受维珍的目标和价值观。

维珍的并购活动，乃至奈飞迅速进入新市场、瓦尔比派克放眼长远希望成为跨国企业——这样的压力测试，伴随着员工个人生活中的自由一同上演。自由的定义高度动态化，必须不断更新——必须随着公司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呼吸、成长和演变。

要建立坚实、清晰的框架，以此为基础，支持和促进自由——建立框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image: ]



兰杰·古拉蒂
 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Jaime and Josefina Chua Tiampo教席教授，组织行为学部门负责人，高级管理课程负责人。





特写 Feature



智能助手时代

的市场营销

MARKETING IN THE AGE OF ALEXA

尼拉杰·达瓦（NIRAJ DAWAR） | 文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李源 | 编辑








智能助理让公司和顾客的关系发生了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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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新环境


未来10年，Alexa等智能助理将改变公司接近并满足消费者的方式。世界各地的公司将争先恐后地打造首选人工智能（AI）平台。




改变行为


AI助理将成为消费者信赖的顾问，能预判并满足他们的需求，保证日常购买习惯不会受到用电等家务因素干扰，并能在复杂购买决策过程中为消费者指点迷津。




战略对策


品牌需要将营销重点从消费者转移到AI平台上，积极影响平台，以便在AI助手方面抢占先机。






自动驾驶汽车
 将Lori送回家后，就驶往代理商接受预订服务。第二天上午这辆车会及时将Lori送到机场。在回家路上，Lori从门廊收件箱里取上了无人机送来的快递。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与Alexa类似的新一代智能助手Eve在门厅向她问好，并温柔地提醒她洛杉矶会议的差旅计划。Lori无需操心太多细节，因为Eve已经在公司报销政策允许范围内，为她找到了最合适的航班、座位和酒店客房。

Lori拆快递包裹时，Eve就已经调整好了她每周的购物清单，删去了生鲜产品，加入了旅行装梳妆用品和防晒霜。Eve又算出来Lori的洗衣液不够用，而且她马上就要洗衣服，就重新定了一款消费者评价很高，而且更便宜的品牌洗衣液。因为Lori不喜欢做饭，Eve又在她回家的时候为她订好了外卖。

幸亏有Eve，Lori心中念叨。除了打理她的购物和旅行，Eve还追踪她的消费，帮她节约开支。比如，每个季度Eve都会收集市面上所有的通信服务，并将之与Lori预计流量做对比。她目前使用的是在晚间和周末享受最大优惠的流量套餐，但因为Lori兄弟的40岁生日快到了，Eve预计Lori和亲朋好友之间会有大量流量消耗，于是从一家新公司找到了更省钱的优惠活动。Lori目前的移动运营商很快和这项优惠看齐，因为这家公司付费在Eve上打广告，且有权和竞争对手提供相同价格。在购买保险、选择银行服务以及投资产品时，Lori也依赖Eve类似的帮助。有时她也得告诉自己的智能助理参照标准以及自己希望如何权衡利弊，比如可以为了一个更环保的投资组合放弃更高的回报。但最近Eve已经能判断出她偏好的产品特点，甚至不经询问就能判断她的审美趣味。

Lori不知道离开了Eve该怎么生活，无论是复杂购买决策、常规决定，还是她还在犹豫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新产品和服务，她都对智能助手言听计从。



我们距离这种生活还远吗？

答案是：不远了。Lori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所有技术或者正在开发过程中，或者已经成形，而且正在迅速优化。亚马逊、谷歌、百度等技术巨头都推出了智能平台和功能日益强劲的数字助手，尽管它们尚未达到前文中Eve的强大功能，但达到这样的目标只是时间问题。

AI助理正在迅速占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分析师估计，亚马逊已经出售了2500万个Echo智能音箱，人们可以利用它与智能助理Alexa互动。到2020年，这一销售数字可能翻一倍多。如果加上其他不计其数能通过iOS或安卓平台安装Alexa的设备，Alexa的市场渗透率将更高。

谷歌助手的主要搭载平台是谷歌智能家居设备和Pixel手机，数量已经达到4亿台。苹果今年早期推出了一款可以使用Siri的HomePod，三星也收购了智能助手公司Viv，来支持其智能助理平台Bixby。Viv公司创始人正是Siri之父。微软和腾讯也有自己的智能助理平台（Cortana和小微），以及在中国颇为流行的虚拟助手出门问问和小冰（它能够和人类对话，据报道已有4000万注册用户）。

未来十年间，此类公司将为建立消费者首选的AI平台而展开竞争，AI助理将改变公司与客户连接的方式。它们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商品、服务的主要渠道，营销将变成一场争夺AI平台关注的战争。

有了AI助理，消费者在面对浩如烟海的选择时将游刃有余。每年人们要买成千上万种产品，要在每种产品的成百上千种选项中做出选择。即便是常规购物也非常耗时，非常规购物往往需要仔细辨别非常类似的竞争产品，而且有很多风险。挑选鞋子可能颇有乐趣，但从200种牙刷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就很耗神了。选错了网球拍可能毁掉你的比赛，选错了手机套餐或保险则会让你花不少冤枉钱。

AI助理不仅能最大限度降低消费者的花销和风险，也能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它们能保证家庭中的常规购物不会中断——就像水电一样，并通过了解消费者要求和优化他们的让步条件（比如为环保支付更高价格），管理更复杂更需要消费者参与的购买决策。

AI助理将对商业产生深远影响。革新消费者与市场互动的技术也将重塑市场动态，并改变业内企业。例如，20世纪50年代，超级市场的崛起让规模效应和大众传媒对市场营销人员来说更为重要，激发了消费品公司的整合浪潮。AI平台和助理也将改变品牌和零售商的游戏规则，改变价值链中玩家的相对势力，以及竞争基础。

我们在研究科技重新定义顾客、品牌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时，进行了上述预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梳理了数百篇相关学界、业界和媒体文章，并进行了深度讨论，对业内专家和谷歌、欧莱雅、EURid以及其他跨国公司进行了系统性采访。（毅伟商学院的研究生助理哥班德·辛格（Gobind deep Singh）和维韦克·艾斯旺什（VivekAstvansh）帮助我们进行了早期文件整理）。本文中我们将详细介绍我们预计AI平台带来的短期变化，并解释他们对营销战略的影响。



平台营销

一旦尘埃落定，我们预计市场上只会剩下几家通用AI平台（
详见边栏“未来平台震荡”

 ）。多数消费者只会使用一个平台，该平台搭载的智能助理将与他们的家居、汽车和移动设备整合起来。平台将收集和传递信息，智能助手将成为消费者与其家居体系、电器及其他机器连接的界面。助手将成为通往无数产品和服务的门户。使用平台的消费者越多，平台就更能理解他们的习惯和偏好，也能更好满足他们的需求，提高满意度，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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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还重要吗？

AI平台让主打品牌商品的公司生意更加难做。Alexa这样的智能助理控制了接触顾客的渠道，变化多端的AI算法对产品选择的影响力将超过品牌辨识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品牌不再重要。品牌有以下三种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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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品牌必须积极理解平台用于推荐和选择产品的算法，包括它们如何帮每个消费者权衡每一品牌。对某些产品种类和某些消费者而言，品牌可能比价格更重要，比如苹果。而类似牙刷等其他产品，品牌相对而言就没那么重要。AI算法会将这种差异纳入考量。

其次，品牌应该评估保持与消费者直接关系的价值。对于智能互联消费电子产品而言，在AI平台以外促进品牌意识和忠诚度或将是不错的战略。智能产品赋予公司直接与消费者沟通以及收集消费者信息的渠道。因此这类产品可能并不需要过于依赖AI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持续投入品牌建设是有意义的。

最后，尽管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网购，全球大多数（九成左右）的零售交易依旧由实体店完成。在可见的未来，消费者将持续线下消费，而品牌的影响力也不会衰减。随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转移到AI平台上，品牌应继续评估实体零售渠道的重要性（不同分类情况各异），并相应调整战略。只要有消费者行为和产品创新经验在手，品牌将依旧保持它们所在分类的专家地位。



（返回原文阅读）








营销人员目前精力主要集中在打造全渠道顾客体验，随着AI平台成为更强大的营销媒介、销售和分销渠道，以及服务和物流中心，营销人员的工作重心必然会发生变化。这些功能将集中于几大平台，对它们的经营者产生巨大影响。品牌会发现自己渐处劣势。如今那些感到沃尔玛拥有太多话语权的消费品企业，会受到来自AI平台更大的震慑。作为主要甚至唯一与消费者对话的渠道，以及他们习惯、偏好、消费的储藏室，AI平台将对价格和折扣，甚至消费者关系本身，产生重大影响。

如今的品牌将成功归结于品质保证和客户忠诚度。但是在AI平台的天下，营销人员可能会发现，Lori这样的消费者不再对品牌忠诚，而是忠于AI助理。了解和满足人们需求，保证品质以及永远以消费者利益为中心——这些长期以来帮助品牌巩固与消费者关系的行为，以后很大程度都会被AI超越。实际上，我们预计AI助理相比任何营销技术都能赢得消费者信任和忠诚。因此，我们期望更多品牌的重心将从加强与消费者的直接关系转移到优化他们在AI平台的地位上。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在平台之外保持与消费者的紧密联系依然具有战略意义。（
详见边栏“品牌还重要吗？”

 ）

这些变化将对公司在3个层面产生重大影响：招揽顾客、满意度和保留顾客。



招揽顾客

尽管随着消费者数据用于越来越精准的营销活动，招揽顾客的效率越来越高，但营销人员的目标尚未达成。广告依旧会投放给不感兴趣的消费者，却覆盖不到很多对产品感兴趣的消费者。即使广告真能找到准确受众，其信息往往会受到消费者认知限制。人们可能需要多次收看广告，才能留下印象，或者会完全对其没有印象。他们可能只会记住自己感兴趣的片段（例如幽默内容），但并不会记住产品名称或特殊承诺。

这些问题在未来几年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每年品牌营销的数十亿资金投入，将从健忘、有偏见的消费者转移到能不分巨细记载所有信息的AI平台上。平台将分析数据，包括产品价格、特点、过往业绩、评价（权重由真实性和相关性决定）、消费者偏好和过往行为。招揽顾客将成为前所未有的一门科学，而且重点将聚焦于单一渠道——平台，而非多种渠道。




消费者忠诚度将从品牌转移到可靠的智能助理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平台的算法施加影响将成为制胜关键。理解AI如何为不同消费者制定个性化购买标准，对公司至关重要。商家很可能需要向平台交费来换取这些信息，在平台上“展示”它们的产品也要收费，与现在品牌向实体零售商缴纳入场费类似。营销人员可能还需要竞价或者支付溢价才能获得理想的位置，就像酒店必须竞价才能出现在亿客行（Expedia）头条上或像营销人员要参与谷歌的AdWords拍卖，才能获得首先出现在搜索页面的机会。尽管亚马逊表示没有计划在Alexa上加入广告内容，但据CNBC报道，亚马逊正在和几大消费品公司商讨如何在平台上促销它们的产品。CNBC称，“计划中”的实验，让Alexa能够根据用户之前的问询结果（“如何祛除衣物上的草渍”）或购物行为记录推荐产品。我们认为，在AI平台上展示并推荐产品是大势所趋，而且总有一天会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所有这些费用，无论名目如何，本质都是为了获得接触消费者的机会。公司最终要将在广告、展示和上架以及零售佣金上的投入重新分配到平台上。品牌将围绕AI助理如何便于展示产品这点，来打造产品。




招揽顾客正成为一门前所未有的科学，而且将聚焦单一渠道——AI平台。





如今帮助公司获得消费者的生态圈依旧一派繁荣。这些广告机构和媒介购买公司，未来将通过AI平台来了解市场。以平台为目标的营销服务比现在的媒介购买公司责任更大，而且需要展示与实际消费者行为的关联。传统市场调研，将被品牌直接从平台购买的消费者实际行为信息所取代。



满意度

顾客满意度能带来忠诚、口碑、市场份额和利润，因此营销人员投入大量精力监测顾客满意度。可以想见，与从消费者本身相比，从AI平台更容易获得可靠的客户满意度数据。

平台服务消费者的精髓在于不断预测他们的需求。为做到这点，平台必需收集购买方式和产品使用习惯的精细数据，并从中发现消费者目标：他们购买食品是否为了改善健康？购买能量产品是否为了尽量减小环境影响？购买金融产品是为了提高长期回报吗？他们的选择标准是品味、价格还是短期表现？精密的AI平台能更进一步，发现消费者愿意做出哪些让步。比如他们为了更健康的产品愿意支付的溢价。他们为了提高燃油效率愿意牺牲的车内空间？AI平台甚至能知道消费者是否愿在不同情境下调整他们的需求。例如，如果某人在节食，那么庆祝活动就会成为甜点例外的借口。

基于上述原因，AI平台将能够预测哪些产品的特色、价格和性能组合在特定时间点对某人最具吸引力。最终，AI助理能够比顾客自己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些相对基础的推荐引擎已经开始往这一方向发展：向消费者推荐他们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书籍、电影和音乐。

AI平台将让市场中的产品分类和匹配变得更高效。例如，偏爱四季酒店的消费者，他的平台不会向他推荐特朗普酒店。因此，品牌希望根据平台需求来调整自身定位。



保留顾客

营销人员认为，重复购买能说明消费者满意度，也是品牌忠诚度的标志。但很多消费者重复购买同一产品，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该产品，而是因为只要品牌能完成任务，就没必要浪费精力探索其他选择。简而言之，多数人都不愿把精力花在评估洗衣液成分上，但AI助理可以做到这点。从笔记本电脑到口香糖，AI助理能定期重新评估任何产品门类中的所有品牌。一些消费者可能仅仅为了更换花样重新选择。他们的助理会注意到这点，将定期推荐他们可能心仪的新产品。

定期重新评估购买决定让传统品牌不得不持续证明他们的定位，但也为挑战者带来了机会。竞争将变得愈发激烈。

在位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来留住顾客，它们也可以通过向平台购买信息，来避免消费者更换品牌。如果品牌发现消费者有了离开的苗头（比如她向智能助手表达了更换意愿），品牌能实时计算保留标准，来决定她是否值得挽留。如果答案肯定，品牌能为她量身定制产品，满足能够留下她的所有条件。如果消费者接受定制产品，她和品牌能实现双赢：品牌留住了客户，消费者获得了更好的产品。AI平台作为中介，为消费者和品牌两端服务，在为两者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创造价值。

对挑战者而言，它们能利用平台上的情报来获得顾客。通过AI助理进行促销活动是初创公司不错的选择。当然，一旦挑战者获得突破，就会面临来自在位企业和其他对手的威胁。竞争差异化的秘诀——保留顾客，将成为持续优化产品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标准。对品牌而言，在保留顾客方面的创新，与开发更优秀产品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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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平台震荡

如今AI平台产业方兴未艾，大约有十余个玩家。但我们预测，最终只能剩下几名角逐者。这场淘汰赛的动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从中胜出？



对新玩家而言，这一产业的准入门槛高。大型通用AI平台的搭建和运维成本都很高。亚马逊雇用了数千名工程师，耗费几年时间才开发了Alexa。除了投入大量内部资源用于开发，每名玩家必须打造包罗万象的生态系统，为不同平台参与者提供数据、服务、技能和应用。那些已成规模的平台拥有天然优势：平台能做的事情越多，性能越稳定，忠实用户就越多。长此以往，平台能了解消费者偏好和习惯，让它们更好地预测并满足消费者需求，消费者也就越愿意使用平台。这些动态，加上平台间数据不可迁移，将提高AI平台黏性。因此只有几大平台能够累积这种优势。尽管优步或亿客行这样较小平台将存在一段时间，但我们预计它们最终将与更大的通用平台融合，成为平台上的供应商或平台提供的AI助手。



（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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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品牌

1.平台为谁工作？

回答该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传统平台的相应情况，比如信用卡公司和实体零售商。它们有很多功能——为买卖双方提供便利、效率和降低风险。与之类似，AI平台也为多方利益相关者服务，包括品牌。但需要记住的是，它们必须为消费者利益服务，否则就没有市场。信任和依赖它们的消费者越多，它们作为数据来源和营销人员渠道的功能就越强大。对任何运转良好的平台而言，为卖家和买家创造价值，就能为平台自身创造价值。



2.我们想从平台获得什么？

一个明显但不完整的答案是，我们希望通过平台出售自己的产品。然而，营销人员不应该一上来就把平台视为销售渠道，而应该将之视为信息来源。就价格而言，AI平台能提供的消费者行为和动机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详细。见微知著让公司能够重新设计营销的各个方面——从市场细分、定价、产品特色到促销等方面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相应地，平台能促进产品改善，并成为营销人员的超级销售渠道。



3.如何确保平台选择我们？

品牌可以利用两大杠杆。一是为更优位置付费；二是利用平台提供的数据，继续创新产品和服务，与顾客表明及隐藏的需求达成一致——后者效用更为强大。这需要品牌能进一步差异化，提高自身在速度、品质和价格上的竞争力；并发现和回应消费者口味的微妙变化。





平台要务

AI平台的成败取决于消费者对其的信任。一位谷歌平台的领导者告诉我们：“建立信任是我们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为了赢得消费者信赖，平台必须做好三件事：“精准、协调、隐私”。



精准

通过不断掌握每个人的需求和要求，平台算法取悦消费者的能力将日益精进。例如，平台能为消费者推荐一款颇受信赖品牌的替代品，认为消费者会更喜爱替代品。如果事实真如平台所料，那么平台便会将替代品“扶正”。



协调

平台必须小心经营的一点是，其内部自带的利益冲突。一方面，它们需要专心满足消费者需求，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会损害信任度。另一方面，合约规定它们要为品牌提供有利位置和消费者数据。如果人们意识到智能助理推荐的付费品牌与他们需求不一致，也会失去对平台的信任。解决办法之一是，平台需要对自己和品牌的关系开诚布公。比如谷歌现在正在做的，将某些搜索结果标记为广告。另一种方法是，对付费和非付费推荐选项给予同样权重。如果消费者询问AI助理如何清除草渍最好，平台给出的推荐应包括付费漂白剂和一条备注：“其他漂白剂具有同样功效”。如此一来，既插入了品牌，也表明了智能助理的可信度。



隐私

无论是平台的主人还是营销人员都需要在个人信息和AI性能之间谨慎权衡。收集的数据越多，平台的准确度就越高，但消费者也会感觉自己暴露的隐私越多。解决方案之一就是，提供定制化隐私设置，Facebook现在就在这样做，让用户决定他们想在多大范围内分享哪些信息。另外一个不太完美的解决办法是谷歌有时做的，让机器来处理消费者数据，不经过人工干预。长时间以来，消费者愿以个人信息甚至隐私来换取便利。AI助手将提供更多的便利，但对隐私的侵犯也会比现在任何软件都更直接和深入，这极大地放大了隐私和便利的权衡问题。




所有面向消费者
 的公司都能预测到，AI平台将让它们与顾客的关系产生巨变。随着消费者的注意力转向AI助理，以及消费数据和AI的预测能力的井喷，传统意义上重要的资产，比如制造能力和品牌，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推式营销（让平台搭载和推荐产品）重要性将增加，而拉式营销（劝说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重要性将减弱。消费者依旧是品牌建设的重心，但推动测试和重复购买的营销活动如果以AI为目标，将更高效。尽管市场将变得更高效，公司却将面临巨大压力，绞尽脑汁为消费者提供最佳产品——或者说与AI助理推荐最相关的产品。很长时间以来，消费品公司因为在生产和品牌上的巨大投入，必须最大化规模经济效益。然而如今它们最想问一个战略问题是：我们的产品还有哪些卖点？AI平台将带来截然不同的机遇：通过提供种类更丰富的产品，尽可能加深与消费者的关系，也就是范围经济。考虑“买家还需要什么？”这个问题，能让建立消费者对AI助理信任的投资变得更高效。AI当道的世界，高明的营销战略依旧重要——公司必须招揽、满足并留住消费者，但这一战略的内涵很可能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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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拉杰·达瓦
 （推特：@nirajdawar）是毅伟商学院市场营销教授，著有《倾斜：从产品到顾客的战略》（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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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应当率先采用敏捷法，并将机遇分类，设立战略优先级和转型步骤。将工作流模块化并无缝整合。年度预算的制定过程应该辅以风投式的募资方式。





[image: ]





多数公司领导如今对敏捷创新团队都有所了解。敏捷创新团队规模较小、具有创业性质，和客户关系密切，能快速应对多变的商业环境。若应用得当，敏捷团队相较于传统部门，具备以下优势：生产率更高、士气更高、产品交付速度更快、质量更好、风险降低。所以，了解或体验过敏捷团队的领导，自然会有许多感兴趣的问题。比如说，公司能不能在内部实现数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敏捷团队？业务各个细分市场能否都按敏捷方式运营？整个组织敏捷化，是否和单个团队敏捷化效果一样好？




目前的市场环境动荡，在位企业不断遭到初创公司等竞争对手的挑战，保卫战如火如荼，如果能增强自身适应性，变得更加机动灵活，这对企业来说极具吸引力。但愿景虽好，成真不易。企业往往难以辨别哪些部门可以重组为跨学科的敏捷团队，哪些不能。另一种常见情况是：企业准备启动数百个全新的敏捷团队，在落地时却受到低效的官僚体系掣肘。

我们研究了数百家企业的敏捷规模化，有些小公司运用敏捷法运营整个公司；还有一些大企业在创立之初就具备敏捷基因，在发展中不断强化，例如Spotify和Netflix；另外还有类似亚马逊和USAA(美国联合服务汽车协会)这种，从传统层级结构向敏捷化过渡的公司。一些企业取得成功，另一些则失败了。例如，一家著名工业公司过去5年一直在效仿精益创业的创新方式，但至今都未能实现维权投资者和董事会期待的财务结果，几位高管不得不在最近引咎辞职。

我们的研究表明，能够有效完成敏捷规模化的公司受益匪浅。但领导者务必要脚踏实地。要注意没必要将所有部门都敏捷化，敏捷方法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公司一旦启动了数十个或数百个敏捷团队，不能对其余部门置之不理。如果重组的敏捷团队得不到运营部门和其他创新团队的配合，又不断被官僚主义掣肘，机构内部的摩擦引发的星星之火，会拖垮整个组织，导致不良后果。公司要进行改革，确保敏捷团队能获得其他部门的支持。



知行合一的领导力

如果你还不太了解敏捷，先作一简单介绍。敏捷团队最适用于创新，即用于改良产品、服务、流程或业务模式的盈利性的创造力应用。敏捷团队规模较小且跨学科，而创新团队常常会遇到复杂的大型问题，要将其拆解成不同模块，通过快速试制原型和紧密的反馈回路，找到每个模块的解决方案，然后把所有方案整合为有机整体。这样的团队更看重随机应变而非墨守成规，对结果（增长、盈利能力和客户忠诚度等）而非产出（代码数量或新品数量）高度负责。

公司遇到的问题如果很复杂、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案，项目要求可能随时变化，和终端用户能紧密合作，创造力团队比指挥-控制团队表现更好，就具备了使用敏捷团队的条件。而设备维护、采购和财务等日常运营部门则不太适合采用敏捷法。最初使用敏捷法的是公司的IT部门，现在则被广泛应用于软件开发。产品研发、营销甚至人力资源部门也逐步加入。（见《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5月刊文章《拥抱敏捷》及2018年3月刊文章《HR迈向敏捷》）

敏捷团队的管理方式有别于层级体系，多采用自治：高管会告诉团队成员创新方向，但不对具体方法发表意见。团队从内到外都和顾客紧密联系。理想情况下，创新的责任就落在了和客户最紧密的人肩上，减少了中间层对流程的控制，提高了工作速度，更好地激励了团队。这也让高管能集中精力完成本职工作：树立并传达长期愿景，制定战略优先级，构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机构能力。

领导者如果没有理解敏捷方法就仓促使用，可能以为它和其他变革的推行方式一样——通过上情下达的规划和指令。但如果他们能使用敏捷方法，则有更好效果。具体做法是，将各个部门当成和顾客一样有不同需求的群组，随着敏捷化的发展，需求也不断变化。管理层列出工作优先事项，为提高顾客体验，成功完成任务，将不同机遇排序。领导者不把任务委派给下属，而是亲自解决问题、扫清障碍。敏捷领导力团队和其他敏捷团队一样，由“项目负责人”（initiative owner）负责整体结果，流程促进员则负责指导成员、确保参与度。

全球领先的技术服务供应商博世（Bosch）公司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博世拥有40多万名员工，分公司遍布60多个国家。领导者发现，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化市场环境下，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方式已然失效，于是博世成为较早采用敏捷方法的公司。然而，不同业务需要不同方式，博世最初尝试的是“双机构”模式，也就是由敏捷团队运营炙手可热的新业务，传统部门则维持原状——也因此未能实现整体变革。

2015年，由CEO福尔克马尔·登纳（Volkmar Denner）领导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决定，在全公司推行敏捷化。委员会充当指导委员会，任命软件工程师、敏捷专家菲利克斯·希罗尼米（Felix Hieronymi）领导变革。

起初，希罗尼米准备按博世大多数项目的管理方式，来管理这一项目：设立目标，预计完工日期，定期向董事会汇报进展。但这一方法似乎偏离了敏捷原则，公司上下怀疑它将沦为另一个中央控制的项目。因此，团队转变了方向。“指导委员会变成了工作委员会，”希罗尼米告诉我们，“大家讨论时热烈了很多。”团队重新梳理了公司的积压优先事项，并按照等级排序，重点扫除敏捷化障碍，拓展敏捷化范围。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各部门领导对接，“按公司最初战略，该计划为期一年，现在不设截止日期，持续进行。”希罗尼米说，“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拆分为敏捷小组，试验各种方式——有些和‘产品负责人’及‘敏捷专家’合作，解决难题，研究基础性问题。其中一个小组草拟了2016年发布的十个新领导力原则。成员亲身体验了工作速度和效率提升的成果，获得了理论学习无法带来的感受。”如今，博世公司既有敏捷团队，也有传统部门，但几乎所有领域都使用敏捷价值观，合作更见成效，面对快速变迁的市场，反应更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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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目标


企业想在全公司推广敏捷方法，从最初软件研发等部门的几个敏捷创新团队，逐步扩展到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团队，让敏捷成为主要运营方式。




挑战


找出出发点并确定推进速度和程度，决定哪些部门能够且应当转变为敏捷团队，哪些保持不变，防止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阻碍团队转型。




方法


领导者应当率先采用敏捷法，并将机遇分类，设立战略优先级和转型步骤。将工作流模块化并无缝整合。即使没有重组为敏捷团队的部门也应当学习按照敏捷价值观运营。年度预算的制定过程应该辅以风投式的募资方式。





运转敏捷

博世等领先的敏捷企业在愿景上志存高远，但在奉行敏捷原则方面，领导层并未事先规划好细节。领导层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企业究竟需要多少敏捷团队，如何把握转型节奏，怎样在不陷入混乱的情况下，解决官僚制度带来的问题。典型做法是，领导者先启动一批敏捷团队，收集这些团队创造的价值数据和所遇障碍，决定是否继续变革，以及变革的时间和方式。他们可以通过比较敏捷团队所带来的价值（财务结果、客户结果、雇员表现）和公司投入成本（资本投入和组织挑战）之比。若收益大于成本，公司继续敏捷化——部署新团队、扫清组织障碍、重复这个周期。若收益小于成本，公司就暂缓计划、监测市场环境、尝试提高现有敏捷团队的价值（例如改变工作优先事项或升级原型设计能力），并降低变革成本（宣传敏捷带来的收益或聘请经验丰富的敏捷专家）。

领导团队通常会使用两种必要工具启动这个“测试-学习”循环：对潜在团队的分类和工作优先事项的排序。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使用这两种工具。然后再探讨如果要完成大规模、长时间的敏捷项目，还需要什么。


团队分类。
 敏捷团队会把未完成的积压工作整理出来。成功完成规模化敏捷的企业也会做类似的事，将所有机遇进行分类。

他们可能会按敏捷的模块化方法，将其分成三个类别：客户体验团队、业务流程团队和技术系统团队，然后再整合。

第一个类别包括所有影响外部及内部顾客决策、行为和满意度的关键因素，通常分为十几种关键体验（例如，零售业顾客的关键体验之一是购买产品及支付），接着再分为更具体的十几种体验，（顾客选择付款方式、或使用优惠券、用积分兑换、完成结账并拿到小票）。第二种类别研究体验间的关系和关键业务流程（例如提高结账速度，减少排队时间），目标是厘清责任并增加流程团队和客户体验团队间的协作。第三类聚焦于技术系统升级（例如更优化的手机结账应用程序），借此提高对顾客体验团队的支持。

如果对价值100亿美元的公司做这种分类，大概能得到350-1000多个潜在团队。数字看上去吓人，高管们往往不愿面对这样量级的变革（“要不我们先试两三个，再看看情况？”）。但分类的价值是，有助于企业探索变革未来，并将过程拆分为具体步骤，任何时间都能暂停、变换方向或停止转型。同时，它也能帮助领导们看清障碍。比如，一旦我们确定要转型的团队和人员类型，领导就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公司有没有这类人才？如果有，他们在哪儿？分类会让你看清人才缺口，并了解到该如何通过招聘或重新培训填补缺口。领导者还能看到，每个潜在团队能为改善顾客体验做出哪些贡献。

USAA目前有500多个敏捷团队，计划在2018年再增加100多个。该公司的分类情况对所有员工公开。COO卡尔·利伯特（Carl Liebert）告诉我们，“如果做不好分类，公司会人浮于事，事倍功半。”“如果我在全体员工面前提问，‘谁负责会员更改地址体验？’我希望负责的相关团队能清晰自信地作答。（希望）无论是会员服务热线，用笔记本登录网站或者手机app（都有相应的负责人）。大家不互相推诿，不会听到‘这事儿很复杂……’这样的解释。”

USAA通过分类，把敏捷团队的工作内容，和业务部门及产品线负责人联系在一起。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对公司损益表负责的高管明白，团队跨部门协作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企业中某些高管的角色相当于业务部门总经理，对该业务负全责。但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需要顾客导向的跨部门团队为其完成。此外，还要依赖各类体验负责人所获得的技术和数字资源。之所以进行分类，目的是确保业务负责人拥有完成业务目标所需的端到端资源，让他们能够将合适的人安排在恰当的位置，避免发生混乱。在官僚体系和顾客行为错配时，这种联系尤为重要。比如说，很多企业线上和线下业务的运营构架和损益情况是分离的，但顾客却想要无缝整合的全渠道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分类清晰，能组建起恰当的跨部门团队，就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对接。


转型次序。
 完成分类后，领导团队下一步就可以安排工作优先级和项目次序。领导者必须要考虑多种标准，包括战略地位、预算限制、人员能否到位、投资回报率、延误成本、风险级别以及团队间的相关性。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有两个，一个是顾客和员工的痛点，另一个是组织的能力和存在的障碍。它们决定了转型节奏，以及机构能同时管理的团队数量之间的平衡点。




大爆炸式的转型异常困难，最好按测序步骤逐步推行敏捷，面对机遇，每个部门在实践时都要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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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企业形势严峻，急需彻底变革、调整战略，因此在转型时，对某些部门采取了大爆炸式、全面出击的方式。例如2015年，荷兰ING银行集团预计，消费者对金融解决方案的需求将大幅增加，数字化对手（“金融科技”）的竞争威胁日益加剧。管理团队决定激进地完成变革。公司将最具创新性的部门，例如IT研发、产品管理、渠道管理和营销部门的构架推倒重建，基本上撤销了所有职位，重新设计了拥有2500个职位的敏捷“小分队”，让近3500名员工去申请。成功入选的员工中，约40%需要重新学习工作内容，几乎所有人都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见《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3月刊的《ING的敏捷团队实验》一文）

但大爆炸式的转型相当困难。领导层需要全心投入，企业需具备接纳型文化，并储备有经验丰富的敏捷专家，足够支持数百个团队，同时不破坏其他能力；企业有高度规范的操作手册，便于整体步调一致；还需要对风险有较强容忍度，准备好应急计划，以防出现意外故障。ING在敏捷化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处理各种层出不穷的小问题。

缺乏这类资源的企业，最好按测序步骤逐步敏捷化，面对机遇，每个部门在实践时要量力而行。以3M公司为例，在敏捷项目启动之初，该公司卫生信息系统的先进技术小组，每个月或每两个月组建8-10个团队。两年后，90多个团队正常运行。而3M公司研究系统实验室稍后也加入转型，但每三个月只组建20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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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节奏或终端的结果都会很快显现，但财务表现则要等待一段时间。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认为，多数计划都需要5-7年时间才能看到红利。但如果在消费者行为和团队问题解决方面，出现积极的变化，那就意味着变革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敏捷方法提高了我们的产品交付速度，测试版应用的发布比原计划提前了6个月。” 3M公司卫生信息系统的高级项目经理塔米·斯百若（Tammy Sparrow）告诉我们。

和敏捷团队一样，部门领导可以决定转型顺序，应当率先选择有潜力创造最大价值和最多学习信息的项目。软件公司SAP在十年前就开始了转型，是最早完成敏捷规模化的公司之一。SAP从软件研发部门开始推行敏捷，该部门客户导向程度高，可以测试并优化敏捷方法。领导团队组建了咨询小组，负责培训、指导、嵌入新工作方法，并使用结果追踪工具，让大家清晰地看到成果。“用实实在在的例子向大家展现出敏捷法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这增强了组织内部对敏捷的兴趣。”当时咨询小组负责人塞巴斯蒂安·瓦格纳（Sebastian Wagner）说。接下来的两年间，公司在超过80%的研发团队中推广了敏捷法，创造出2000多个团队。销售和营销部门的员工为了能跟上步伐，相继敏捷化。一旦公司的前端部门快速转型，后端要马上跟上，因此SAP内部的IT系统也采用了敏捷方法。

然而很多企业想走捷径，却适得其反。面对系统化障碍，它们选择绕道而行，将团队交给外部孵化器。“温室培育”的方法也许会提高单个团队成功率，但无法在机构中创造学习环境，也不能带来变革，这些都是敏捷规模化必不可少的。公司第一批敏捷化的团队肩负着最终能否成功的重担。企业要像测试原型那样，在多样化的现实条件下测试这些团队。SAP等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企业，都很重视关键客户体验，即孤岛部门最难解决的棘手问题。

无论如何，敏捷团队都应该准备充足再进行实践。充足并不代表计划详尽、胜券在握，而是这些团队：

• 聚焦于一个利益攸关的重大商业机遇

• 对具体结果负责

• 可以独立自主地工作——拥有清晰的决策权、合适的资源，团队成员为跨学科专家，人数虽不多，但都对这个机遇充满热情

• 承诺使用敏捷价值观、原则和实践

• 有权和顾客紧密合作

• 能够快速设计出原型，拥有快速反馈回路

• 拥有高管的支持，能够为其扫清障碍，并推广团队工作成果

按照这个列表自检，可以帮助你安排出对顾客和机构都拥有最大影响力的测试顺序。


完成大规模敏捷项目。
 许多高管难以想象小的敏捷团队可以完成大规模的长期项目。但原则上讲，敏捷团队的数量和项目规模并无上限。你可以在相关项目中，分离出“组中组”，这种方式扩展性很强。举例来说，瑞典公司萨博（Saab）的航空业务部拥有100多个敏捷团队，负责软件、硬件，以及价值4300万美元、堪称全球最复杂产品之一的“鹰狮”（Gripen）战斗机机身的制造。该项目通过每日组中组的站会（stand-ups）协调工作。每天早上7：30，一线敏捷团队进行15分钟站会，列明工作中遇到的障碍，其中一些无法在组内解决。7:45，该小组将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的障碍上报给另一个组中组。领导们可以选择解决该问题，或继续上报。接着不断重复这一方式，直到8:45，主管行动组拿到一份关键问题清单，想保持工作进度必须解决清单上的问题。航空业务部门协调团队的方式是：采用通用的为期3周的“冲刺”（sprints，创造迭代产品的一个周期——译者注）；制定项目总计划（一份动态文件）；让过去分散各处的部门同地办公。例如，让试飞员和模拟器组加入研发团队。这样做的结果相当显著：简氏信息集团（IHS Jane's）将鹰狮战斗机认证为全球成本效益最好的军用飞机。



打造整体敏捷

增加敏捷团队的数量是提高业务整体敏捷度的重要步骤。但这些团队和机构其余部门之间的互动也同样重要。即便最先进的敏捷企业，例如亚马逊、Spotify、谷歌、Netflix、博世、萨博、SAP、Salesforce、拳头公司（Riot Games）、特斯拉以及SpaceX等，都是既有敏捷团队，也有传统构架部门。为了确保官僚部门不给敏捷团队的工作造成障碍，不妨碍敏捷团队的创新成果商业化，这些企业一直在以下四个领域不断推进更深入的变革。


价值观和原则。
 如果敏捷团队的数量不多，可以“寄居”在传统层级结构之中。部门间的冲突可以通过个人交流或变通的方法解决。但当公司推出数百个敏捷团队时，寄居就行不通了。敏捷团队在各方面以势不可挡的速度推进工作，而传统部门则誓死捍卫现状。面对任何变革，怀疑论者都能制造出攻击敏捷的抗体，包括拒绝配合敏捷团队时间表（“抱歉，我们没法按你说的6个月就完成这个软件模块”），或者在需要新式解决方案的大机遇面前，拒不拨款。

因此，领导团队如果希望规模化敏捷，就要逐步在机构中渗透敏捷价值观和原则，不转型的部门也要参与。这也是为什么博世领导层决定创建新领导力原则，并在全公司实施：他们希望每位员工都能意识到变革正在发生，敏捷将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


运营架构。
 在全公司推行敏捷，需要模块化和无缝整合工作流。例如，亚马逊公司每日能部署上千个软件，因为其IT构架的设计就是为了帮助开发人员在不损害公司复杂系统的情况下，快速、高频地发布内容。但在很多大型公司，无论开发人员编程速度多快，每日或每周部署的软件数量也有限，这是由其架构决定的。

丰田公司首创了应用在产品研发的模块法，特斯拉公司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了汽车不同组件间的接口，以便各模块独立创新。因此，保险杠团队可以随意改动，只要和其他部件的接口保持稳定即可。为了实时回应顾客反馈，特斯拉还抛弃了传统的年度发布周期。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表示，为了改进Model S的制造和性能，公司每周会完成约20项工程改动。改动包括新电池组、更新版本的安全及自动驾驶硬件、自动调节方向盘及座椅让驾驶员进出更方便的软件等。

在大多数先进的敏捷企业中，创新产品和流程架构为了进一步敏捷化，需要扫除组织中最棘手的障碍。美国拳头公司研发出广为人知的多人在线竞技类游戏《英雄联盟》，该公司重新设计了敏捷团队和传统支持-控制部门（包括设备部门、财务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之间的关系。该计划的产品负责人布兰东·熊（Brandon Hsiung）说，过程包括两个关键步骤：第一，转变这些部门对顾客的定义。“它们的顾客并非部门经理，也不是CEO和董事会，”他解释说，“他们的顾客是服务的研发团队，而这些团队最终服务的是我们的用户。”公司设立了净推荐调查，搜集反馈，调查这些顾客是否会向他人推荐某些部门，并清楚表明，如果顾客不满意，以后可能外包这部分工作。“我们都不想走到那一步，但公司必须确保所有部门都拥有在自由市场竞争的顶级能力。”熊说。

第二，拳头公司还改造了公司职能部门和敏捷团队的互动方式。职能部门的一些员工被安插在敏捷团队中，或者分出一部分人员专门处理敏捷团队的要求。还有一些部门，在和敏捷团队沟通并划清界限后，基本上很少有正式交集。熊说，“没有相关性的部门，例如不动产和培训及研发部可能会公布自己的工作方式、指导原则及规则，然后申明‘这是我们的方针，只要你不违反，随便做什么都行，只要为用户好，都可以尝试’。”

成功实现敏捷规模化的企业，支持部门的组织结构图和日常运营和过去没有太大变化，可能管理层级减少了，管理幅度扩大了，因为主管懂得信任和赋权手下。更大的变化是职能部门的工作方式。职能部门的工作优先项往往和企业战略更加一致。如果一家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提高顾客的移动体验，这件事就不可能排在财务经费表或人力资源招聘方案的第15项。法务等部门可能需要缓衡容量，应对来自高优先级敏捷团队的紧急要求。

假以时日，传统层级结构的日常运营部门，也很可能发展出更敏捷的思维方式。财务部门当然还是负责管理预算，但它们不需要总是质疑敏捷项目负责人的决定。“我们的CFO一直在下放权力给敏捷团队，”拳头公司研发管理负责人艾哈麦德·西德基（Ahmed Sidky）说，“他会说，‘我的工作不是管理整个公司的财务，这是你作为团队领导的工作。我只是你的顾问。’在日常工作中，财务部门的合伙人会加入具体团队。他们并不掌控每个团队的计划，更像是财务导师，提出尖锐问题，提供深度的专业知识。最终做决定的是团队领导者，站在拳头公司所有用户的角度，为他们做出最好选择。”

一些企业和个人也许很难接受这种放权，实践难度也太大。减少控制总是令人不安，直到你尝试并发现大家的情绪有所改善，成功率也高了三倍。贝恩近期调研了近1300名全球高管，这一说法获得了最多人的赞成。 “今天的商业领袖必须学会信任和赋权，而不是管理和控制员工。”（只有5%不同意）


招贤纳士，激励人才。
 成功敏捷化的企业需要招贤纳士的系统，并激励人才不断推动团队进步。如果你不善待明星员工，他们会忽然被性感的初创企业挖走。还需要释放出更多普通员工被浪费的潜力，构建共同为结果负责的敬业心和信任感。如果不改变HR流程，无法做到这些。例如，在选择人才时，企业不应只看重专业能力。现在公司需要既有专业能力，又热爱协同工作的人。在评估员工时，企业也不能只审查他/她是否完成个人目标，而要审查员工在敏捷团队中的表现，并参考同事评价。

年度绩效评估一般变为由系统几周或几个月提供一次反馈和指导。培训和指导项目，有利于员工获得定制化的跨职能技能发展。在自治团队和简化的层级结构中，头衔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对也会比较稳定。职业通道要体现出产品负责人，即制定愿景并对敏捷团队结果负责的人，可以如何获得个人发展、拓展影响力并提高薪资待遇。

企业可能还需要修改薪酬体系，奖励团队而非个人成就。企业要及时奖励和认可员工的贡献。从倡导敏捷价值观角度讲，公开认可比私下给予现金奖励更好，因为这样可以激励获奖者继续进步，同时鼓励其他人向他学习。领导者奖励最佳员工的方式包括，给予他们最关键的机遇，最先进的工具和最大程度的自由度，并为他们联系行业内最具才华的导师。


年度规划和预算周期。
 官僚制度的企业，往往将年度战略会议和预算计划作为统一各部门，确保上下一心、实现延展性目标的强大武器。但敏捷团队的运行规则有所不同，它们认为顾客的需求不断变化，突破性洞见随时可能发生。在敏捷团队眼中，年度周期会限制创新及适应性：低效项目在耗尽预算前一直在浪费资源，而关键的创新则要等到下个预算周期才能申请资金。

如果企业有很多敏捷团队，募资流程也有所不同。出资人知道，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功创新，初始概念会在研发中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希望团队能随时调整取舍，不必等到下个年度周期。融资过程因此演变为类似风投资本家的募资方式。风投往往将募资的抉择视为进一步开发的认购机会。目标并非立刻打造一个大规模企业，而是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找到一个关键组件。表面上，这会失败很多次，但却加速了学习过程，也降低了成本。这种方法在敏捷企业运行良好，极大改善了创新速度和效率。




成功敏捷化
 的企业会发现自身业务中的重大机遇。敏捷规模化改变了企业运营内容的比例，相比日常运营，企业花更多精力在创新上。公司对变化的环境和战略优先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找到应变方案，避免了在传统官僚机构中频繁爆发的危机。即使遭遇颠覆式创新，企业也不会被颠覆得太严重，更像是正常的业务调试。即使企业很多日常运营活动保持不变，敏捷规模化还能将敏捷价值观和原则引入这些支持部门。这将提高公司开销巨大的某些部门的效率和生产率，也能改善运营架构和组织模式，增强敏捷团队和日常业务间的协作。企业变革速度更快，对消费者需求的反应速度也更快。最后，公司能够交付可量化的改进，不只包括财务结果，还有更高的顾客忠诚度和员工敬业度。

敏捷的“测试-学习”方法往往被描述为渐进和迭代的，但渐进式开发并不等同于渐进式思考。SpaceX的目标是利用敏捷创新，在2024年将人类送往火星，并在火星上建立能够自给自足的殖民地。如何做到呢？公司员工并不完全清楚，至少目前还不清楚。但他们相信未来有可能实现，心中也有了计划。他们计划像利用飞机那样重复利用火箭，极大提高目前技术的可靠性，降低成本。改进推进系统，发射至少运载100人的火箭，想办法在太空中完成燃料补给。其中的某些步骤需要将现有技术推向极致，然后等待新的合作伙伴及新技术的出现。

这就是现实版的敏捷法：雄心勃勃，步履不停。即使常常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也总能通过敏捷找到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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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超级流动性：

打造灵活应变的组织

彼得·J·威廉姆森（Peter J. Willia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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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时代，很多企业难以跟上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技术进步，还要面临颠覆性商业模式的威胁。本文以华为公司为例，提出企业需要打造“超级流动性组织”，彻底重设组织架构，以变应变，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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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象一下，你打算开着一辆普通的车穿越沼泽地带。很可能没过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陷入泥沼。如果企业只能适应一种市场状况，突然进入全新的领域又无法迅速适应，也会发生同样的事。面对新的客户需求，企业里若没有相应的架构和流程加以满足，不能迅速重新分配资源，创新速度也不够快，业务就会陷入发展缓慢的困境。当颠覆式的竞争对手出现时，商业模式须随之调整。因此，领导者需要问自己一个简单问题：内部组织调整和重新配置的速度能否赶上市场变化的速度？ 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你的公司就会面临当今变化极为迅速的市场和技术与内部僵化组织之间的错配，从而让业绩大受影响。

竞争性市场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对各类刺激的反应极其灵活——价格、供应数量、产品规格、技术应用、营销渠道；甚至商业模式都以惊人速度进行调整。就在五年前，全球唱片行业通过销售实体唱片的收入还能超过100亿美元；而到2016年，该数字已下降60%，失去的份额都转变为数字消费。几年前传统广播电视还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市场份额已下滑到38%。市场中以创纪录速度改变的领域，不仅仅包括通信和娱乐，基因检测领域的创新层出不穷，3D打印在改变各行各业的制造方式，人工智能的生产设计将彻底改变新产品的研发方式，金融服务也开始被一系列新商业模式颠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组织内部的调整往往慢似蜗牛。你的公司多长时间才会彻底改变架构、流程和工作规范？相关岗位的人员多久调整一次，特别是管理层？近年来，无论是咨询顾问还是管理学者，对组织架构和上下层关系的关注都不够，其实这两者对公司的灵活性极为重要。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激发个人的能动性，如何改进组织内获取知识的容易程度；但我们认为，在资源被特定人员垄断的结构僵化的组织里，知识容易被当成争夺权力的筹码，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曾位居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公司，在面临市场混乱时陷入了困境甚至消失。随着商业环境变化加快，迅速调整已事关生存。让内部架构和流程适应外部环境中的关键因素至关重要，特别是客户需求与企业可以实现的价值主张之间要“契合”。

要保持与外部环境的“契合”，企业就须具备必要的动态能力，快速感知客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不断转型抓住各种机会。这意味着不管是企业架构，还是资源配置方向和方式都要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十年前，思科和微软等公司就认识到这一重要需求，开始组织变革以提高灵活性。而在中国，有一家公司在提升内部灵活性、积极适应市场变化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即华为公司。华为内部流动性极强，而且不断保持更新。华为2017年的销售额达6000亿元人民币，员工约有18万名，因此保持高效和成本竞争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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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问题


问题


企业和组织如何设计才能跟上如今飞速变化的市场？




研究发现


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制造型企业都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户需求与时俱进；职能部门须缩小规模，代之以灵活的服务平台；高管层应定期轮岗，尝试新职责；企业应提倡不断质疑变革是否足够快的组织文化。





华为早已发现，每天市场上都面临着剧烈快速的变化。随着移动数据业务需求的大幅增长，其核心业务电信设备领域也在转变，在其他业务领域，快速且具有破坏性的变化也是常态。华为2010年开始卖手机时，智能手机仅占手机市场1/4的份额；如今，全球销售的十款手机中七款都是智能手机，产品发布周期变为几个月甚至几周；2017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前三名中的OPPO 和vivo ，在华为刚进入手机市场时这两家公司甚至还没有成立。

在动荡的环境中，华为必须不断创新，迅速响应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同时保持高效，不断增强成本竞争力。华为不仅要应对中兴、小米和OPPO等国内竞争对手，还要与爱立信和重新崛起的诺基亚网络等电信设备领域的全球对手较量。借助于超级流动性，华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供应商。华为如何实现了超级流动性？主要有4点要素：1.华为主要围绕客户需求构建公司架构；2.支持部门搭建在灵活的平台上；3.管理层不断进行轮岗；4.企业文化极为注重变化。这4点在单独应用时并不足以有效解决问题，但是当它们全部得到持续应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铸就了今日具备超级流动性的华为。



围绕客户需求设计组织

自亨利·福特以来，制造企业通常围绕产品线搭建架构。随着时间推移，垂直整合的工厂发展为紧密协调的全球供应链，负责交付各种产品。战略业务单元（SBU）专注于某些特定的产品，其优势在于重点明确，容易积累经验和形成规模经济，代价是缺乏灵活性。如果客户要求改变产品设计、规格或功能，就会让这些以产品为中心的公司感到头疼。结果是，客户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往往过于僵化，无法迅速有效地反应。

尽管华为是电信设备、路由器、交换机和智能手机的大型制造商，其灵活性却比其他以产品为中心的公司要高出一个等级。早在1998年华为就开始培养灵活性，当时在IBM帮助下，华为引入了以跨部门团队为基础的产品开发整合流程。这一新流程让华为充分了解到灵活性的价值，整合了具有不同能力和技能的多元化团队，迅速创造新产品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基于此次经验，华为逐渐认识到，要满足市场上不断变化的需求，最佳方法就是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并不断调整企业。为了实现公司提供的服务与市场需求顺利对接，华为发展出一套让自己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管理实践——只要客户需求改变，就相应调整内部组织。结果是建立了高度灵活流动，且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并可以快速调整的组织架构。


成立三大业务集团与服务集团。
 这一管理实践的培养始于2000年年初，当时华为聘请了一家全球领先的咨询公司征集组织设计建议。其咨询顾问提出在公司内组建一系列事业部（SBU），各自负责不同的产品。华为拒绝了这一建议，认为事业部结构会降低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在电信市场里，客户经常需要整体解决方案，会涉及公司整体产品组合和服务。事业部结构在节约成本和管理控制方面确实效率很高，但最终交付给客户的是零散产品。华为采取了被称为“拧麻花”的混合结构，即将事业部组织的某些特点，与职能平台以及区域销售支持结合起来。其组织架构不是围绕特定产品设计，而是创建了三个综合业务集团，每个集团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争夺市场。电信运营商业务集团专门负责电信设备市场，与爱立信和诺基亚竞争；企业集团紧盯路由器和交换机，与思科竞争；最后，负责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的消费者集团与苹果、三星等公司展开竞争。

在三大业务集团背后，又有三个服务集团提供支持，主要目标为提升应变速度、敏捷性和灵活性。第一个服务集团由数个共享功能平台组成，包括财务、人力资源、采购、物流和质量控制，为三大业务集团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务。第二个服务集团是区域销售组织，协助三大业务集团与世界各地的客户建立联系。第三个服务集团名为“产品和客户解决方案”，其功能是整合内部研发资源，为三大业务集团的客户提供产品和整合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因此，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三大业务集团变成“三明治的夹心”，上游是研发、产品开发和职能平台集团，下游是支持三个业务集团的地区销售团队。与传统事业部不同的是，业务集团广泛涵盖了各种产品，并将许多关键职能“外包”给华为内部共享平台。这让业务集团可以专心完成最重要的工作，包括获取消费者洞察、产品营销、品牌建设、渠道管理、客户服务和客户关系管理（CRM）。

通过整合重要的研发、产品开发、功能支持和地区销售资源，华为避免了常见的某些事业部霸占资源的问题。相反，资源可以迅速部署与流动到为客户服务的任何地方，并且随着周期内某特定市场需求扩大或缩小不断调整。与此同时，也杜绝了各事业部不必要的重叠。华为的拧麻花结构能够促进资源流动并尽可能提高灵活性，它与用以解决事业部和各国分公司竞争需求的刚性矩阵结构，有很大差别。

2006年华为突破性获得西班牙沃达丰公司的订单，就是灵活架构带来成功的最佳案例。当时，西班牙新建成的高速铁路网自称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服务，但是沃达丰很难在列车运行时提供稳定的手机信号，这对马德里到塞维利亚之间繁忙的商务来说，显然是个严重问题。尽管面临技术挑战，华为还是承诺提供解决方案。为此华为组建了一个专门团队，整合内部相关知识和资源，很快开发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在短短两个月内，华为的技术团队已在通往上海浦东机场的30公里长、最高时速超过4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上完成测试。最后仅用了3个月，华为便向沃达丰交付了可供马德里到塞维利亚高铁上运行的定制系统。而爱立信和诺基亚网络等竞争对手仍在准备初步方案。沃达丰西班牙公司对华为的速度和灵活性大为赞叹，撤换了原本的供应商而与华为签订合同。如今，沃达丰已成为华为全球最大的客户之一。


不断发展的灵活性组织架构。
 多年来随着客户需求变化，华为多次大幅调整组织架构。逻辑很简单：只要客户需求改变，产品供应就要改变，提供产品的组织当然也要改变。2002年之前，华为的组织结构是集中控制、功能驱动，基于产品线运作，而且层级分明。2003年，华为意识到这种结构反应太慢，随着业务扩展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华为转型为一个更加基于国家的组织架构。总部负责管理华为在各个国家的“代表处”（各国分公司），代表处再控制销售办事处。

4年后，华为发现客户的新需求是定制网络解决方案，但要想抓住机会就得整合不同产品线、职能部门甚至不同区域的资源和能力。华为毫不犹豫地拆散了原有结构，再一次进行调整。首先，根据客户需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产品线重组架构，在总部和各地代表处之间增设地区办事处协助整合当地资源，为本地客户快速创建和实施相应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一开始地区办事处只是虚拟的架构，以便在实体办公室落地之前就开始运作。华为设立了7个地区办事处，覆盖全球市场。后来华为认识到，市场覆盖范围过大会影响办事处的响应速度，地区办事处于是又迅速调整为16个更为灵活的分区办事处。

为了支持定期重组，华为还经常创建新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举例来说，2013年华为在伦敦成立了全球金融中心，直接向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报告。该中心的主要目标，是管理华为全球客户为大型项目出资时面临的财务风险。许多跨国公司都有类似部门管理风险，但专门成立部门为客户服务的情况比较罕见。最近，华为发现有必要以更快速度帮世界各地的客户解决问题。为此，华为向美国军方学习，成立了一个决策部门，确保迅速将团队部署到需要的领域。

为了提升对客户的响应速度，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华为发现需要设立与大客户保持日常及深度接触的部门。为此，2006年10月华为与西班牙沃达丰在马德里附近成立了第一个联合创新中心；之所以能顺利合作，是基于华为成功协助沃达丰为西班牙高速铁路网提供稳定的通信服务。设立联合创新中心是一个打破惯例的激进之举，因为通信行业内的供应商关系，主要是基于严格按照客户已研发的特定规格设备投标而建立。到2017年，华为已建立36个联合创新中心，主要客户遍及中国、欧洲、北美、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通过转型，华为由供应商变为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持续合作共同开拓未来。

不过，随着客户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组织机构和流程，只是华为超级流动性的一个方面。华为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创新和设计还有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打造所谓的“资源池”。具体来说，华为将麾下高级人才纳入一个虚拟的人力资源库。此举可将顶尖人才与职能部门分离，可以随时在全球调配。通过打破顶尖人才与特定部门或职能之间的联系，华为让经验最丰富的人才得以完全自由流动，这也是建立超级流动性组织的关键。再次，敢于做出承诺，去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是华为创新的推动力。如果没有超级灵活的人力资源库，自由而敏捷地将人才分配到相应工作中，华为就不可能在内部资源与变化速度惊人的客户需求之间实现动态匹配。


组建“铁三角”。
 华为以客户为中心的另一重要做法是“铁三角”，即以全球代表处为核心的独特团队结构，这种团队可以积极发现、争取并落实项目。铁三角的想法诞生于2004年，当时华为在国外的业务团队意识到，最有效服务客户需求的方式是将重要领域的专家团队（如客户管理、产品解决方案和项目实施）聚在一起，从一开始就与客户开展合作，开发新项目。如今，每个新项目启动时都由项目经理组建“铁三角”团队，团队在中国和海外考察市场，寻找新机会。一旦发现未满足的市场需求，团队就会与首位客户接洽。为落实项目，项目经理有权从华为庞大人才库里征用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虽然项目负责人职级通常较低，但动用资源时拥有巨大的决策权，远远超出了职级限制，他们完善项目设计、策划实施，并确定需要哪些资源。对此，任正非称之为“班长的战争”，班长指的是项目经理，这是任正非从美军士兵行为中学到的经验。




华为实行轮值CEO制度，目的是防止公司内观念僵化，避免个人崇拜，建立自我纠错机制，确保CEO制定的战略和方向不断受到挑战和重新评估。





这种机制下，决策权下放到一线“战斗”部门，负责人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立即做出关键决策；为了成功签订和交付合同，必要时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呼叫”总部充分发挥整个组织的火力优势。用任正非的话说：“让能听到炮火的人（如项目经理）指挥炮火。”华为在向爱立信学习后进一步改进了铁三角模型，虽然思路基本上类似，但华为真正做到了以客户为中心，其程度远远超出爱立信所能达到的。例如，华为的铁三角模式并不死板，必要时可以加入采购和财务专业人员，从而演变成“五角”。同时，华为铁三角成员的任务和责任也不固定，而是随着项目发展进行调整。简而言之，三角形的组建和责任分配非常灵活，因而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不断演进的组织设计。
 通过应用以上各项创新举措，华为做到了以客户为中心，成为几乎完全围绕客户项目而构建的企业。每年，华为都有超过5000个项目同步推进。项目团队只关注一个目标：为满足多样化且不断变化的需求而进行灵活调整，以达到最佳用户满意度。为确保以客户为中心，评估个人业绩时，标准是其所在团队服务客户时的贡献比例。个人薪酬和晋升都要根据团队表现而定；奖金只颁发给获奖团队。如果项目团队表现差，个人表现再出色的“孤星”也不会得到认可或奖励。团队负责人的升降也是基于团队业绩。华为总结为：“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这样的团队精神才能时刻保证以客户为中心。

为进一步强化团队精神，华为规定如果团队表现不佳导致负责人被撤职，副职永远不能接任，还要分担失败的责任；公司会调派新的人员，有时高管会空降，担任团队负责人（华为称为“少将连长”）。“少将们”都有信心制定关键决策，也有足够威信从华为内部各处征用人员和资源，将项目推回正轨。这种前线作战机制也可确保高管了解市场上的动向。

项目成功完成后团队就会解散。在过去，个人通常回到本职工作和原部门，等待下一个项目。现在，华为计划进一步取消各个职能部门的设置。除专职行政和生产人员以外，所有员工都会成为共同资源或人才库的一部分。个人仅根据专业知识和能力进行区分，例如研发、设计、工程、市场营销和销售等，时刻准备进入有技能需求的项目团队。华为计划把大多数传统组织中的技术职能部门，打散为小规模的研究基础科学的技术人员团队、特定技术领域的尖端专家，以及负责开发支持工具和平台的团队。

虽然这些职能团队可以在必要时为项目团队提供支持，但其主要任务是为特定技术和支持功能加强专业能力。通过保持由专家组成的这些独特团队，华为得以在技术和职能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可以说，客户需求决定了华为的运作模式。许多公司虽然声称以客户为中心，却无法将其落到实处。华为的例子显示，要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就要对组织架构和流程彻底重新设计。打造灵活流动的组织架构，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所需要付出的努力远远超出改变面对客户和项目人员的工作方式。总部的职能支持服务和高管层也要转型，才能充分发挥能力。



通过灵活的职能平台提供支持服务

尽管华为的项目团队可以相当自由地召集必要的人员和资源，灵活开发解决方案满足单独客户的需求，但对每个团队甚至事业部而言，重复组建财务、人力资源、采购、生产、后勤和供应链管理等职能显然较为低效。在大多数公司中，各事业部配备的职能部门提供相应支持服务。理论上说，职能部门应集中专业技能成为“卓越中心”，结果却往往因为各自为政而变成阻碍，导致业务部门无法快速灵活回应客户需求，特别在需要跨部门事业部协作时。要从这些职能部门获得支持，可能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冗长的批准，而且这些“标准化”的服务最终还经常不到位。

为了解决平台的低效问题，华为尝试了一系列措施提升平台人员的专业知识，以加快向客户交付解决方案的速度。多年来华为斥巨资开发了10个主要的支持功能平台。华为内部叫“资源平台”，均围绕不同能力构建，包括研发和技术、测试、制造、全球采购、市场和销售、人力资源、财务和资本、行政服务、知识管理和数据共享等。有强大的平台后盾，一线项目团队才能迅速获得所需的能力和资源，从而在行动时做到快速、灵活且流动。

以准备每个项目的客户合同为例。华为有一套标准化合同组合流程，包括一系列模板和模块。华为将流程和模板嵌入在线平台，不需要将项目细节发送给集团的中心商务部门（以准备草案并经过法律部门审核）。项目团队可以根据特定需求，利用平台准备一份合同草案。例如，重要电信运营商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要设计复杂的合同，以管理重大风险；而简单安装路由器网络的项目，则可以使用简单协议。随着平台专业水平的提升，项目团队只在碰到需要特别专业知识时，才让职能部门介入处理。通过这种方式，任务可以更快完成，而且离客户最近的人员可以更灵活地调整最终效果。

与之类似，和制造普适产品的工厂不同，项目团队利用供应链平台去申请特定的设备组合，以满足不同来源的客户需求。如果某组件或子模块需要改造，项目团队中的设计人员可以制定相关规范，与负责制造的同事积极交流，以高效完成设计及制造。客户需求变化时，产品也会随之变化。

由于以客户为中心的项目团队可以自由使用平台，获得支持服务，而不用单独设立职能部门，华为因此才能发展成为流动性极强的企业。不过，应该承认的是，随着华为拓展新客户群以及新地区，平台中的流程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操作变得过度复杂。最多的时候，平台上包括17项核心流程和1万多个子程序。华为已开始大规模简化流程，剔除不必要的流程并简化支持流程，这项简化管理的重大举措预计在未来几年还会持续推进。



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持续轮岗

许多公司都会安排新员工在不同的工作和部门轮岗，目的是帮助员工广泛积累经验，为未来的晋升做准备。然而在华为，中高层管理者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轮换；甚至包括首席执行官（CEO）也是如此。

华为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轮流担任不同领域的工作，至少三年一次。有时更频繁：我们采访的一位高管24年里曾从事17个不同的工作。轮岗还包括在不同地区工作，拥有在海外工作的丰富经验对升职非常重要。随着华为越发重视项目，管理人员必须深入参与项目的每个步骤，从寻求机会到最终落实都要熟悉，之后才可能有机会晋升到高层职位。轮岗是强制性的，个人无权选择下一个岗位；每个人的工作都靠重新分配。之前我们就提过“少将”可能被派往项目组担任“连长”，所以在华为的轮岗系统里，非常高层的管理者可能垂直（向下）任命，也可能同级调动。

即便是CEO也要轮岗。2004年，华为确定了7名高管层成员，轮流担任首席运营官（COO）6个月。华为发现此举在促进组织变革和增强灵活性方面非常有效，于是在2012年将该制度扩展至CEO的职位。高管团队7名成员中的3名轮流担任半年CEO，目的是防止公司内观念僵化，避免个人崇拜，建立自我纠错机制，确保CEO制定的战略和方向不断受到挑战和重新评估。对于多数企业的高管来说，这种多层轮岗制度听起来颇有颠覆意味。高管轮岗的确有其缺点和取舍；不过华为认为，该制度在打造超级流动性组织方面，推动作用远超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5方面。


1.通过中层和高管的轮岗，可以消除建设企业帝国时常见的组织僵化问题。
 通过轮岗，高管在内部建立小地盘的难度大大加强。如果高管心里清楚，手头上的工作不久就要转交给别人，那么他/她在某个部门或子公司积攒资源和权力的动力就会降低。华为所有高管都经历过不同领域和职责，这意味着对于他们正在打交道的业务部门，很可能曾经 “历练过”；这也意味着他们更加了解不同部门可能提供的更大价值、面临的压力和取舍，因而会在整个组织内实现更强的团队合作。


2.避免讨好老板。
 这在中国尤为重要，因为儒家文化倾向于尊重年龄和资历，下属难免会讨好上司。事实上，类似行为并不局限于中国，在许多国家的社会和公司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然而对华为的项目负责人来说，拍老板马屁毫无意义，因为你很清楚再过一两年他就会离开目前的职位，转岗到下一处。薪酬和晋升前景并不取决于老板喜不喜欢，只看项目有没有帮助客户赢利。


3.培养管理者，让他们比较轻松地获得高管资历中需要的“多种职责”。
 升至高层后，华为的管理者不再是干了一辈子的“研发”“财务”或“营销”人员，而是多面手。


4.有助于促进创新。
 随着中层和高管轮岗，每项工作都可以从新角度审视。这是华为组织灵活流动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5.由于管理者知道三年之后很可能轮岗，若有新想法就得抓紧时间实施。
 这当然会影响到长期战略思考与长期投资，但身处华为面临的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速度是关键。在工作的可延续性方面，激励快速行动的措施，将鼓励新任管理者在前任工作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优势和能力，而不是推倒重来。



超级流动的企业文化

如上所述，华为组织的关键要素包括：向一线充分授权，项目团队作为核心组织原则，自由流动的全球人力资源库，通过灵活的职能平台提供支持服务，以及中高层管理人员不断轮岗；这些举措都在华为以变革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指导下，打造出超级流动的企业文化。这种极其注重变革的企业文化的形成可追溯到1996年，当时华为成立不到10年。那一年，公司要求最强大也最有影响力的营销和销售部门全体辞职，然后根据实际条件和业绩评估重新聘用，这项规模宏大的管理变革涉及1000多名员工。这一举动显然打破了已经扎根并开始影响组织活力的公司政治和权力争斗。这项影响深远的变革让华为发出明确信息，即个人和企业的成功，来源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及时在资源和个人能力之间形成动态契合，这也预示着华为管理层轮岗制度的启动。

但这样的文化很难如愿维持。因为每个员工都有员工编号，按照加入的时间排序，每个人的资历一眼就能看出。加之儒家文化对年龄和资历的尊重，自然而然地导致内部出现了势力强大的“贵族”，他们忙着在本地搭建自己的帝国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增加灵活性和客户满意度。于是，任正非启动第二次大规模辞职。这一次，7000名员工被迫根据个人条件和业绩重新申请工作岗位，而不能靠资历。另外，旧的员工编号作废，每个人的资历就无法通过工号而显示出来。

为了强化这一变革举措，任正非呼吁员工忘记公司历史，着眼于未来努力前进，即便这样做有可能影响短期的利润。为进一步强化这个理念，任正非创立了两本企业内刊——《华为人》和《管理优化》，前者主要关注华为的创新、管理重点和新的管理思想；后者主要记录华为的错误、问题和局限性，通常以案例形式介绍华为遇到哪些问题。华为还有一个“心声社区”的内部在线论坛，向所有员工开放。在社区中发言非常安全，员工都可以匿名，自由批评华为的政策、管理层甚至点名高管。任正非经常在论坛上发帖子，还会浏览每日简报。论坛非常热闹，可能是企业界最透明，也最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平台。华为员工并不害怕变化会影响安全感，只担心自己调整不够快，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每三至五年华为就会进行比较大的变革，而其基础是公司已建立起强大的、以变革为导向的文化。



21世纪企业发展的激进蓝图

华为打造超级流动性组织的秘诀，就是保持激进。华为颠覆了传统的观点，通过将各项举措结合到自我强化的系统中，成为体量庞大又能迅速变化、高度灵活的机体。华为定期拆解和重组自身，每一轮“自毁”更新之后，华为变得更强大。从这个意义上，华为体现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通过不断创新，促进人才、知识和资源的快速流动，华为的模式远远超过“学习型组织”或“敏捷型公司”。

然而，华为追求超级流动性也并非没有潜在问题。华为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边界的重要性，因为边界可以帮助不同部门培养身份认同感，并提升忠诚度。超级流动性还可能会妨碍企业“留存记忆”，即妨碍通过不断学习形成常规，而这些常规往往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个人行为的参考框架。如果缺乏这些基本要素，组织可能变得低效，特别是在许多公司面临当今混乱复杂和高度竞争的环境时。事实上，面对不确定性的增加，这些帮助个人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组织参考系统可能比以往更为重要。

目前，华为实现了超级流动，但没有完全取消组织的身份、界限和惯例。因为华为也明白这些是现代企业迅速有效经营的关键。华为面临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如何继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超级流动组织变化频次高且速度快，需要年轻充满活力的员工队伍。到目前为止，华为一直依靠中国庞大的年轻人才优势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据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将迅速老龄化，人口红利会逐渐消失。而且随着华为在全球迅速扩张，越发依靠海外员工推动未来发展。目前华为有超过4万名的外籍员工，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员工，与中国年轻人相比，在价值体系、职业道德和追求上差异相当大。高强度的工作文化是外籍员工离职的常见原因。超级流动性组织应该如何吸引并留住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仍然是尚未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

因此，其他公司若要全盘应用华为的超级流动原则须谨慎行事。不过我们认为，保持超级流动性将变得愈加重要，传统的组织结构和流程调整起来要花数年甚至更久，已无法应对目前的挑战。华为走的非正统之路，无疑会让许多高管感到不安。不过，华为面对的市场，不但变化异常迅速而且竞争极其残酷，并非每家公司都要以如此激进的方式变革。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你们公司的内部组织是否足够灵活，能根据市场节奏而进行同步调整吗？在当今高速变化的环境中，定期重组远远不够。幸运的是，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提供新工具，协助企业变身超级流动组织。企业领导者是时候需要认真地问自己，即使现有的组织变革都能达到既定目标，我们的步伐是否足够大？ 为了在21世纪赢得胜利，领导者可能需要更大胆地向超级流动组织迈进。



[image: ]



彼得·J·威廉姆森
 是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Judge Business School）国际商务系教授。吴晓波
 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管理学院创新和战略系主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尹一丁
 是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营销系高级讲师。





特写 Feature



企业如何管理

21世纪政治风险

MANAGING 21ST-CENTURY POLITIC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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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威胁变得复杂，但应对方法并没那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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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加芙列拉·考珀思韦特（Gabriela Cowperthwaite）看到一则改变她人生的新闻。新闻里说，奥兰多海洋世界（SeaWorld）的一头虎鲸在演出中杀死了一名训练师。住在洛杉矶的考珀思韦特是电影导演，喜欢带自家的双胞胎去圣地亚哥海洋世界看虎鲸。看过这则新闻之后，她用两年时间拍摄了一部调查性质的纪录片《黑鲸》（Blackfish），讲述主题公园对待虎鲸的方式如何对虎鲸及其训练师双方造成伤害。这部制片成本仅7.6万美元的纪录片迅速蹿红，引起知名人士及动物保护组织关注。海洋世界受到社会公众施加的压力，企业撤销赞助，监管者开始调查公园的安全保护措施，立法者提议禁止监禁饲养虎鲸。《黑鲸》发行18个月后，海洋世界股价暴跌60%，CEO吉姆·艾奇逊（Jim Atchison）宣布辞职。到2018年，海洋世界股价仍未恢复——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名女性读了一则关于虎鲸的报道，拍了一部小成本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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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问题


挑战


过去的政治风险相对容易理解，多半涉及被没收外国资产，然而现在的政治风险越来越多地由其他因素造成：路人用手机拍视频、地方政府官员颁布法令、恐怖分子制造汽车炸弹袭击事件，等等。




原因


首先，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竞争状态结束，地缘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其次，供应链变得更长、更精益，让公司更容易受到遥远地方动乱的影响。最后，新的技术使得社会行动主义不再是社会活动家的专利，路人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可能在网络上疯传，对公司产生严重影响。




解决方案


擅长风险管理的组织具备四项核心能力：理解风险、分析风险、减轻风险、做出回应。本文提供一些问题，可以帮助高管认识到组织在每一项的不足，提升预先做好准备应对风险的能力，尽可能地减小其影响。





以前的政治风险相对容易理解，多半牵涉到统治者出于内政原因攫取外国资产，比如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如今会侵占财产的领导者比过去少得多了。而且，虽然商业环境的主要决定因素依旧是国家政府，但现在许多国内外政治风险是其他各方造成的：使用智能手机的个人、发布市政法令的地方政府、制造汽车爆炸案的恐怖分子、负责国际制裁的联合国官员……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会飞快地影响全世界的商业。越南对中国的抗议，导致美国服装市场缺货。叙利亚内战导致了欧洲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冲击旅游业。当今世界充斥着新的政治风险。

于公司而言，21世纪的政治风险本质上是政治活动对公司业务产生大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这个概念其实比较新鲜。我们说“政治活动”而非“政府行为”，强调在国家首都、军队驻地和政党总部所在地等常见的风险地点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今影响商业的政治活动几乎无处不在——家庭、街道乃至云端；聊天室、宿舍、会议室；街上的小酒吧，高端峰会的补充报道。公司若想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妥善处理越来越多的全球政治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

21世纪的许多政治风险，分开考虑似乎都是小概率事件。美国人被外国恐怖分子杀害的概率约为1/45000，远低于中暑和被食物噎住的致死率。社会行动主义的纪录片多半不会像《黑鲸》一样引起轰动。然而这些风险累积起来，就变得非常可观，且容易被低估。某一项政治风险立刻对某公司在某个城市的业务产生影响，这个概率很低，可是世界某处发生的某些政治风险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对商业产生严重影响的概率高得惊人。一连串小概率事件加起来，总的发生率其实并不低。

所幸，虽然政治风险变得更加复杂，但应对之法仍然简单易懂。组织做好基础工作，就可以走在前面。我们根据现有的优秀应对方法，总结我们做过的领导力实验和研究，得出组织危机管理的四大核心能力，并提供一系列问题帮助高管发现组织能力的欠缺，更好地应对这个全球不安全（global insecurity）愈演愈烈的时代。




政治风险的十种类型

下表总结了当代公司可能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类型。我们对政治风险的定义，不只是政府行动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还包括更多的人和组织的政治行动产生的影响。不过，我们选择不包含气候变化和纯粹的经济风险。气候变化是一项重大的全球挑战，但我们认为它更像是增加风险的因素，而非独立的一类风险。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社会行动、新法规颁布、内战和州际冲突等下表列出的多种政治行动。不讨论经济风险则是因为多数公司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考察各个市场的通货膨胀、劳动力市场、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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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政治风险的指导性问题

要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需要四种核心能力：理解风险、分析风险、减轻风险和对危机做出回应。每项能力都有三个问题，可以帮助管理者寻找不足和改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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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背后的新力量

当前改变政治风险局势的有三大趋势：冷战结束后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供应链创新以及科技革命。


政治。
 当今公司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超级大国对抗，在敌友之间划出相对清晰的界限，贸易政治和安全政治也划分得非常清楚。当时大半个世界分属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和苏联集团计划经济体，军备控制条约与苏联有关，但全球贸易谈判不受影响。今日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各国势力此消彼长，有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还有恐怖组织、网络罪犯等非国家行为体。安全不只关乎安全本身，国际经济议题往往与安全政策及政治密切相关。

康迪（康多莉扎·赖斯）担任国务卿时曾不安地看到，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ubai Ports World），这家阿联酋政府所有的获过奖的港口管理公司，在某次引发公众不满后被迫将其美国航运业务移交给一家美国公司。虽然阿联酋是美国坚定的同盟，而且经过美国政府全面审查没有发现安全隐患，但美国人在911事件后一听到“阿拉伯”和“港口”这些字眼，就足够让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在美国站不住脚——就算是全世界最能体现市场机制的美国也不例外。


供应链。
 供应链效率逐步提升，逐渐为公司解锁巨大的价值。现在即使是非常小的公司，也可以利用较低的离岸人工成本、运输成本以及更好的库存管理。然而供应链革命有一个缺点：全球供应链变得更长、更加精益，公司更容易受到远方动乱的影响。

公司为了提高利润、定制化和速度，向海外拓展供应关系，产品及服务的提供受到政治活动影响的概率随之提升。在2014年，越南认为中国将一个离岸石油钻井平台移到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其国内爆发了抗议。全球最大的服装及玩具提供商之一利丰公司（Li & Fung）的供应商被迫关闭越南工厂一周，耽误了向美国发货。东南亚领海争议迅速导致美国几个城市的商店缺货。


技术。
 社交媒体、手机和互联网也在改变21世纪的政治环境。全世界48%的地方都被网络覆盖。据预计，2020年全世界拥有手机的人将多于能够使用自来水和电力的人。技术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让志趣相投、相隔遥远的人得以更容易地为一项事业集结起来。此外，社会行动主义也不再是社会活动家的专利。在超链接时代，路人用手机拍摄视频传上网，就有可能传遍世界。2017年4月9日，美国联合航空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航班座位超售，公司决定请四位乘客下飞机，其中一位名叫戴维·道（David Dao）的乘客拒绝离开飞机。其他乘客拍下了他被暴力拖走的视频，上传到Twitter和Facebook。两天后美联航股票损失2.55亿美元的股东利益，分析员开始担心该事件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中国社交网络上的评论者认为公司歧视亚洲人。



政治风险框架

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司如何妥善应对政治风险？一些公司聘请顾问在需要时提供分析和建议，还有一些公司主要依赖内部部门，更多的公司则是两种方法混用。虽然不存在普适性的模型，不过我们制定了一套框架，宽泛可供多数公司参考，且就具体行动提供意见。这个框架关注四种能力：理解风险、分析风险、减轻无法消除的风险，以及通过回应实现高效危机管理和持续学习的能力。

框架每一步都提供三个指导性的问题，任何组织的任何人都可以参照这些问题，确定最重要的议题。



第一步：理解风险

组织政治风险偏好如何？

公司与个人一样，应对风险的方式不同。影响风险偏好的因素包括重大投资的时限、另类投资的有效性、退出投资的难易程度，以及消费者可见性。例如，油气等采掘工业公司，承担着在遥远国家的长期投资，这些国家许多处在独裁政权统治下，容易发生动乱，而且公司关键资产无法轻易转移，因此油气公司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与之相比，连锁酒店、主题公园等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则对名誉损失非常敏感，风险偏好通常较低。



组织内部对风险偏好有共识吗？

好的公司能够确保上至董事会、下至销售人员，每个人都关心政治风险。当然，并不是组织中每个人的看法都相同：律师和会计对风险的态度，与销售和产品开发人员不尽相同，这样的差异必须加以分类解决。迪士尼的共识是“米老鼠惹不上是非”，本质上将政治风险偏好设置在接近零的水平。

2006年，乐高集团打造战略风险管理能力，以期统一公司上下对风险的观点。这项工作由工程师汉斯·拉索埃（Hans Læssøe）主持，他在乐高工作了25年，自称是乐高的“职业偏执狂”。拉索埃建立了一整套对新管理者进行风险相关培训的流程，让每一位重要的业务领导者包括董事都参与制定风险偏好，进行风险识别，并将风险评估及缓解措施整合进商业计划。拉索埃的团队甚至制定了一个“风险净利润”的指标，供管理层和董事会评估公司每年承担的风险。



如何减少盲点？

减少盲点需要发挥想象力。一位主要投资者告诉我们，“最大的错误是相信未来与现在相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公司培训所有员工反复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我们做错了该怎么办？情境规划、模拟作战演习等方法也可以帮助公司发现潜在的风险。方法虽多，目标却只有一个：培养创造性思维，防止群体思维。



第二步：分析风险

如何充分收集有关当下面临的政治风险信息？

要进行分析，必须充分收集信息，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公司有时会忽略这一点。2001年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传奇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尝试收购霍尼韦尔国际公司（Honeywell International），通过美国司法部审查之后，韦尔奇以为欧盟很快也会批准，事实却并非如此。欧洲监管者对反垄断问题的看法与美国方面不同，重视合并对竞争者（而非消费者）的潜在影响。虽然欧洲监管者此前从未真正驳回过大的美国收购，但波音和麦道公司的合并险些泡汤只不过是四年前的事。然而韦尔奇和霍尼韦尔CEO迈克尔·邦西格诺（Michael Bonsignore）急于完成合并，据说从未向布鲁塞尔的欧洲反垄断律师咨询意见。合并宣告失败时，韦尔奇表示：“多大年纪都能碰到让你吃惊的事。”



如何确保精确的分析？

伟大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说过，分析是我们尝试不欺骗自己的方式。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但好的风险分析可以质疑有关未来的预设和思维模式，让组织更好地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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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用的分析方法是，详细列出最有价值的资产和最容易受影响的资产。这两个列表重合越多，公司面临的政治风险就越高。前文提到的海洋世界受到抵制影响极大，是因为训练虎鲸对于公司品牌而言非常重要。

要将易受影响的程度精确量化是不可能的，但管理者仍然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从红队（red teams，设想相反角色或观点）到蒙特卡罗计算机模拟（Monte Carlo，估计成果的范围和可能性），有很多方法可供选择，其目的是设法理解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和可能性，减少“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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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司没有对未遂事故予以足够重视。





联邦快递（FedEx）是高效风险管理的典范。该公司曾表示，“我们无法预测下次欧洲货车司机罢工具体是因为什么，但我们知道某一时刻会发生运送延迟，一旦真的发生，立刻启动后备方案。”万豪国际（Marriott International）所有酒店配有五级颜色编码的安全警报系统，不断评估每家酒店的安全等级。万豪风险团队并不确定下一次恐怖分子会在何时袭击何地。这套安全系统通知酒店管理者注意可能带来威胁的形势变化，为不同的威胁等级指派不同的具体任务，确保每位员工都遵守规定、知道该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由此增强预见性，增加安全性。



如何将政治风险分析与商业决策整合在一起？

2016年麦肯锡一项全球调查发现，只有1/4的高管将风险分析整合进正式流程。多数公司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方法，仅仅是在事件发生时再进行分析。乐高有一套更好的做法名叫“注意机会”（boat spotting），留意潜在的风险和机遇，避免“错失良机”。乐高尝试过许多风险评估法，包括分析谷歌的搜索趋势数据和情境规划，但也明白目的比方法更重要：只要管理者运用任意一种细致的政治风险分析来为投资辩护，决策质量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第三步：减轻风险

如何减轻已经发现的政治风险对本组织产生的影响？

有三个战略几乎是万能的：分散关键资产（俗话说，不要把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让供应链具备快速应对能力并留出备用空间，与行业中其他伙伴合作共享政治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也许常被忽略的最后一种方法，在酒店行业已经得到应用。2005年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约旦首都安曼同时袭击了凯悦（Hyatt）、丽笙（Radisson）和戴斯酒店（Days Inn），爆炸发生后，万豪全球安全与保障副总裁艾伦·欧洛布（Alan Orlob）同竞争对手一起组建了酒店安全工作组，分享信息和最佳应对方案，还得到了美国国务院海外安全顾问委员会（Overseas Security Advisory Council）的赞助。



我们有没有好的体系和团队，能够及时发出警报并采取行动？

能够妥善应对政治风险的公司，不会坐等政府咨询和行业季度报告。为了更好地把握实时状态，它们设立了高效的预警系统，不断收集大量信息，还拟定了针对具体情况的响应方案，说明由何人采取何种措施。这种做法是为了减少仓促决定的情况。

站在应对全球政治风险一线的公司，通常在内部设有威胁评估部门，聘请前情报人员和执法人员，跟踪政治局势发展。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的威胁评估团队负责人曾在FBI供职25年。万豪的欧洛布在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工作了24年。雪佛龙的全球风险专家团队，八个人在政府安全服务机构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92年。这一类在安全方面表现出色的公司明白，建立一支团队用于防范风险、建立预警系统，意义十分重大。



发生不测时如何减少损失？

管理者可以在危机扩散之前提早采取行动，尽可能减少损失。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危机中至关重要，但建立这种关系需要投入时间。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常把好的外交比作园艺——必须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才能请求对方为你出力。商业方面也是同样。




影响商业的五次全球冲击

我们时常看见一些重大事件几乎影响了全球经济中的每个人。这样的“外源冲击”（exogenous shock）通常无法预测，不过，具备政治风险管理能力的组织可以防御其影响。冷战结束后，有五次这样的冲击影响了政治世界，也延伸到商业世界。

最严重的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说明美国不仅受大国威胁，也受到弱势的无管制地区威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的开始，其后大国只重视其他大国的威胁，然而911之后就不再是这样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第二次冲击，政府以财政紧缩和制定新法规的方式加大干预力度。金融危机还让人们意识到全球经济如何影响个人生活，民粹主义反弹。有人因为全球金融体系变化而失去了住宅，国际经济就变成了个人的经济。

第三，阿拉伯之春及其后中东地区的动乱，让这一地区的政府和商业面临的压力增加，也引发了对目前国家体系能否在中东地区延续的怀疑。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在奥斯曼帝国终结时为沙特阿拉伯、也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海湾国家等划定的国界，穿过了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聚集区。叙利亚内战使得复杂程度升级，让近600万人流离失所，立即给邻近其他国家增加了压力。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会长期持续，让人强烈地感觉到，欧盟不再保护其领地及公民免受中东地区危机的影响。

第四次冲击，我们叫作“大国行为不当”（great powers behaving badly）。某些国家政府越来越武断，重新引发彼此之间长期的领土争端。

最后，本土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重新抬头。全球化令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创造出数百万财富，也产生了失败者——缺乏技能无法在现代经济中竞争的人，还有一些人会觉得，为美国客户服务的印度客服中心并不是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而是象征着一种对自己的威胁。2016年英国脱欧投票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这是美国第一次选出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总统），部分原因正是这一类对全球化的反应。这说明美国大选的候选人，特朗普、桑德斯乃至前国务卿克林顿，都无法抵御自由贸易。

以上五大事件冲击国际秩序，影响各国间以及各国内部的权力动态，且波及各个市场。





第四步：回应风险

能否从“未遂事故”中学习？

组织都想从错误中学习。不过，一些事件原本可能招致更坏的结果却侥幸没有，这种情况也值得学习，却被许多公司忽视了。人们倾向于把侥幸脱险的情况归因于系统的弹性，然而系统很脆弱，类似情况下一次可能就无法幸免。领导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纠正。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故发生前，飞机上的O型环密封圈已经发生腐蚀，但从未完全失效，因此NASA管理者误以为它不会失效。



能否有效化解危机？

好的危机管理可以总结为五步：评估情况，派出响应团队，以价值观为主导，讲述缘由（要诚恳！），不要煽风点火。危机往往牵涉多方——消费者、投资者、记者、社会活动者、民选官员、联邦监管者以及执法人员等等。多方之间相互影响，产生新的风险，导致情况恶化。妥善处理利益相关各方之间的动态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康迪担任总统乔治·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不久后，一架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发生冲突。中方飞行员死亡，美方飞机在中国紧急迫降，机组人员被拘留，双方政府就释放条件展开协商。布什总统的目的很明确：机组人员必须释放，美方不会为此道歉，与中国的关系需要维持。双方都不希望使局势更加紧张，但协商面向多方，因此变得复杂。美国政府不可能限制中国只听一部分，让美国国会听另一部分。康迪当时负责危机应对小组，每天会面两次，谨慎回应事故。他们的工作包括制定一套沟通策略，既能表现出政府在处理问题，又要避免加剧紧张气氛。最后机组人员被释放，中方收到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的信，信中为中方飞行员表示遗憾，并未为事故本身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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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政治风险：如何应对全球不安全局面》（Political Risk:How Businesses andOrganizations CanAnticipate Global Insecurity，Twelve出版社，2018年出版）。





是否建立了持续学习的机制？

最佳危机响应机制，可以建立起反馈循环，在灾难来袭前学习，降低危机发生的几率，并在危机来临时更好地响应。很少有公司能做好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在持续学习方面做得最好的组织是一流橄榄球队，这个事实或许令人吃惊。橄榄球比赛中会有很多失误，而且胜败分明。杰出的教练从失败中学习，也从胜利中学习，分析每一场比赛。他们观看比赛录像，进行中场调整，变更首发阵容，都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发挥得更好。

吉姆·哈博（Jim Harbaugh）曾指导斯坦福大学和旧金山49人队，现在在密歇根大学担任教练，他能在短短几个赛季内让处于劣势的球队获胜。他喜欢说：“你们会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差，不会保持不变。”在商业世界里，持续学习机制必须用脑且用心：评估什么应该继续做下去、什么应该停止以及要增加什么，用鼓舞人心的方式吸引其他人加入。



风险管理实例：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应对海地危机

善于应对风险的公司，可以证明理解潜在政治风险、预先做好准备的价值。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10年1月12日，海地发生7.0级地震，据估计有20万人丧生。三天后，皇家加勒比一艘名叫海洋独立号（Independence of the Seas）的游轮停靠在海地拉巴地（Labadee）港口，带来3000名游客在一片私人海滩玩乐，距离受灾严重的首都太子港仅137公里。公众对此反应激烈。《纽约邮报》头版惊呼“食尸鬼船”，指出附近的灾民忍受着恶劣条件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而游客却在海边饮酒冲浪。

皇家加勒比面临的政治危机，与海洋世界在《黑鲸》之后受到的抵制不相上下。不过，这一次的风头很快转向了对其有利的言论，称皇家加勒比其实是应海地政府请求前来，送来了当地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之后不久，Cruise Critic网站开展的调查显示，4700位参与者中2/3认同皇家加勒比的游轮当时按照原计划前往拉巴地的决定。

皇家加勒比能够妥善应对这次危机，远远不止是因为精心设计的发言重点和危机中的公关工作（当然，这些因素发挥了作用）。该公司早在地震事件几年以前就开始重视政治风险管理，而且在海地建立起了强大的应对人为政治风险的能力，在自然灾害来袭时也能以充分的准备去应对。

皇家加勒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海地开展业务，当时海地饱受政治暴力蹂躏，动荡不安，充斥着腐败和贫穷。进入这个国家的第一步，是在交通不便（所以清静）的拉巴地找一个港口。第二步，皇家加勒比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比如为当地商贩提供场地，向船上下来的旅客出售商品，为当地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公司还按照旅客数目向当地政府交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与海地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智囊团及联合国组织发展关系。

因此，2010年发生地震时，皇家加勒比已经对当地有了深厚的了解，建立了坚实的信赖和关系可供利用。公司高管咨询政府官员，采纳他们的意见，照原定计划停泊在拉巴地，还捐款100万美元用于救灾，购买运送赈灾物资，将海地观光所得收入全部捐出，并宣布与知名慈善组织合作，提供其他援助。皇家加勒比遭到媒体抨击时，独立的支持者和专业人士（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发声为其辩护。海地联合国特使提供了公司新闻稿，支持皇家加勒比游船继续在本岛停靠。

皇家加勒比并不是在发生地震时才突然开始管理政治风险，也没有在媒体抨击平息后立刻停止活动。地震发生六个月后，公司宣布在海地兴建一所学校，并与其他三家公司开展战略合作，提供建筑材料用于住房和关键基础设施，还开通了“志愿旅行”（voluntourism）项目，供游客在海地参与社区服务工作。

公司在海地依然面临政治风险：2016年，海地总统选举推迟，发生抵制观光的动乱，皇家加勒比不得不暂时更改航线。不过多亏了高效的风险管理，这30多年里海地已经被证明是对公司而言有价值的目的地。

如若未能妥善应对，皇家加勒比的声誉危机很可能转向另一个方向。公司从一开始就深知在海地面临的政治风险，开展分析，并在开通航线之前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最终，皇家加勒比的应对方案在高层清晰的指导下执行得很到位。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阿达姆·戈尔茨坦（Adam Goldstein）为危机应对染上了人性的色彩，在个人博客上发布各种内容，从公司如何决策到每天的会议记录、对媒体报道的回应，以及救灾物资的照片。公司发言人传达的信息保持一致，表达同情和帮助海地灾后重建的决心。经历过地震袭击后，皇家加勒比在政治风险管理方面的努力全都得到了回报。




数年以前，
 我们开始在斯坦福大学开政治风险课的时候，未来一些趋势似乎清晰可见。然而这些年以来的政治事件令我们两人感到惊讶。我们可以预料俄罗斯有心收复失地，挑战东欧领土现状，却没有料到俄罗斯会吞并克里米亚。我们料到欧盟会面临压力，却没有料到英国退出欧盟。谁能想到特朗普会当选成为美国总统？谁能想到菲律宾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掌权，从西方倒向中国？

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历史的走向，但管理政治风险不一定全靠猜测。要为未来的风险做准备，不必知道风险具体会从何处来。世界级运动员通过训练提升能力，我们希望公司高管也可以利用这套框架，锻炼政治风险管理能力。

归根结底，最高效的组织有三大共同点：重视政治风险，怀着谦卑之心有体系地应对政治风险，高层管理者参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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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多莉扎·赖斯
 是斯坦福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于2001年至2005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2005年至2009年担任第66任国务卿。艾米·泽加特
 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联席负责人兼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在麦肯锡担任管理咨询顾问。





特写 Feature



“企业存在之意义，

是回馈社会

以价值”

“BUSINESSES EXIST TO DELIVER VALUE TO SOCIETY.”

对话默克（Merck）CEO肯尼斯·弗雷泽（Kenenth Frazier）

殷阿笛（Adi Ignatius） | 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李源 | 编辑




肯尼斯·弗雷泽的故事与典型CEO的成长轨迹大相径庭。他在费城老城区的贫民窟长大，读书时主攻法律专业。他还是《财富》500强公司中，少数几位非裔美国CEO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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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当然已排除万难。担任默克的法律总顾问时，他曾负责对召回止痛药万络（Vioxx）诉讼案的辩护。他于2011年成为默克CEO后，维持公司稳定运营，因此获得业界赞许——这在一个风云万变的行业中实属不易。他再次确立了研发在公司的核心地位，并监督开发了市场看好的新药品，如抗癌药健栓得（Keytruda）。

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白人种族主义游行。该集会随后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名反示威者遭到杀害，而特朗普总统对此事件的评论似乎在声援白人至上主义者。于是弗雷泽不再保持沉默，并瞬间成为全国焦点人物。他发表声明，称他有责任“反对偏狭行为和极端主义”，并辞去了他在美国制造业委员会的职务。受弗雷泽离职一事影响，其他委员也相继辞职，特朗普只好将这个重要的商业顾问委员会解散。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造访默克位于新泽西州凯尼尔沃思镇的总部，该地离曼哈顿有45分钟的车程。我们与今年63岁的弗雷泽探讨了制药企业未来发展、职场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关系问题，以及他挑战特朗普那段经历。以下是本次讨论节选。







HBR：
 你连续七年领导一家《财富》500强公司，却在决定退出特朗普总统的商业顾问委员会后，得到了最多关注。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是否会做出不同决定？



弗雷泽：
 当我看到夏洛茨维尔市发生的一切，并听到相关评论时，我深刻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行动，就是在支持本次暴乱和相关言论。我请董事会支持我，因为我希望自己的发言不仅代表个人观点，也符合公司价值观。我没想到此番行动引起的连锁反应。但我依然会坚持这个决定。




HBR：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发一条推特表示不满。这对你或默克的业务有什么影响吗？



弗雷泽：
 我觉得默克并未受到牵连，公司依然与华盛顿方面就重要议题进行密切沟通。老实说，我的日常工作并未受到影响。总统在这一问题上有他的想法，我也有自己的感受和信仰。




HBR：经历过这一事件后，你对其他可能加入社会或政治讨论的CEO有什么建议？



弗雷泽：
 我认为，CEO最好不要卷入政治风波，对我和其他人来说都如此。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我不认为本次事件属于政治议题。这是关乎我们国家基本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渴望成为一个集理智、包容、自由，最好还是开明的集体。我们的外表并不相同。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但我们共享那些令美国独一无二的理想。




HBR：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企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称，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这个观点对吗？



弗雷泽：
 尽管企业领导者的基本职责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但我认为，企业存在之意义，是回馈社会以价值。默克经营126年了，个体股东更换无数次。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主要目标是，提供极具医学价值的疫苗和药品，改变人类生存境遇。我们创造的收入和股东价值，不能和为患者及社会创造的价值相提并论。




HBR：你如何在短期压力和长期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弗雷泽：
 有些股东群体，包括部分投资者经常逼迫我们关注短期利益。但如果我的选择仅仅是将短期收入最大化，或建立基业长青的公司，那其实并不困难。我必须确保公司能够可持续发展，为所有利益相关人（包括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HBR：短期成果较容易评估，特别在以股价为标准的情况下。但你如何知道现在做的事是否有益于未来呢？



弗雷泽：
 制药行业的产品研发生命周期非常长。我们平均要用12年到15年时间，才能将新药品推入市场。我们的财务模式基于仅20年有效的专利权，过了专利权期限，我们就失去了独家使用权。因此我们要不停推出这样能驱动短期价值的产品，否则公司就会被市场淘汰。所以我的工作是，确保我们的决策不仅针对短期业绩，否则我们会提前提取未来的价值，最终将铸成大错。




HBR：你们抗癌药健栓得最近在实验中被评定为有效。这样的报告对默克来说意味着什么？



弗雷泽：
 这就说到了短期还是长期话题的重点。我们去年发布公司收入时曾表明，公司决定延长这项研究来调查癌症患者总体生存率，但市场反应很消极。我们的股价大幅下跌，因为有人以为，我们给了竞争对手追赶上我们的机会。但我们觉得，如果我们需要更多时间证明该药品重要性，那就无所谓了。我们从长期角度看问题。现在最新评定结果出来后，市场反应也变积极了。这说明什么？为了目标坚持下去。坚持长期主义，不要听从华尔街对短期业绩的要求。




HBR：默克的另一药品，即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新药Verubecestat，对有些患者来说效果并不理想，至少现在如此。你从中学到了什么经验？



弗雷泽：
 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失败稀松平常。我们委托的多数项目都以失败告终。但我们所做的每个研究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让科学和社会向解决方案一步步靠近。我认为，我们现在对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研究大有希望。另外我发现，该领域中约400个研究，都没找到能够减缓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患病过程的药剂。




HBR：如果我们在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方面找不到突破，医学系统还能跟上吗？逐渐衰老且备受该病困扰的婴儿潮一代会否压垮美国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Medicare）系统？



弗雷泽：
 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预测，如果我们找不到控制疾病的药剂，到2050年，光美国就要损失1万亿美元。若你活到85岁（多数人都希望如此），你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几率高达50%。我们很可能成为阿尔茨海默氏症之国——患者和医护人员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控制阿尔茨海默氏症在本国人口中蔓延，以及因此导致的医护成本。




HBR：默克在该领域的研究能给我们保持乐观的希望吗？



弗雷泽：
 我从来都不想给别人幻想。但人类遗传学和一些早期数据表明，verubecestat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氏症斑块关键因素的扩散。我们尚不知道，这些斑块是杀死神经元的元凶，还是上游病程的结果，因为上游病程既导致斑块产生也造成神经元死亡。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应在病变哪一阶段介入，才能留下足够神经元，维持认知功能。但这就是你进行实验的原因。




HBR：药品研发过程中最大的创新阻碍是什么？科学、监管，还是研发成本？



弗雷泽：
 我觉得，主要因素是我们对人体和人类生物学缺乏足够的了解。人们谈论人类基因组排序的重要性，强调我们正在获得更多遗传学洞见。但正如我们的研究主管罗杰·佩尔穆特（Roger Perlmutter）所讲，我们真正获得的只是份“零件清单”。我们不知道这些零件是如何组合起来，维持人体正常运作的。我们正在多个疾病领域中研究这一问题。




HBR：你的公司似乎正从化学制药向新领域演进，比如遗传学和计算生物学。



弗雷泽：
 的确如此。默克最初主营化学和疫苗。现在我们还进入了生物制品领域。人类遗传学对我们的业务有重大影响；计算科学非常重要。我们对固定模式持怀疑态度。我们的工作是顺着科学给我们指明的方向前行，同时利用最有助于我们询问并回答最重要医学问题的工具。




HBR：你们生产的药品挽救了无数生命，但价格似乎过高。默克如何确定救命药品的价格点？



弗雷泽：
 显然方法并不简单。但我们分析的指导原则是：新药品为患者和医疗系统提供什么价值？我们怎样定价，才能达到理想的采用曲线（adoption curve）？换个理解方式是：患者和系统能担负多少？我们试图在双方间取得平衡，最终给股东较高回报，因为他们一直在资助未来药品研发的研究。我们给药品定价时，希望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我们做未来研究的能力，同时确保患者可以有效获取这些药品。




HBR：患者服用一年健栓得（Keytruda），要花费大概15万美元。为何这个定价算是合理呢？



弗雷泽：
 首先，我们讨论的问题攸关生死。对于备受病痛折磨，已经失去希望的人来说，我们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此外，你要考虑到系统不治疗癌症的成本。数据显示，癌症死亡人数减少10%，在经济层面上对社会有巨大正面影响，意义比健栓得的成本大多了。这样看，我们给社会节省了不少钱。再想想制药企业的财务模式吧：这款有效药品的收益正抵销90%以上失败项目的成本。如果我们无法承担失败成本，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HBR：若患者对你们商业模式不感兴趣，只想知道救命药品的购买渠道，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弗雷泽：
 我们深知自己有责任帮助有需要的人，购买到这些救命药品，而我们已经为数千名患者免费提供健栓得了。就价格问题而言，我们销售药品的所有收入不全归默克所有。平均30%的收入流入供应链中其他环节：保险公司、政府、分销商和医院。但你说得对，公众主要关注患者支付的费用。部分原因在于保险金设计不合理。虽然被担保的患者只付大概3%的医疗费，但还要为共同费用（copay）和共同保险（coinsurance）付大概15%的医药费。我们和大型支付组织争取到数目可观的回扣和折扣，但这些很难惠及患者。如果你要支付这么一大笔钱，那么我所说的情况可能会让你不高兴了。




HBR：我们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你从童年学到的知识塑造了你现在的价值观吗？



弗雷泽：
 哈佛商学院的比尔·乔治（Bill George）称，领导力的很大一部分特质由过往生活经历塑造。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费城贫民区。我只有父亲，母亲在我很小时就去世了。我父亲对我很关心，但他不擅长表达情感。我家极其重视教育。如果你成长的环境和我一样，你很小就要确立自己的人生主张，因为来自同辈的影响，你非常可能走上邪道。




HBR：你的教育背景是怎样的？



弗雷泽：
 我很走运，可以乘校车从我住的街区去费城最好的学校读书。费城的社会工程师不仅致力于学校种族融合，还在努力废除种族隔离。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学校招收一些黑人孩子，避免所有学生都是白人。我每天乘坐90分钟的校车去更好的学校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




HBR：每天都要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读书，情感上会不会不适应？



弗雷泽：
 这样说吧，学校所在街区的“性质”确实不一样。当你下车后，你会觉得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有种外乡人的感觉。但就标准化的考试成绩及其他事项而言，我因为去这家学术标准高的学校读书而获益匪浅。




HBR：我们快进到你担任默克CEO这段时间吧。你是极为少数的几位非裔美国CEO之一。



弗雷泽：
 肯·切诺特（Ken Chenault）离开美国运通之后，《财富》500强CEO榜上只剩下三位非裔美国人，还不到总数的1%。




HBR：这也意味着你已是榜样，不管你愿意与否。对有同样追求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弗雷泽：
 我觉得导师极其重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管是担任律师还是默克的CEO，我遇到的导师都给了我很大帮助。我有非常优秀的非裔美国导师，他们了解我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也有白人导师，他们给我很多商业方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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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商业领域中的多样性如何提高？



弗雷泽：
 少数族裔学生的机遇往往较其他学生少，但乘校车去更好的学校读书，帮助我拉近了这一差距。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渠道差距”。如果你是少数族裔或女人，被引进到白人男性主导的工作群体中，就很难和主宰你职业发展的人建立关系。




HBR：是什么阻碍这种关系的有机发展？



弗雷泽：
 很多人都更愿意和长得像自己，而且有共同点的人相处。人们说他们没有种族偏见，但他们会注意到你的外在特征。我一走进门，就被定义为非裔美国男性。这些与生俱来的特征会跟着你进入职场。




HBR：你是美国最精英学府之一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你的意思是，即便有这样的光环，你的职业轨迹依然会和白人同学不一样吗？



弗雷泽：
 当然。作为费城某大型律所的年轻律师，我必须让合作伙伴及客户“容易看懂”我，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了解我的身份或背景。当然这并不公平，但知道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在我的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成功因素。




HBR：“容易看懂”是什么意思？



弗雷泽：
 一方面我不会放弃我的身份，另一方面我必须学会将自己融入到公司社交中。法律行业看重关系。要想成为成功的律师，你不仅要技能突出，还要与他人建立互信关系。如果你让人们感到不自在，就不会建立这种关系。为市政府工作的投行界人士背景非常多元。为什么呢？因为市长都来自不同背景。私人公司没有多少多样性可言。客户背景较单一，而且不要求为他们服务的人来自多种背景。




HBR：成为CEO后你学到了什么？在这一职位上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哪些关键条件？



弗雷泽：
 首先，我之前的经历并未让我充分了解到这份工作的困难程度。你无时无刻都在工作状态。不同股东群体的需求严重冲突。你必须知道你代表哪一群体，因为你在做只有CEO才能决定的艰难抉择时，必须十分清楚什么对公司有利或有害。




HBR：你最需要将时间和精力集中用在哪些方面？其他人能领导哪些业务？


我认为CEO必须关注三大重要事务。第一是制定公司的战略方向。第二是决定如何进行公司的资本配置，才能为社会和股东创造最大长期价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用人得当。CEO还要准备好放弃权力：默克所做最重要决策并不是在我的办公室制定的。




HBR：你对默克战略的最重大贡献是什么？



弗雷泽：
 我开始这份工作时，一些制药企业正在攫走我们的研发资源。默克是以科学和研发为根基的公司，我希望一上任就着手巩固这一基础。我们甚至开始将外包了10年之久的业务重新在内部启动，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些业务对公司长期成功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公司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和科学家的素质。




HBR：你接任时，默克还在万络药品回收和诉讼案后的恢复期。你觉得公司随后需要对文化做出调整吗？



弗雷泽：
 我在万络案中担任法律总顾问。我认为，当年的案件遭到了误解，但我们现在不需要复盘。这样说吧，我觉得文化确实重要，而且改革难度最大。CEO手上最重要的工具是为领导职位配备合适的人才，并确保公司内部激励机制的一致性，从而激励员工向同一个目标努力。领导者的驱动力必须来自目标，而非个人意愿。如果你不相信所在公司的内在价值或社会贡献，又或者你只忙着赚钱，那么你不可能取得长期成功。




HBR：你会像很多CEO一样，认为你们的商业模式正在进行彻底转型吗？



弗雷泽：
 是也不是。这个模式的很多方面都在改变。数字革命对医疗提供方式和融资方式，以及对制药企业与客户互动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我们的模式基本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世界上还有疾病尚未找到有效治疗方案，那么默克式研究就有必要继续开展。




HBR：医疗行业中向结果导向型定价模式转型的趋势，对默克有何影响？



弗雷泽：
 我认为这是件好事。社会对医疗的投资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合理使用这笔资金。我们要把钱用在真正创造价值和有影响力的事上。这就是结果导向性定价的意义所在。




HBR：我们再谈谈市场中其他转型趋势吧。一个是亚马逊进军医疗领域，另一个是安泰保险（Aetna）与CVS合并。你认为这些变动会威胁到你们吗？



弗雷泽：
 就亚马逊的问题而言，只要分销系统能更高效服务于患者，那我们也会受益。若亚马逊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就应加大这种做法的力度。至于安泰与CVS的合并，我认为大型支付公司合并后，买方公司就减少了，而它们也就拥有巨大的定价权。因此我们这一方的公司可能也会出现更多合并。




HBR：你认为你们未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弗雷泽：
 第一，我们希望确保所有员工都能准备好为改革做出调整，即便他们更擅长在现行商业模式下工作。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安于现状，不想做出必要的改革。另一大担忧是，我们是否有下一代领导者。领导者的终极测试是，谁会继承你的衣钵，以及你的继任者是否拥有获得成功必需的天分和专注力。




HBR：你为这一交接做计划了吗？



弗雷泽：
 成功及创新的最大阻碍之一是等级制度，你必须挑战它。领导者必须将权力下放给能够有所作为的人。我很乐意让默克的员工相信，他们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他们不需要向上级寻求答案。




HBR：你想给公司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什么？



弗雷泽：
 我希望人们会说，默克一直以来都利用科学以及由科研成果转化的解决方案，在改变世界，我们的努力对全世界人类和动物健康有重大意义。就这么简单。





特写



企业是个整体

——管理整体论7大原理


陈春花 | 文 李全伟 | 编辑




长期以来，管理强调的是“分工、分权、分利”，但在当今，管理需要的是“整体论”。本文提出了“管理整体论”的7大原理，能够让企业更有远见，更能融入环境，更能与顾客在一起。当拥有整体能力的时候，企业更能焕发出能量以及卓越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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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够真正了解一家企业？当我们坐在商学院的教室里，一大批有着真实管理经验的学生，经由商学院的课程，拓宽了他们认识企业的视野，甚至学习到了有关企业各个领域的知识，这样是否就有新的了解企业的能力呢？答案似乎是明确的：的确拓宽了认识企业的知识；但是另外一个答案也是明确的：无法验证其是否提升了认识企业的能力。为什么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因为管理实践与课程学习并不相同，真实的管理并不等于战略职能，还要加上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信息系统诸如此类的东西。

记得在看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的《管理者而非MBA》一书时，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有个老笑话说MBA三个字代表的是靠分析来管理（management by analysis），不过这根本就不是笑话。”我非常认同明茨伯格这个观点，如果把企业整体分割成一个一个部分，商业变成了各种职能的集合体，甚至把人也固化在一个分工的角色上，这真的可以说是离真实最远的一种理解和设计。

百年管理理论一直是以“分”作为主脉络展开并延伸到现在的，从“分工”到“分权”再到“分利”，这条脉络围绕着如何提升管理效率展开，并取得了明显的绩效结果。我们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发现其取得绩效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分”，而是因为“合”，也就是综合整体，职能协同，系统合一，这也是掌握相同的管理知识，拥有相同的管理结构，为什么会取得不同绩效的根本原因。因为获得绩效的核心关键是：把企业看成一个“整体”，而非分割状态。

综合是管理的真正精髓。无论是我自己的管理实践，还是那些被验证过的管理者的管理实践，都表明一个道理：管理真正的挑战以及真正的魅力是，让企业有远见，融入环境，上下同欲的团队成员，综合的运行系统以及与顾客在一起。当拥有整体能力的时候，企业才焕发出能量以及卓越的绩效。

持续的研究与实践，让我意识到，对于企业现象的阐释应该使用历史学家那种回归当时具体环境的方法，我们要把自己放在最真实的管理环境之中。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在其著作《组织的概念》一书中讨论组织效力时，画了一张图，这张图说明了组织效力研究何以如此复杂。图中列出了60多种不同变量，而事实上也许影响的变量比这个数字还要多，而组织理论学者总是更倾向于一组变量，因为不是这样，研究就无法入手；也因为此，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管理实践者会对管理研究学者说：商学院教授没有用。因为研究的结论总是无法涵盖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

加雷斯·摩根（Gareth Morgan）在他的《组织印象》一书中走了一条特殊的路，他认为比喻和模拟最能帮助我们理解组织，他探究了许多不同的比喻：

• 把组织看作是机器

• 把组织看作是生物体

• 把组织看作是大脑

• 把组织看作是文化

• 把组织看作是政策系统

• 把组织看作是精神上的监狱

• 把组织看作是变迁和改变

• 把组织看作是控制的工具

在他看来，关系到组织的问题，并没有所谓唯一正确的答案。我觉得这个想法令人兴奋，同时也说明，理解组织需要把人放进组织和环境中，而不是割裂来看。

企业是个整体，这是一个最真实的事实，我们需要回归到这个真实之中。因此，我认为管理需要回归到“整体论”上，按照“企业是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理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尽可能地让我们贴近企业的真实情形。下面我以原理的形式将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罗列出来，这些结论须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提出“管理整体论”，是希望通过这些判断，能够建立一个“整体观”，对形成管理者真实而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的框架有所裨益。




原理1：
 经营者的信仰就是创造顾客价值


对企业的定义及理解，必须从顾客端开始，而不是从企业端开始，这是所有管理实践明确证明的结论，就其本质而言，企业为顾客存在。真正影响企业持续成功的主要重心不是公司的战略目标，也不是发展战略和运营管理的流程，而是专注、集中焦点于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力量。

传统的经营思考起始于这样的假设：价值是由企业创造的。通过选择产品和服务，企业自主地决定它所提供的价值。顾客代表着对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样的经营假设，企业需要一种与顾客之间的连接点（销售过程），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从企业的手中交付到顾客手中。企业所做的价值创造是在自己封闭的体系内完成的，价值创造的过程与市场是分离的，这种传统的经营假设，把顾客和企业割裂开来，也就导致了企业无法持续获得顾客而被淘汰。新的经营假设的核心是：价值是由顾客和企业共同创造的，顾客更关注自己的体验，更关注消费过程的价值创造，而不再只是关注拥有产品。

企业需要打破和顾客之间的界限，与顾客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很多新兴企业快速成长的根本原因。新兴企业因为寻找到顾客生活的需求，并有能力以最快捷的方式满足顾客的需求，让企业自身和顾客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并获得了快速的成长。

因此一个能够创造顾客价值的公司应该是基于整个价值链或者价值网思考的公司，一切从顾客开始，为顾客创造价值，由顾客的偏好决定企业的技术和服务所付出的努力，由技术和服务的价值引导资源的投入，最后获得公司的资产和核心能力，这样的企业才会被确认是拥有市场能力并能实现持续成长的企业。管理者必须让全公司上下对于顾客价值的认知保持一致，如果顾客价值认知没有保持一致，就会发现公司损耗非常大。

“顾客价值”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战略思维，是一种准则，这个准则和思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述就是“以顾客为中心”。“以顾客为中心”就是要求，企业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而保持和顾客思维模式的契合，企业只有一个立场，就是顾客的立场。

重要的是：

第一，顾客价值是行为准则，所有做事必须以这个为基准。

第二，顾客价值是一种战略的思维方式。




原理2：
 顾客在哪里，组织的边界就在哪里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企业被完全当作一个“黑箱子”。企业的唯一功能在于按既定的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进行输入与输出之间的转换。在这一假设下，企业的边界主要由生产中的技术因素决定。当企业依据产品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去组织生产时，它所选择的生产规模是最佳的。而这种理论不需要企业是一种组织，也没有注意到企业内众多的组织问题。

企业存在或扩充取决于成本之间的比较：当企业内部的成本高于市场交易的成本时，企业边界（规模）将趋于缩小乃至消失，即市场替代企业；反之，企业得以存在或扩充边界（规模），即企业替代市场。

规模、角色清晰、专门化和控制是20世纪促成企业成功的几个关键因素，企业外部边界越大，规模经济的优势越明显，其效益就越好。而随着企业竞争环境的日益动态化，传统的成功因素已失去了往日的支配力，动态环境下促成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演变为：速度、柔性化、整合和创新，它们需要企业快速地回应顾客，要求员工不断学习，企业应更多地关注流程而不是专门化的环节。为了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组织边界必须相应地做出调整与突破，企业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顾客的成长性是根本的特征，企业如果无法与顾客一起成长，企业自身就失去了成长的可能性。在今天，因为技术，因为变化的速度，很多行业被重新定义，甚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被打破了，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边界也被打破了，甚至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边界也模糊了。正因为此，很多传统企业管理者非常焦虑，找不到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有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

但是，大家并不需要焦虑。如果按照企业与顾客是一体的视角来看这些变化，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组织边界只在那个地方，就是你的顾客在哪里，你的边界就在哪里。提供这个边界的能力可能不是你自己，可能是合作伙伴，可能是价值链上甚至价值链外的合作者，你要跨界，你要跟别人合作，而因此你自己的组织边界打开了，从而拥有了顾客所需要的新能力。




原理3：
 成本是整体价值的一部分，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牺牲


成本作为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关键元素，成本能力作为实现企业经营绩效的基础保障，令成本备受关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把成本看成是独立的、必须消耗的要素，所以，很多企业会一直想办法降低成本。如何节约以及如何改变成本结构是管理者努力的方向。对成本这样的认知和做法，因其普遍性并取得了成效，至今都很少被怀疑和质疑。恰恰因为此，我需要很明确地纠正大家，这些认知与做法会把你带向歧途，正如我坚持的那样：廉价劳动力不能保证获得成本优势，同样，寻求低成本不能保证获得成本优势。

如何正确认识成本？首先一定要认识到，成本是商品价值的完整组成部分，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牺牲。在考虑公司价值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成本是最重要的价值，成本损耗越多价值损耗越大，成本损耗越多在行业的竞争力损耗越大，一定要这样去理解成本。换个角度说，如果企业愿意在成本部分做牺牲，那么这种牺牲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是获得价值并被感知到的。这样的牺牲越大，价值获取越大；这样的牺牲越大，在行业的竞争力越大。唯有这样去理解和去行动，成本的效能才会被释放出来，因为，成本本身就是商品整体价值的构成部分。

在成本上如果没有整体的理解，牺牲的会是价值本身。比如，创业企业不需要有管理结构体系，如果创业企业有管理结构，那会是巨大的管理成本，这个成本是没有价值的，这是一种价值牺牲。企业到了一定规模，人员也超过几百人，管理结构还未形成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管理结构是用来承担风险控制，是用来培养员工，是用来为未来布局的。此时的管理结构是用来做价值分配的，必须有一部分结构与现在的业绩没关系，跟未来的业绩有关系；必须有一个结构与绩效没有关系，与可控性有关系。在规模企业中管理结构具有价值贡献，初创企业中管理结构是价值牺牲。是牺牲价值还是创造价值，这就叫成本习惯，一定要有这个习惯。

成本是一个价值牺牲，是让价值牺牲有意义还是让价值牺牲无意义，这是企业自己可以决定的。重要的是：

第一，在员工身上的投入和在顾客身上的投入，在成本上都是有意义的价值牺牲；廉价的劳动力不会带来成本优势；有效的顾客才会带来真实的绩效。

第二，没有最低成本，只有合理成本。产品和服务符合顾客期望，即为合理。

第三，成本是品质、吸引力和决心。




原理4：
 人与组织融为一体，管理的核心价值是激活人


如何看待组织中的人，是管理者最大的挑战。大多数情况下，管理无效的原因是源于没有把人放在组织中去理解，忽略了人与组织融为一体的特征。组织基于合作，而合作基于个体生存的需要，组织是由于个人需要实现他自己在生理上无法单独达成的目标而存在的。为了生存下去，这种合作系统就必须在实现组织目标方面是有效果的，而在满足个人动机方面是有效率的。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有关合作系统的概念，解释了“组织目标处于核心地位”的思想并表明了组织的属性，就是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他深信，只有组织目标的制定，才能使环境中的其他事物具有意义，组织目标是使所有事物统一起来的原则。

需要调整的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存在于个体不再如巴纳德所描述的那样：“组织是由于个人需要实现他自己在生理上无法单独达成的目标而存在的”。互联网时代恰恰是相反的情形出现，有创造力的个体是由于组织需要实现它自己无法达成的目标而存在的。组织要实现组织目标一定要依附于有创造力的个体。组织属性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改变让组织具有了全新的属性：平台属性、开放属性、协同属性、幸福属性，这四大属性是为了释放人，释放人的价值创造组织所必备的。

需要有新的管理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具有系统思考的领导者，依赖于激发个体内在价值，而不是沿用至今的组织价值，来考虑整体以及个体的行为。这种新的范式，有关个体价值的创造会成为核心，如何设立并创造共享价值的平台，让组织拥有开放的属性，能为个体营造创新氛围，则成为基本命题。

在管理工作中，核心是要围绕两个去做：一个是“工作目标”，一个是“人的价值”。管理者会关注工作目标，更不要忽略掉“人的价值”，唯有做好这两件事，管理工作本质才会呈现出来。

因此需要关注三个点：

第一，管理是要解决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管理资源三者之间的匹配问题，即：人、资源和管理者，三者之间的协同一致的关系。

第二，管理一定要回答“让人在组织中有意义”这件事情。

第三，管理要让每一个人与工作目标相关。




原理5：
 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由内部转向外部，驾驭不确定性成为组织管理的核心


今天，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已经由内部转到外部，组织绩效不再是由组织自身决定，而是由组织外部的因素决定，而决定组织绩效的外部因素被称为“组织环境”。

组织环境具有不可预测性、多维性、开放复杂性，就是“不确定性”。因为组织环境影响组织绩效，所以，组织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求一个发展空间则成为组织管理工作的内容。因为，唯有发展空间才可以给组织中的个体，不断赋予能力和资源，使其感受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与组织一起把握不确定性带来的机会。

今天管理者的核心工作，是要确保组织可以跟得上环境的变化，让组织具有驾驭不确定性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其核心是要关注组织成员的成长，以及成员能够做出持续的价值创造。

管理者需要做到：

第一，不确定性不仅成为常态，而且是经营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管理者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第三，超越自身经验的能力，特别是那些曾经被证明成功的企业及企业领导者。

第四，与不确定性共处。




原理6：
 从个体价值到集合智慧，管理者要将业务与人类的基本理想相联系


作为人类实现理想的一种载体，组织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拓展个体的能力。今天的管理者，一定要了解到团队成员对自由的渴望，了解他们希望独立、打破约束的愿望；同时，也一定要了解到他们愿意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内在价值判断。管理者需要接受这样的管理理念：将业务与人类的基本理想相联系。想象一下，这将为你、你的员工和你的社群带来怎样的无限可能？组织以员工为核心构建一个共同的价值共享系统，为个体实现价值创造提供机会与条件，被激活的个体，才有可能让组织具有创造力。

组织有效性依赖于组织获取、分享、使用、存储宝贵知识的能力。组织学习观点将知识作为一种资源，这种知识资源以三种方式存在，统称为智力资本。

其三种存在的方式：人力资本——员工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被认为是具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并且不可替代。结构资本——组织系统和结构中获得并保留下来的知识，例如，有关工序的文档和生产线的布局图等等。关系资本——组织的商誉、品牌形象，以及组织成员与组织以外的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存在的方式让组织具有自身的知识资源能力，加之组织本身的开放性，从而更具有吸引优秀个体，集合智慧的能力。

关于组织的有效性，总是让我对组织的能效怀有敬畏之心，在组织与个体间的价值互动之中，一方面个体价值崛起，个体更加自主与自由；另一方面应对不确定性，个人需要借组织平台才会释放自己的价值，集合智慧的平台会更具有驾驭不确定性的能力。从个体价值到集合智慧，是激活组织的选择，也是人类持续保持创造力，从而实现人类基本理想的基础。




原理7：
 效率来自协同而非分工，组织管理从“分”转向“合”


自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面市，管理成为科学并被广泛运用到企业及各个领域，由此而演变发展的组织管理理论，也沿着分工这条脉络延展开来，为了不断获得更高的管理效率，分工的效能也被不断强化，用分工所获得的相对稳定的责任体系进而又推进了绩效的获得，分工成为主要的组织管理方法。但是，互联技术的出现，以及更加巨大的变革与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人们越来越觉得无法获得“稳态”。无疑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视野，更加互动的关联以及更加开放的格局，这更类似于一个“生态系统”的逻辑，复杂、多元、自组织以及演进与共生。

组织系统中，技术带来的互联互通所造成的最大影响是，组织生存在一个无限“链接”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企业内部必须是开放的、社区化的组织形态，而在企业外部则表现为以顾客为核心的相互链接的价值共同体。其基本特性是：企业内部多元分工，顾客与企业之间多向互动；价值网里每一企业的角色都随着消费需求而变，并在不同价值网里扮演多样化的角色；价值网里各角色之间的关系是“超链接”和松散耦合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管控与命令式的关系。

在互联技术为特点的商业环境下，随着网状协同运作逻辑的持续演绎与扩散，企业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企业间的协同模式，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协同模式，以及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又将出现什么改变？大家所熟悉的商业模式及管理模式将被重新定义，这意味着，组织从一个线性、确定的世界，走向一个非线性、不确定的世界，柔性化将是互联技术为特点的商业时代最突出的特质。

一直以来，如何提高管理效率，是组织管理最有挑战的一个话题。分工使得劳动效率最大化得以实现；分权则让组织获得了最大化的效率；分利充分调动了个体，让个人效率最大化。而今天，组织需要解决的是整体效率，既有组织内部，又有组织间与组织外部的，“分工、分权、分利”只是解决了组织内部的效率，而组织绩效已经由内部转向外部，所以，整体效率也更大程度地转向了组织间和组织外部，组织间和组织外部的效率则需要依靠协同，依靠信息交换与共享。

组织间的管理来自价值网协同的共识，也促使人们寻找实现这一共识的途径，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出现，让这一共识有了实现的可能。数据的共享/交换，极大地提高了顾客之间、顾客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协作效率。协同发展将是企业间主要的发展模式，而灵活动态的价值网络协同模式将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产生良好的成效。

以原理的方式阐述“企业是一个整体”的观点，就是希望按照一个真实的逻辑来综合企业管理本质的思考和结论，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对组织管理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有所认识，同时对管理实践给予相应的回应和帮助。我并不声称这些判断就是“最恰当”的，我最大的愿望是，“管理整体论”会让管理者觉得有用，并且我的不足能够激发起一些人建立更新的、更好的“整体论”。如果这些判断能够推动人们对“企业是一个整体”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得出新结论，那我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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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
 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洞见 INSIGHT



工业互联网时代

首席数字官正当红

林雪萍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在企业纷纷向数字化转型的工业互联网时代，企业信息化的边界如何界定，首席信息官的岗位会不会被淘汰，首席数字官将发挥什么作用？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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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互联网的崛起，像是一个嘹亮的号角，大大激发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节奏。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然而，和很多新生的物联网公司一样，工业企业转型的推动力，要么是拥有信息技术（IT）背景，有很强的平台打造能力，但不知道做什么应用，解决行业何种痛点；要么是工业运营背景，有很多需求，但大多是天马行空，不知道怎么落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而言，面临着一种痛苦的迷茫局面。



首席数字官的荣光

企业要实现复杂的公司级数字转型，必需一个C级管理者来完成。在很早的时候，一些公司开始创建了首席数字官（Chief Data Officer，简称CDO）这个管理职位。而这个职务，在工业互联网时代，正在大放异彩。

从通用电气（GE）高调拥抱工业互联网、转向软件公司的时候，思科公司前高管威廉·鲁（William Ruh）就被邀请到GE，后来成为CDO。这是工业界最为高调和为人所熟悉的一次岗位设置。现在许多公司都推出了类似的职务。

设立CDO职务的企业越来越多，说明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企业数字化早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今企业战略规划和未来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议题。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企业必须把实施物联网解决方案作为自身内部至为深刻的改良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支岗位，或者只是一个现存的成本中心。

普华永道在2016年开展的年度数字IQ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公司数字化战略的推进，转型的范围和方向需要适应相应的过程和阶段。即使对那些已经设立了该职位的公司来说，清楚地定位CDO越发关键和重要。公司目前在超出传统信息技术领域的数字化技术领域花费日益增加，在2015年，非信息技术部门的数字化花费已高达68%，而2014年为47%。

CDO最具进攻性和诱惑的地方在于：CDO可以为利润中心负责，而绝非传统的首席信息官（CIO）那样成为一个成本暗洞。很显然，无论企业是否喜欢迎接CDO这一具有侵略性的职务，数字化转型已经掀起了彻底撕裂传统的高潮，CDO就是如此应运而生。如果首席执行官（CEO）无法感受到这样的挑战，那么企业一切数字化的战略，都不会发生。

CDO的出现，像是一个时代的普选。



业务云化导致CIO的迷失

信息化是软件时代的产物。IT行业从大型软件加设备、到SaaS（软件即服务），而制造业信息化则照单全收，CIO的职务也一路伴随着企业软件的进化。

然而软件正在被终结，Saleforce公司的CEO将自己的软件称为“软件终结者”，软件即服务，也就是能够在网络上低价获取云端软件，使得Saleforce率先成为领跑者。而随着甲骨文公司（Oracle）、SAP迅速适应这种潮流，那么SaaS更有力的护城河是什么？

Saleforce的答案是：开发平台和生态系统，鼓励应用开发。苹果的应用商店已经彻底地普及了App Store的概念，那么工业领域是否能跟随这个潮流？看上去，至少一些企业核心业务外围的轻型应用，已经被认可。

随着平台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制造业的信息化正在受到全新的挑战。例如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软件的使用机制，正在从一次性购买，转向订阅制。美国物联网和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引领者PTC公司正快速地奔跑在这条道路上。根据PTC2017年披露的财报表明，自从2016年开始将重点转移到软件订阅模式，2017财年的订阅占比为69%。受到用户如此积极的鼓舞，PTC公司宣布在2018年度的订阅占比目标为85%。

订阅机制，就像是水龙头，一开就有。如果水龙头机制，可以进一步出现多样化的服务成果，那么外部供应商跟企业的服务机制，将呈现业务云化的趋势，那么企业信息化的门槛将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如此一来，多年来以复杂项目实施见长的信息化的价值，将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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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有了很多全新的翅膀（物联网、数据分析等），因此数字化不是信息化的延续，如果一定要说是，那么这也是一次“弯道连接”。业务系统云化、计算资源云化，对于志在拐弯处寻找机会的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或许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一个非常诱惑的话题是，许多中小企业，是否可以直接跳过信息化这一关？当然，精益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前期的知识准备工作，并不能缺少。然而信息化自身，此刻成为一个目标模糊的问号。

网景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所说的“软件正在吞噬世界”并不准确，不如说平台才是真正的大胃王。数字企业的一切业务数字化，是平台时代最好的呼应。数字化，跟工业互联网字面意义上所鼓励的那样，意味着强大的网络效应和用户激增法则。如此看来，网络效应才是制造业的金钟罩，而信息化挖不出企业的护城河。这使得CIO正在成为一个可疑的职务。



OT技术IT化

负责IT和OT（运营技术）的管理者，在工业化进程的几十年来，并不曾需要坐下来进行认真的对话。在信息化时代，IT看重业务流程合理，OT看重业务执行稳定。二者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然而，物联网的出现，大大促进了OT和IT融合的可能。物联网应用在很多层面上就是统一IT和OT的视角。但在工业物联网部署的初期，若没有上层领导统一管理，IT和OT几乎是不可能融合的，因为二者自身的需求、纬度、思维方式太不一样。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普及，不同于常规的企业管理软件ERP和执行管理系统MES应用，它不仅仅是收集的数据丰富性和颗粒度的问题，而且更多是要考虑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这只能站在更高的战略岗位上才可以评估和定义。

虽然IT-OT互相割裂，缺乏专门领导机构齐头并进。但由于企业已经认识到数据会越来越有价值，各个业务部门和运营团队都在积极推进工业互联网，在自己的设备上实施了数量惊人、零散的项目，专注于解决特定的小问题。这进一步恶化了IT-OT融合过程中的各个层级上无法协同的问题。企业小规模的团队在技术上苦苦挣扎的情况并不少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可能属于IIoT的范畴，但却不被视为IIoT的项目。跨部门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沟通，这意味着这些孤立的工作虽然在进行，但最后往往会夭折。

执行意识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通常公司会指定一名有能力的C级别的人来领导这些项目——常见的头衔如CDO、首席工业物联网官。除了指导IT-OT融合外，该领导者还必须重视从企业整体层面看待技术所采用的战略、动机及大致目标。美国一家咨询公司调查发现，在推动工业物联网以及IT-OT融合过程中，那些一流的企业有53%设定了CDO岗位，高于其他企业27%；43%建立了正式部门组织，高于其他企业12%。

《福布斯》杂志在2017年对502名全球高管执行的联合调查中发现，要想物联网策略取得成功，至少需要执行总裁级以上的领导支持，而且需要每日清单管理，必须能够独立分配资源。而且，那些标杆企业更倾向于让首席技术官（CTO）来负责物联网的战略，其比例是普通企业的三倍。

物联网的崛起，为井水不犯河水的IT和OT的融合提供了条件，但二者的就绪度却是完全不同。GE在2018年的报告中指出，真正数字转型的主战场，恰恰是发生在IT和OT交界的地方。ARC咨询团队在2016年提出的IT和OT融合成熟度模型中，描述了人员、流程、技术和测量之间在各融合度的关系。显然，最高层应该能够关注到组织内部与合作伙伴之间，参与持续改进流程，将技术作为竞争优势，有明确的成功指标。这意味着，IT与OT的融合，必须放在一个盘子中考量，而且要考虑到合作伙伴的需求，IT信息化部门已经无法独立胜任。



数字孪生不是信息化的一奶同胞

在新的数字转型升级中，智能服务、服务型制造、生产性服务业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对一个企业而言，智能服务，将以何种方式发生，如何计量？智能产品，最典型的计费方式是什么？笔者的答案是：智能服务的计量方式，将以数字孪生（Digital Twins）被启动的次数和运行时间来收费。

数字孪生是数字空间和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桥梁。数字孪生需要大规模计算、合力建模和数据科学，消费互联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建立一个数字孪生：一种数字模型代表一个深度特征。而在工业领域，数字孪生的最大用武之地，主要是在应用，包括设备维修、健康和预防型维护，以及运行优化等。这是一个等待开发的富饶之地。

工业互联网的急先锋GE在2016年宣称Predix平台（一个基于云的平台即服务）上有 551000 个数字孪生；2017年，GE的数字孪生库中已经有78万个。到目前为止，GE已经有了将近100万个数字孪生。这是GE对未来数字工业所做的判断。

然而，数字孪生不是信息化的一奶同胞，它是全价值链的数字化制造的产物，它是工业互联网的伴生体。数字孪生，具有“全设备、全渠道”的属性，跟信息化时代的数字模型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却是全然不同的运行机制。

智能服务，将有着全新的计量单位。未来制造商提供的产品，将包含数字孪生的数量；提供的解决方案，需要包含有强大的数字孪生库。这意味着，未来制造商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物理产品对决，而是物理产品与数字孪生库的双对决。一个物理产品，带着多少种模式的数字孪生？这是思维模式的巨大变化。

数字孪生的崛起，是工业互联网的热兵器时代产物；相对而言，信息化是属于冷兵器时代。

GE在2018年2月的报告说明，工业数据增长比任何一个其他领域都要快得多，然而只有不到3%的数据有用武之地。为什么工业大数据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因为大数据从来不是信息化的菜。这个张冠李戴的错位，是谁之过？显然不是IT部门的问题。而如果信息化很难胜任这个工作，这只能意味着IT部门的顶层设计出现了系统性缺陷：IT的旧衣袍藏不住大数据四面发育的身躯。



IT部门是否单立门户

IT部门到底要不要独立，形成独立王国？对于大型企业而言，这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勇敢迈出了一步。当前仍然活跃的几家制造业的IT企业，都是背依大靠山而来，如启明信息公司之于一汽集团（2000年成立），宝信科技公司之于宝钢集团（2001年成立），石化盈科信息公司之于中石化集团（2002年成立）。以中国2001年加入WTO为节点，那段时间正是中国企业界思想开放、向外学习的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IT业务外包最为流行的好光景。

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很多大型企业没有跳出这一步。然而，现在的路径有了全新的不同。徐工信息在2014年从徐工集团独立出来，迅速着手走向外部的工业互联网世界，那是一条通向生态的路径。而到了2017年，独立出来的徐工信息已经有60%业务，来自非徐工的其他客户。这就是一个敞亮的世界。

树根互联技术公司则走得直接而干脆，它是由三一重工的IT部门和物联网团队直接组建，在2016年成立，并在2018年再次股权改造换面登场。一开始，它就跳出了信息化的影子，而直接进入了工业互联网的世界：一个数字化的世界。

无论是徐工信息成为新三板第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题材的公司，还是树根互联网摆开架势进行社会融资，它们都呈现了与前辈们不同的游泳天赋。

如果不想让信息化部门沦落成企业管理流程的看门人，企业信息化部门必须走得更远。这些部门独立成一个公司，而且是工业互联网公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看来，无论是启明信息、石化盈科信息，还是宝信科技等“信”字辈企业，或许需要更名为“网”字招牌了。更名是一种工业互联网化的态度，更是一种宝贵的信念。

对于振华港机、潍柴动力等信息化做得很成功的集团公司，业务不是它们的问题，企业内部的信息化部门的走向才是真正要思考的战略。一旦走向独立的数字化世界，无论是内部的业务流程，还是建立开放的生态环境，战略视角会立刻不同。

未来的数字企业，一定不是基于企业的边界，而是基于供应链、用户、第三方服务的无边界疆土：打开企业门，迎接四方客。信息化破门而去，天下宾客欢聚而来。近日，富士康郭台铭在广州透露，将向中小企业全面开放“富士康云”，其精密工具、控制器、机器人、工业网络和计算等工业能力，都将开放。而这背后，靠的就是富士康从2013年开始摸索打造的“六流”公司，即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人员流、物料流、过程流的“六股洪流”。富士康开放自家的云，意味着“六股洪流”直接外溢，水库放水，下游养鱼，中小企业的生态因此而集聚。

一个大型企业信息化成果的极致，就是让知识洪流，外溢出去寻找全新的疆土——首席数字官CDO正是开闸放水的设计师。CDO跟CIO，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曾几何时，有些企业曾经设立过首席电力官，随着电力在工业的普及，电力成为空气一样，首席电力官就走向消失。即使在当今，类似的情况也在发生。“移动战略”就是绝妙的一例。百度就在几年前专门设置“移动官”，思考业务如何移动化。而现在，这个职务早已蒸发。

首席电力官和首席移动官的结局，会不会成为CIO当下的命运？



企业信息化已死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崛起，使得传统的企业信息化有四大不适应：业务云化、OT技术IT化、数字孪生和企业边界。未来的业务方向将是“业务场景，激活平台应用”，需要用全新的视野，审视企业的全程价值链。企业信息化正在走向它的生命尽头。

当前CIO的选择是，向CDO靠拢。或者是在企业内部基于数据的利润中心，打通IT和OT的边界，与OT业务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信息化需要打开毛细血管功能，而非简单的大动脉流动，将业务下沉，在更小的业务单元发挥作用；或者是破门而去，开拓全新的疆土。企业需要成立独立的公司，而且是工业互联网公司而非信息化公司，向外拓展生态。

工业互联网时代会加强供应链的聚合效应，这使得每一个领导者都需要重新思考企业的边界。从外向内而非自内向外进行审视，就会发现CIO是一个火上带油的岗位，唯有浴火，方可重生。



[image: ]



林雪萍
 是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智能制造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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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职场求助成功术

HOW TO GET THE HELP YOU NEED

海蒂·格兰特（Heidi Grant）| 文

牛文静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我们该如何更有效地寻求帮助？如何在麻烦别人的时候不让对方感到困扰？本文提出的方法会帮助你提升求助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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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喜欢求助他人。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证明，求助涉及一系列社会威胁，包括不确定性、被拒绝的可能、自降地位的风险以及必然要出让的自主权，这些都会刺激大脑中感受生理疼痛的区域。而在工作场合，我们往往特别希望能展现自己的专业技能、工作能力以及自信心，求助同事因此变得更加别扭。

然而，在现代组织中，一个人想获得发展，不求助他人根本不可能。跨部门团队、敏捷项目管理技能、矩阵结构或层级最小化结构，以及日益流行的合作型办公室文化都要求我们不断努力，赢得来自主管、同事以及雇员的合作和支持。你的工作表现、进步以及职业发展越来越仰仗于寻求所需建议、参考及资源的能力。据估计，同事间互相提供的帮助，多达75%到90%来自直接诉求。

那么，我们该如何更有效地寻求帮助？如何在麻烦别人的时候不让对方感到困扰？

首先，你要克服自己在求助时的不情愿心理。其次，你要明白一些普遍的或者说下意识的求助方式其实很低效，因为这些方法会让他人不愿提供帮助。最后一点，你必须学会委婉暗示，以便鼓励他人帮助自己，并正确使用之。



代价和收益

也许，最容易让我们在求助时克服恐惧心理的，是明白大多数人其实都非常愿意伸出援手。康奈尔大学教授瓦内萨·博汗斯（Vanessa Bohns）是该领域的优秀研究者，近期她评估了一组由她和同事完成的实验，发现当人们向陌生人求助时，对方提供帮助的比例，也就是依从性，比求助者预计的平均高48%。活雷锋的人数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研究还表明，大家低估了助人者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部分原因是，拒绝或随意的帮助需要一点心理成本，而这点我们往往会忽略。另一原因在于，多数助人者知道（即使是下意识的），无偿并有效帮助到他人，能让人感觉良好。2017年瑞士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即使只为别人花一点钱，也比只满足自己更快乐。

成功获得他人帮助的关键，是将焦点转移到这些好处上。要让人们感到他们提供帮助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并非不得已为之，他们拥有决定权。也就是不要表现出，某人要求你提供帮助，你应该提供帮助或者使用别无选择必须帮助这样的语言。下列这类开场白应该尽量避免：“能请你帮个忙吗？”——这会让人感到前面是个陷阱；也不要表达多余的歉意——“我感到让你做这件事很过意不去，”这让事情变得消极。也不要强调互惠性“你帮我我也会帮你”，这会起反效果，因为谁都不喜欢欠别人，也不喜欢纯粹的交易型关系。弱化自己的需要也不合适，例如“我一般不会求助他人”或者“就一点儿小事儿”，这会让人觉得提供的帮助微不足道甚至很多余。

但你可以避开这些陷阱寻求帮助，让人们对自己的回应有掌控感，感到助人为乐的幸福。要实现这些，你可以在具体求助中采用“强化”策略或“诱因”。也许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日常和他人的互动中使用这些方法，让身边的人准备好提供更有益的帮助。



三种强化方式


自己人心理。
 对潜在的助人者可以采用的一种强化方式是，确保你和他或她是一队的，而且这个团队很重要。这点利用的是人类天生需要归属感，需要维护身边社交圈的利益。具体有几种方式。例如，斯坦福大学朴雅卡·凯尔（Priyanka Carr）和格雷格·沃尔顿（Greg Walton，彼时是一名研究生）证明，仅仅加上“一起”这个词就能产生效果。当独自解决难题的实验参与者被告知，在其他房间还有人在一起做着类似的工作，之后他们可以互相交流，这些参与者的解题时间延长了48%，正确率更高，比那些认为自己在独自作业的人感到更轻松。

你还可以提出共同的目标、敌人或者特性，例如想超额完成团队销售目标，和行业竞争对手一较高下，或者对超级英雄电影的热爱等。但最佳方式是创造一种自己人的感觉，强调共同的经历、观点、想法和感觉。例如，如果高管团队中只有两位女性，不要只是说：“我们是团队中仅有的两位女性”（强调特性）。这么说会更好：“你有没有发现说话时总有男性打断我们？”（共同经历）


积极形象。
 第二种诱因是让求助对象意识到自己提供帮助的独特身份或强化他们的这种意识（通过他们的特性或者角色），说明他们并非是可能会施以援手的路人，而一直是助人为乐的人。研究表明，当询问人们是否愿意“做一名慷慨的捐赠者”（而不是“捐款”）时，慈善团体获得的捐助更多。如果你告知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他可以“做一个小助手”（而不是“帮忙”）时，他会更愿意完成类似收拾积木的任务。但是记住，并非所有人对正面形象的看法都一样，记得在措辞上随机应变。例如，在宣传环保时，自由派更喜欢类似“关心自然世界”以及“不要让任何生命遭受不幸”这样的句子，而保守派则更喜欢“展现你的爱国心”以及“为自己和家园负起责任”。

感激是另一种能激发助人者积极形象的有力途径。生产率软件公司Boomerang最近进行有关35万封电邮往来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邮件中包含“提前致谢”“谢谢”这样的词，平均回复率超过63%到66%；而普通的通用语，如“祝好”“致意”和“再见”，回复率仅有51%到54%。提前致谢会提高人们的兴趣，让人愿意帮助他人，只要你别把关注点放在自己从帮助中得到的好处上，而是放在对方的慷慨和无私，以及助人展现出的品质上。


效力。
 人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帮助行为产生的效果。这并非出于自负。很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感到行为达到预想中的效果，是人类根本的行为动机。这是让我们感到人生有意义和有参与感的根本。沃顿商学院的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进行了一项研究，在某教育和营销软件公司的国外呼叫中心，雇员知道中心产生的收益支持其他部门的工作，但和这些部门并无接触。之后，一位受益者来参观，讲述了这里的工作对自己和其他人产生的影响，这间呼叫中心的销量和收益随后翻了一番。确保潜在助人者知道他们的帮助会起到很大作用，阐明你所需要的东西以及预期的效果。例如，在请同事帮忙评估一份客户提案时，你可以说：“在我发给XX之前，你能帮忙看下这份提案吗？之前就是因为你的帮忙，我才拿下了XX案子。”

如果你承诺接下来会跟进，信守诺言。可能的话，让对方选择提供帮助的方式，如果和你预想的不一样，也愉快接受。要让助人者选择自己感到最有效的方式，给予你力所能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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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职场

当我向他人解释这些战略如何落地时，我通常会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宜家书架的故事。大约一年前，一位研究生同学让我帮她组装一个有点复杂的书架，你可能有点惊讶，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天早上，我拒绝了一个请我评估科学杂志投稿的朋友，忽略了一封女儿学校邀请家长帮忙筹备冰激凌聚会的邮件，不情愿地洗完了衣服但没有叠。那么为什么组装书架这件事我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求助的这位老友和我很聊得来（自己人心理）。另一个原因是，我天生就有奇异的组装天分（并非多精通建筑构造，而是擅于理解难懂的安装说明）。多年来每当这位朋友需要帮助，我都是她第一时间想到的闺蜜（效力）。最后，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她总会在事后对我说：海蒂，谢谢你。你总是这么助人为乐而且慷慨大方（积极形象）。

职场情况也是如此。一家学习软件公司的产品开发部门主管，想要销售部门更多地配合他的工作，由于销售部门承诺在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日程下，为顾客提供高度定制化的产品，这让他的工作难以推进。他几次主动要求参与和顾客的交流，但总被忽略。销售部门的同事觉得他会拖慢进程，阻碍他们的成功。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为公司好，却各行其是。




助人者需要什么


1
 确保助人者意识到你需要帮助。人类天生专注于自己的事务。对于那些心情不佳或者职位略高于他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所以第一步应该让别人意识到你需要帮助。




2
 让助人者确信你需要他的帮助。有时人们不提供帮助并非因为没有看到你的需求，而是觉得也许误会了你的情况或者你大概更想靠自己完成。他们等着你开口，却忘记了人类都怯于向他人求助。




3
 助人者必须负起帮助责任。助人最大的障碍之一是责任分散。经典错误是通过群发邮件寻求帮助。你要花时间去和潜在助人者直接交谈，并解释清楚你的诉求。




4
 助人者必须能够提供你所需的帮助。大家都很忙，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或资源帮助你。但是你可以通过清晰解释并具体说明所需帮助的内容，让对方感到更容易操作。如果对方提供的帮助和你所要求的不一样，也保持开放心态接受别人的好意。





最终，深感挫败的主管决定采用全新的方法赢得同事的合作。他组织了一场和销售部主管的会议，给他们讲产品研发的流程。他发现多数人并不清楚研发过程中涉及的工作内容。换言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配合的。他反复强调双方目标相同，都是满足顾客需求，确保复购，这让销售团队深感大家是一体的，从而消除了芥蒂。他将销售团队描述为守护客户体验的人，并强调他们决定了公司的品牌未来，这让销售团队有了很积极的形象，并激励他们稍微换一种方式看待并完成工作。

最后，只要销售人员同意帮助他，并让他参与工作提案流程，他都表示会跟进，告知他们的帮助对最后的成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大家因此看到自己的行动落地并感受到效力。

慢慢地，这些战略极大改进了两个团队的关系，客户满意度和利润率都得到了增长。

下次当你感到需要求助他人时，记得多数时候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人。很少有人会因为你需要帮助而看低你。寻求帮助是让他人感觉良好的不二法门。它让我们获得最好的感受，同时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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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格兰特
 是研究动机和沟通的心理学家，著有《无人理解该怎么办》（No One Understands You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高效达成目标：就这9招, 让成功率提高3倍》（Nine Things Successful People Do Differently）等。她的新书是《援军：如何获得他人的帮助》（Reinforcements: How to Get People to Help You，《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8年出版）。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选拔人才，

靠算法还是直觉？

TRUST THE ALGORITHM OR YOUR GUT?

杰弗瑞·波尔泽（Jeffrey T. Polzer）|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公司高管在决定晋升人选时，应该依从算法还是直觉？







合作已久的同事安妮决定离职，这让阿丽雅很伤心。但阿丽雅对告别聚会提不起精神，因为她正忙着考虑替代人选的问题。





阿丽雅是跨国消费品公司BBI的销售与市场营销副总裁，部门负责的产品多达34种，她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有能力的营销总监。与HR充分讨论后，阿丽雅圈定了两名候选者，他们都是内部管理者：来自她负责的清洁产品部门的品牌经理莫莉，以及来自美容部门的新星埃德。

阿丽雅喜欢莫莉，也认可她的工作能力。两年前，莫莉主持建立了BBI清洁产品订购服务，过去两个季度显示出强劲增长。顾客喜欢这项服务的便捷，而研发、营销部门和高管层都很兴奋，认为这项服务可以成为测试新产品的平台。在论证和建立这项服务的整个过程中，阿丽雅负责指导莫莉，因此非常了解自己门生的优势和劣势，并认为她已经为下一个挑战做好准备。




课堂教学笔记

企业将算法应用于人事决策的理由有很多，如保持一贯性、减少偏见、扩大候选者范围、提高效率等。相比不使用数据分析的管理者，算法给出的建议有哪些差异？





但职位信息发布后不久，HR副总裁克里斯汀带来了埃德的简历。和莫莉一样，埃德从商学院毕业后加入BBI，并很快被纳入高潜力人才库。他在BBI也很成功：作为美容部门的品牌经理，他激活了有20年历史的FreshFace卸妆产品线，销量在3年中增长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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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克里斯汀更看重的是，她主张引入HR 的人力分析系统。该系统认为埃德与职位的匹配度高达96%，而莫莉的匹配度为83%。使用新系统的目的在于，将数据分析扩展到人力资源范畴，助力雇佣、晋升和薪酬决策。阿丽雅自己也是一步步走上来的，因此很高兴看到有两位内部候选者，但这也让她更加难以抉择。

这边COO向安妮敬酒，而阿丽雅在回想与埃德和莫莉的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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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算法进行人力分析是否侵犯员工隐私？新的法律，尤其是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雇主可收集的信息加以限制，并规定了告知员工的方式。





与埃德见面

“抱歉迟到这么多，”埃德说，看上去有点凌乱，“优步司机坚持说知道从希斯罗机场过来的近道，但他错了。”




研究显示，在做雇佣决定时，管理者一般在面试的最初30秒形成对候选者性格和能力的观点。





阿丽雅禁不住想起了总是镇定自若的莫莉，但她试着保持开放心态。“没事，”她说，“那我们开始？”

“没问题。”埃德急切地说。

“你为什么对这个职位感兴趣？”

埃德说，他对自己领导的FreshFace取得增长很自豪，但已经准备好迎接新挑战。他很享受深耕一种产品的工作，但认为自己的能力更适合横跨多个项目、负责更大的产品组合。

直接、清晰的回答，阿丽雅想。“你在美容部门学到的东西如何适用于清洁产品？”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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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重要。BBI高层要求各事业部共享最佳实践、提升协作水平，阿丽雅的老板也希望她与其他部门的同事密切合作。

埃德认为，推动FreshFace销量大幅提升的现场顾客研究方法，也适用于清洁产品。阿丽雅的团队正在讨论与人类学家合作，但还未付诸行动。

埃德还问到了新推出的订购服务项目，并引用了一篇关于订购业务模式趋势的白皮书。他显然做了功课、聪明而有野心、非常了解公司的业务，而且似乎很希望学习。但他的回答甚至提问都显得有点僵硬。在他身上，阿丽雅没有感受到莫莉拥有的那种活跃的创业者心态。或许是因为紧张，她想，但也许他就是这样。

阿丽雅不怀疑埃德能够胜任，但并没感到特别想把这份工作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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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莫莉

阿丽雅建议克里斯汀安排莫莉和埃德同一天面试，这在当时看来是个好主意。由于时间定在中午，她们很自然地选择在经常吃午饭的地方碰面。但阿丽雅一走进办公室附近的咖啡厅，就意识到这样安排对埃德有多不公平。

拥抱莫莉、简短询问工作和家人的情况，这是免不了的。她们甚至都点了咖喱鸡蛋沙拉。但服务员一离开，莫莉就开始谈正事：“我知道我们一天要互发10次邮件，但我想把这当作一次正式面试。”




管理者倾向于雇用和他们相似的人。Kellogg管理学院教授劳伦·里维拉（Lauren Rivera）发现，管理者偏好最有可能成为朋友的候选者，程度甚至超过更符合职位要求的候选者。阿丽雅应该担心自己是因为喜欢莫莉而选择她吗？






非结构化面试是大多数管理者的首选方法，但大量研究发现，这种方法难以预测候选者的实际工作表现。





阿丽雅笑了：“当然。”

像克里斯汀建议的，她问了和面试埃德时相同或相似的问题。

“告诉我，你为什么对这个职位感兴趣。” 阿丽雅开了个头。这感觉有点奇怪。她已经知道答案，但莫莉表现很好，她说话的方式并不显得两人关系很近。每次回答，她都展示了对业务的深入了解，并对跨项目合作和订购服务有很好的想法。她像埃德一样周密严谨，但显得多一分热诚和自省。

两人走回办公室。表现完美，阿丽雅想。看着莫莉脸上的笑容，阿丽雅知道她的门生相信自己表现不错。




人际网络分析可以揭示一般情况下难以发现的规律，比如找出哪些员工处于非正式信息流的中心。





算法出场

安妮的告别聚会第二天，阿丽雅与克里斯汀和人力分析团队的数据科学家布拉德见面。

“根据你对面试情况的报告，我知道你倾向于莫莉，”克里斯汀说，“但我们还想再分享一些数据。”

布拉德递过来两张彩色图表。“这是根据莫莉和埃德在公司的邮件和会议信息进行的人际网络分析。经过他们的同意，在不看内容的情况下，通过分析邮件和日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过去六个月中和哪些人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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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埃德的联系人不仅包括所在美容部门的同事，也显然包括其他部门的关键人。莫莉的人际网络则主要局限于清洁产品部门。

“我不知道我们在做这类分析。”阿丽雅说。

“我们刚开始分析人际网络，”布拉德说，“从中应该能得到有用的信息。”




研究揭示了一种称为“算法厌恶”的现象。即便基于数据的预测成功率高于依据直觉的主观判断，人们通常仍倾向于后者。如果发现某种算法不完善，人们干脆不用它。哪些情况下你会依据数据分析做决策？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很多管理者和求职者都对算法持怀疑态度。大部分美国人（76%）称，不会申请由计算机做雇佣决策的职位。





“我知道，一幅图表不会改变你的决定，”克里斯汀说，“但有这些数据没坏处，对吗？没有数据支持，你不会发布新产品或开展营销活动。HR决策也同样应该参考数据。”克里斯汀为人力分析系统站台，这话已经说过无数次。“我们相信，利用我们的算法做出的决策合理、可靠，而且较少受到个人情感和偏好的影响。”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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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雅转向布拉德：“你应该也同意了？”

“当然，”布拉德边观察克里斯汀的反应边说，“但作为数据科学家，我也鼓励合理质疑。我们的算法是全新的，目前已经应用于3项晋升决策，但评价这些人表现如何还太早。我不希望大家认为我们100%有信心。”

克里斯汀看上去有点恼火。“我认可你的谨慎，布拉德，但我们已经听到相关管理者的反馈，说算法提供的建议改变了他们看待职位和候选者的方式。而且我们测试新系统已经好几个月了。”




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Cathy O’Neil）在《杀伤性数学武器》（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一书中警告，尽管算法很容易根据历史数据开发出来，并能提高决策效率，人们使用算法时却不了解其可能传播的偏见。






利用算法分析客户和分析员工有什么区别？企业将数据分析应用于内部时，是否应该更加谨慎？





阿丽雅叹了口气：“如果我更懂一些，可能会更信任算法。”她知道，不止她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在全公司范围安排了培训，克里斯汀的团队仍收到了关于新方法的大量质疑。

“我很愿意多聊聊算法的工作原理，”克里斯汀答道，“但眼下你应该关注两名候选者。分析系统并不应取代你的判断，而是推荐你可能不会注意的合格人选，让你在做决定前掌握更多信息。”

“而且也会减少偏见，”布拉德帮腔道，“决策会更依赖数据而非直觉。”

阿丽雅不知道布拉德是不是觉得她在偏心莫莉。她自己有这种担心，而且很在意决策的客观性。分析系统会对此有帮助吗？

“但算法也不是完全中立的，对吗？”她说，“你其实还是要依靠信息，包括绩效评估报告、简历等，而它们也包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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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克里斯汀承认道，“我们也在努力限制这种偏差。但作为一家数据驱动的公司，我们必须将这种工作方式延伸到业务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人。”

“给我感觉，你们很希望埃德得到这个职位。”阿丽雅说。

“记住，我必须从大局出发，”克里斯汀说，“我们分析了高潜力人才离开公司的可能性，而埃德位居前列。美容部门不太可能有职位空缺，但我们想留住他。”

“那莫莉怎么办？”阿丽雅说，“她没得到这个职位会很崩溃的，肯定也会打算跳槽。”

“根据我们的分析，她离职的可能性不高，”布拉德说，“但你可能是对的。”



该做决定了

一周过去了，阿丽雅仍没有头绪。她躲着莫莉，把布拉德的分析放进抽屉。埃德明显是够格的，也让她印象深刻。但直觉告诉她，莫莉更适合这个职位。

她是因为和莫莉走得近才有这种倾向的吗？如果莫莉没得到职位，还会留在公司吗？

阿丽雅需要做决定了。她应该信任算法还是自己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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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瑞·波尔泽
 是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小组人力资源管理UPS基金会教席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建议。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Susan Cassidy at Bertram Gilman International”（编号417-053），作者为杰弗瑞·波尔泽和迈克尔·诺里斯（Michael Norris）。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阿丽雅

应该选择

莫莉还是埃德？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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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萨德·塞蒂（Prasad Setty）


是谷歌人力分析部门负责人。









作为人力分析的拥趸
 和多年从业者，我认为算法应是人类判断的补充而非替代。例如，算法可以扩大候选者范围，为管理者提供更多选择。在BBI这个案例中，人力分析系统推荐了埃德这个意料之外的人选，因此似乎发挥了不错的作用。

但如果算法要代替阿丽雅做最终决策，就必须拿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我看来，BBI的人力分析系统只参与过三项决策，还不足以证明其稳定性。涉及雇佣和晋升决策时，解释选择的原因尤其重要。阿丽雅想更了解系统的运作原理，这是对的。她不仅需要知道算法推荐哪位候选者，更需要知道推荐的依据。

所以我建议阿丽雅怎么做？她应该准确定义自己的需求（这是算法不了解的），然后以此为基础做决策。如果阿丽雅的目标是尽快找到一位有能力的营销总监，并让这个人立即全速投入工作，那么莫莉看起来更合适。如果阿丽雅更看重与其他部门的协作，那么人际网络更广的埃德似乎是更明智的选择。无论如何，阿丽雅一定要承担起决策责任，并解释清做选择的理由。

理想情况下，为客观、公正地做出雇佣决策，BBI应建立结构化的面试规范、评估流程、筛选标准，以及候选者能力分级制度。公司应公开发布所有职位信息，广泛吸引候选者。候选者评估应由多人完成，而最终决策应由其他人做出。数据分析可以用于建立规范、推荐潜在候选者，并跟踪决策对工作表现的影响。而BBI的案例情况不同：阿丽雅必须依据公司的既定流程、现有信息和自己的目标选择一位候选者。

在谷歌，管理者不会单方面做出雇佣和晋升决策。所有开放职位信息都在内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我们有独立的委员会，根据细化的职位要求来评估候选者。我们会分析这些流程的效果，如员工在新岗位上的表现，来保证人力决策的质量。

创建谷歌人力分析团队时，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人力决策以数据和分析法为依据”。10年来，我们发现了数据驱动人力决策的一些短板。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为领导者提供数据和情境信息，让他们对决策更有信心，而不是削弱他们在人力决策流程中的话语权——“帮助所有人依据数据和分析法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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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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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麦考德（Patty Mccord）


曾任Netflix首席人才官，现为初创公司和创业者提供咨询。









阿丽雅应该相信
 自己的直觉而非算法。只有她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怎样的营销总监，而莫莉明显符合要求。

我离开Netflix之前，很多数据分析公司来找我，说他们的算法一定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人力决策，但我看不到投资回报。当时我们有数千名员工，已经有很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所以很难想象算法会显著改进我们的决策。文中的BBI规模要大得多，所以人工智能或许更有用武之地。但在这个案例中，做决策的应该是阿丽雅。

当然，在决策过程中，她应当参考最佳实践，并从整体角度分析所在团队。团队目前的人员构成如何？新上任的总监能否顺利融入？未来六个月到一年，哪些绩效成果能证明部门在顺利运转？如果得到足够支持，哪位候选者更有可能达成目标？

阿丽雅怀疑自己对共事几年的“门生”有偏爱，这也是对的。管理者经常说，“我想要聪明、坚定、能立即进入角色的人”，而他们最喜欢的人确实常常和他们最像。这不一定是偏爱，而可能是不愿冒险的表现。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阿丽雅因为莫莉是女性而对她偏心，但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性别确实是一个考量因素。研究反复证实，女性得到晋升的几率低于男性。在我的HR生涯中，我看到很多男性管理者考虑过女性候选者，但最终选择男性。他们告诉我：“我知道她符合要求，但我需要一个现在就能独当一面的人，我不希望她一上来就失败。”显然，如果没人给你失败的机会，你也不可能成功。我担心如果莫莉没得到这次机会，可能不会再有其他机会。

克里斯汀认为她的算法没有偏差，但在不了解运作原理和判断标准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如此。实际上，我尤其怀疑布拉德提供的人际网络数据。埃德参加会议更多、交往更广，是否因为作为男性得到更多表现机会？如果我是阿丽雅，我会要求看全公司男性和女性员工的整体人际网络图表。

我承认，如果这个案例中的性别翻转，即一位男性管理者倾向于选择他熟识的男性候选者，而非算法推荐的女性候选者，我的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案例中，算法推荐了一名意料之外的男性候选者，发挥了作用。但如果阿丽雅克服偏见，客观公正地考虑谁更适合这个职位，然后依然倾向于莫莉，她就应该听从自己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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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关注人的因素

算法能发现潜在候选者，但不一定能判断候选者能否融入新团队。算法这种精确而冰冷的东西，无法把握人际契合度和协作能力等无形因素。


索尔菲达·查尔斯

Reliance Professional Systems and Services首席咨询顾问





选择埃德

数据显示埃德更适合这个职位，而且他的面试表现也很好。莫莉以不公平的方式获得优势，如果选择她而不是埃德，这个决定似乎就受到了偏见和个人因素的影响。


威廉·康明斯

PR Newswire/Cision信息披露业务负责人





再给点时间

我会制定一条规则：候选者必须大体满足职位要求（比如80%），才能通过初选。接下来，直线管理者主导决策程序。算法不断获取更多数据，通过“学习”提高精确度。一年后，算法会变得更可靠。


丹尼尔·瓦卡辛

Indigogold创始人







杂谈 Synthesis



如果扎克伯格当了美国总统

THE CONUNDRUM OF CORPORATE POWER

瓦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 文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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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企业的问题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由此获得的不合法权力。最近，沸沸扬扬的Facebook数据泄露丑闻正说明了这一点。扎克伯格的国会听证，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对于这个庞然大物的权力的担忧。






美
 国乔治城大学的凯特·沃尔道克（Kate Waldock）和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辛格尔（Luigi Zingales）联手打造了一档新经济类播客节目Capitalisn’t。首期节目探讨了如果未来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成为美国总统，并修改反垄断法确保自己的企业永不破产，会发生什么。出生在意大利的辛格尔提醒听众，意大利前首相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就是利用自己对主流媒体的控制，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他还指出，如果扎克伯格也效仿，他将成为同时控制美国政府和全球最重要社交网络的人，进而拥有了“绝对权力”。

即使扎克伯格在2020年不参加竞选，我们也已经开始担心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及其领导者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大量研究表明，相比十几二十年前，多数行业的大型公司收益和利润在市场中占比提高，权力也更大。同时，公众越来越不信任它们：约40%的美国人称自己几乎完全不信任大企业，这一数字在1985年只有24%，更多人提议应当按照公共事业的监管标准监督谷歌及Facebook，甚至干脆解散这两家公司。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华盛顿的创新专家罗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Atkinson）以及得克萨斯大学公共事务客座教授迈克尔·利德（Michael Lind）通过合著新书《大而美》（Big Is Beautiful）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大企业比小公司更高效、更富创造性、更加多样化。这些企业能提供更高的薪酬，更多培训，员工福利更丰富，在治理污染方面投资更大。两位作者认为，美国人推崇家庭经营的中小店铺、抨击大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

这种意见乍一看似乎与公众相反，但其实正是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一直以来的看法。研究表明，小企业只有快速成长、具备创新能力，而且希望将来发展成为大公司，才能真正带动经济发展，而这样的小企业少之又少。

但是，阿特金斯和利德比大多数人论证得更深入，他们抨击了由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在20世纪初确立的“反垄断传统”，支持由少数几家公司控制市场的做法。

有时这些企业的确会做过头：Big Food公司给环境带来诸多灾难，东西也没什么营养；大型银行对金融危机负有责任。但有一点作者是正确的：很多人夸大了小企业的好处和大企业的阴暗面。尽管大家加倍重视反垄断是件好事，但反垄断并不能解决大多数影响经济的因素。

如果问题不在于企业规模，那在于什么呢？也许诚如Capitalisn't节目里提到的，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相互交织带来问题重重。在《捕获经济》（The Captured Economy）一书中，来自自由主义智库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er）的两位作者布林克·林赛（Brink Lindsey）和史蒂文·特莱斯（Steven Teles）提出，现在太多大大小小的企业对公共政策影响力过大。

他们提供的案例涵盖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以及职业认证（从业证书授予流程）等领域。他们警告说，如果公众不在意，企业和行业组织将在没有反对者的情况下，无耻地推动利己的法律通过。

虽然相比阿特金斯和利德，林赛和特莱斯看待大企业的态度更有怀疑精神（任何人都比前两位更有怀疑精神），但两者的分析其实有重合之处。他们都赞同大企业的问题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由此获得的不合法权力。他们也都同意小企业同样会给政策制定带来腐败。

林赛和特莱斯建议应当进行改革，让立法者能更便利地获得独立信息并进行分析，逐渐摆脱对企业游说者和他们提交报告的依赖。但阿特金斯和利德所反对的反垄断者肯定还是会表示怀疑。如果经济力量集中在少数者手中，我们能否成功阻止其转化成政治力量？

历史上，制衡这种垄断的一直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新企业由此颠覆在位企业，整个行业崛起或消亡。《去规模化》（Unscaled）一书作者赫曼塔·特内加（Hemant Taneja）认为，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浪潮之中。他是一名硅谷的风投资本家，他认为硅谷正出现两种趋势：对高度个性化产品的需求，以及创业者在云端“租借规模”（rent Scale）的能力。这些都让在位企业逐渐处于不利地位。

特内加投资的一家公司Stripe就代表了这种新的市场动态。该公司为规模较小的企业提供出租的支付处理服务，从而以较低成本和大企业竞争。某种程度上该公司已经获得成功，因为现有的金融服务公司尽管资源更优越，却无法提供同类服务。特内加并不否定大企业的存在，书中有一章是关于平台企业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垄断风险，但是他认为，诸如瓦尔比派克（Warby Parker）这样规模更小、更专注的公司，将战胜陆逊梯卡（Luxottica）这样的大公司。而忧心大企业的影响力将会扩大的人可能依然不相信这个观点。

当然，一些早期证据表明，新兴企业有天然优势，能从云计算中获利，并更有可能因此存活。但是数字技术似乎也帮助各行业最大的公司完成扩张。

到底这些云驱动和AI驱动的初创企业是否会对在位巨头造成威胁，抑或在它们取代后者之前就被击垮或吞并，这些都是未知数。毕竟Instagram和WhatsApp都证明了小而专注的企业规模化的速度，以及给大公司带来的威胁。然而两家公司最终都成了Facebook的囊中之物，并且还是在扎克伯格尚未入主白宫的时候。




塞茜尔·理查兹

（Cecile Richards）

美国非营利组织规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主席，著有《惹是生非》（Make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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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读……

想要了解华盛顿的新闻，Axios网站和Politico政客新闻网是很好的选择。我还订阅了《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面有关于特朗普政府的新闻报道，见解深入。我来自得克萨斯，所以还会读《得州论坛报》。我最爱的杂志包括《大西洋月刊》，撰稿都特别棒；还有《纽约客》，长篇特稿很有料；《快公司》《纽约》以及女性读物《Cosmo》《Elle》《Essence》《Ebony》和《少女时尚》（网络版），这些杂志不但刊登关于化妆和时尚的内容，还探讨和女性相关的众多议题。

至于书籍，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right）《上帝挽救得州》（God Save Texas）的书评。我床头放着波莱特·希莱斯（Paulette Jiles）的《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和迈克尔·戴森（Michael Eric Dyson）的《难以止住的泪水》（Tears We Cannot Stop）。推荐给大家的两本书是，特雷西·基德尔（Tracy Kidder）的《山外又一山》（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以及威廉·芬尼根（William Finnegan）的《野蛮的日子：冲浪生活》（Barbarian Days: A Surfing Life），前者讲的是保罗·法玛尔医生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故事，后者是关于追寻人生中能给你带来喜悦的事。



我正在关注……



[image: ]




我不在推特上看突发新闻，但会关注一些文化和政治前沿的女性作家，例如丽贝卡·崔斯特（Rebecca Traister）、安娜·霍尔姆斯（Anna Holmes）、凯伦·图穆蒂（Karen Tumulty）和吉尔·菲力波维奇（Jill Filipovic），还有一些风格不羁的明星，比如唐·钱德尔（Don Cheadle）和克里茜·滕根（Chrissy Teigen）。



我收听的节目……

在中央公园跑步时，听一期一小时的“This American Life”真是棒极了。尽管我觉得播客听不听都行，但有时候还是会听下Axe Files 或者Pod Save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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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的活动……

会议是了解自身所处领域外动态的好方法。我很享受在西南偏南大会（SXSW）、企业社会责任大会以及去年《快公司》创新大会上演讲。最近我去参加了MAKERS大会，我遇到学者艾拉·史密斯（Ella Bell Smith），和她成为朋友，她也成为了美国规划生育协会全国活动的演讲嘉宾。







“问题出在将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放在一起，这便成为绝对权力。你也知道，绝对权力催生绝对腐败。”


路易吉·辛格尔，Capitali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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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弗里克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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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美国健康导师迪帕克·乔普拉：


不花时间照看自己，你就要出问题了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曾是波士顿一名杰出的医生兼医院行政管理人员。45岁时他辞职前往加利福尼亚，自行开设医疗中心，专注整合医学（integrativemedicine）。他写了86本书，具有丰富的公众演说经验，并为组织和个人提供咨询服务。






HBR：你与领导者分享的关键课程是什么？



乔普拉：
 我让他们深入思考：我是谁？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能给我带来快乐？我身后将会留下什么？在历史、宗教和商业上，我崇拜的人是谁，导师和榜样是谁？我独到的优势是什么？如何利用我的优势？这个过程不是寻求建议，而是反思自身，最后他们会辨明自己的方向。我为什么想成为领导者？我想领导怎样的人？如何让其他人接受我的观点？要让他们不止为自己在社会、情感、健康、财务和职业方面的积极发展负责，还要带动别人。如果他们善于接纳，我就引导他们练习冥想，进入更高层次的意识，越过心智层面，到达更深层的觉知。

我为领导者提供培训时听很多人说“我运气好”或“我在正确的时间到了正确的地方”，有宗教信仰的人则会用“神”和“上帝”这样的字眼。但我觉得成功是相应的机遇和准备共同成就的，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所觉知。于是我教他们学习觉知。




如何决定与哪位客户合作？


相比为个人提供咨询，现在我更倾向于开设工作坊。我发现这样能让大家有更多收获，因为可以分享各自的经历和观点。我正打算在以色列办一个这样的工作坊。




如何让位高权重的管理者来做分享？


来我这里的人多数都经过自我选择，心态上大致已经准备好了。当然，每个人都想知道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谁，确认其他人与自己地位相当。不过只要他们看到还有其他大人物，就不介意分享了。




如何说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你提倡的那些练习？


他们需要做五件事：睡觉、好好吃饭、锻炼身体、练习冥想，以及拥有健康、非暴力的情感和沟通。做好这些事，他们会觉得舒服、愉快且精力充沛，这种感觉让人上瘾。如果有人说这些事情每天做一次没时间，我会让他们每天做两次，因为如果不花时间照看自己，你就真的要出问题了。

我也很忙，不过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人际关系时间、专心吃饭时间、技术时间、冥想时间、睡眠时间。而且我还能做更多的事情。




开办医疗中心之前，你曾是一位出色的医生以及医院管理人员。是什么促使你做出了这个改变？


有几件事情。我学的是神经内分泌学，也叫脑化学，我能看到心灵和生理之间的关系。现在大家都在说血清素、催产素和多巴胺这些与情绪有关的物质，还可以利用药物控制它们，但当时不是这样的。作为执业医师，我也完全知道，两位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人，由同一个医生给予同样的治疗，效果可能不同。我们宁愿相信医药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生物反应不可预测，因为人受身心双重影响。我开始使用“身-心”（body-mind）这个词，其构词类似“质-能”和“时-空”，但没有被接受。我听说同事认为我走得太远了，对我的言论感到尴尬。我觉得如果继续待下去，可能会被开除。而且我压力太大了，诊室里有35个病人，还有20个病人在住院，其中5个在ICU。我没时间睡觉，猛抽烟，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于是有一天我决定丢下一切就此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夏普纪念医院（Sharp MemorialHospital）的管理者让我在他那里开一家身心治疗中心，我照做了。可惜，那里的医生仍然不接受我提出的整合医学，我不得不退出，借钱自行开业。不管怎么样，我的医疗中心做得还不错。




你有没有后悔过离开大医院？


没有，因为我现在华丽地回到了医疗行业。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担任教授。我还跟鲁迪·坦斯（Rudy Tanzi）一起写了三本书，他是哈佛大学教授、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神经科副主任，最新的一本是《治愈自我》（TheHealing Self），我们也一直在发表论文，在科学界引起关注。




有人批判你打着精神导师的名头其实是个商人，你如何回应？


一开始我会生气反驳。我说的话无伤大雅，完全无害，别人就说我是“骗子”“冒牌货”“只想利用别人”。但我也得到了肯定和赞美。我明白了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会得到正面和负面两种回应，所以你必须对两者都免疫，脸皮要够厚。

如果坚信自己的做法有效果，你就坚持做下去，不要受外界影响。现在我的工作已经有了效果。各种组织邀请我去演讲，医院有很多年轻的住院医生和医科学生支持我。医疗行业的抑郁、倦怠、酗酒和自杀率是最高的，这些人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群体。




自我救助领域是时下的热门，你的理念和形象有何过人之处？


我有过硬的资历。我是经过认证的内科医生，在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亚都有从业资格，而且是医学院教授。我跟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交流过，而且虽然有很多人反对我，但现在也有许多人认同我的理念。现在多数医院都有整合医学，我们的医疗中心也有医科学生、住院医师和高素质的医疗团队。我还深入研究过东方传统智慧，不只是身心疗愈，还有理解意识——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除了这些，也许我的印度口音也有作用？我不知道。

自我救助领域的确鱼龙混杂，有圣人，有天才，有疯子，还有些人并没有受过相关培训，纯粹基于个人经历进行写作和演讲。而且不管什么怪人都有人追捧。我没有资格评判。你会发现，人们基于自己的意识层次发表意见，回应他们的是意识层次处于同一水平的人。




你说过自己追求的不是名气，但你显然很适应名人的生活。如何自如地应对公众关注？


我妻子和孩子都没把我当回事，你需要的就是身边人的这种态度，让你别把自己的名气当回事。我一直疑惑别人吹捧我都是在吹什么。




出席重要场合，你如何做准备？


我不做准备。这些年来我有了大概50套发言框架，去教堂是一套，对千禧一代讲话是另一套，在医院发言也有一套，都是现成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体察受众心情，予以回应。




你现在好像也不比原来在波士顿当医生的时候轻松，那么在日程管理、压力应对以及个人业务方面，你有什么心得？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总部，本身是营利性质，附属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仅用作教育目的，那边有120位员工，包括12名女性组成的领导团队和内科医生、肿瘤医生、营养学家及其他专家，还有来上选修课的医科学生和住院医生。我大概花25%的时间在那边工作。其他时间我用在非营利基金会上，目的是资助多个机构研究身心药物，或者自己备课、写书以及筹备工作坊。这是三类不同的事情。

我有一个三人组成的行政办公室，他们帮我安排日程。我时间很紧，要去世界各地出差，还要教学和写作，但我每天都保证睡眠、冥想和去上瑜伽课，所以现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没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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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DO

ENTREPRENEURS

NEED A STRATEGY?


Some start-up founders follow a business plan; others operate by the seat of their pants. This package looks at how entrepreneurs can carefully craft a strategy in advance—and whether that’s what they shoul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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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for start-ups

In their haste to get to market first, write Joshua Gans, Erin L. Scott, and Scott Stern, entrepreneurs often run with the first plausible strategy they identify. They can improve their chances of picking the right path by investigating four generic go-to-market strategies and choosing a version that aligns most closely with their founding values and motivations. The authors provide a framework, which they call the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compass, for doing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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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not about the framework


The Syracuse University professor Carl Schramm argues that contrary to the teaching at many business schools, entrepreneurs really have no alternative to learning b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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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something and start selling it”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start-up veterans Niraj Shah, Bijan Sabet, and Jennifer Lum, by Daniel McGinn and Walter F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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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STRATEGY


STITCH FIXʼS CEO ON

SELLING PERSONAL STYLE

TO THE MASS MARKET


Katrina Lake | page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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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s experience as a consultant to retailers and restaurants led to a fascination with how untouched those industries were by 21st-century technology. As a lover of both clothes and data, she felt certain that data could create a better experience with apparel—as long as the human element was preserved.

From the beginning Lake planned to build a data science operation to make Stitch Fix scalable. The company’s revenue is dependent on great recommendations from its algorithm, so its data scientists have a direct line to the CEO. Data science is deeply ingrained in the company culture: In addition to client recommendations of clothing, algorithms keep capital costs low, inventory moving, and deliveries efficient. Product development has adapted algorithms from genetics to find successful “traits” in clothing. Stitch Fix has even used machine learning to design apparel.

But, Lake says, shopping is inherently a personal and human activity, which is why human stylists can alter or override the product assortment a styling algorithm delivers before the client receives a sh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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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PERATIONS


AGILE AT SCALE


Darrell K. Rigby,

Jeff Sutherland, and

Andy Noble | page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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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mplemented correctly, agile innovation teams almost always result in higher team productivity and morale, faster time to market, better quality, and lower risk than traditional approaches can achieve. What if a company were to launch dozens, hundreds, or even thousands of agile teams? Could whole segments of the business learn to operate in this manner?

As enticing as such a prospect is, turning it into a reality can be challenging. Companies often struggle to know which functions should be reorganized into multidisciplinary agile teams and which should not. And it’s not unusual to launch dozens of new agile teams only to see them bottlenecked by slow-moving bureaucracies.

The authors, who have studied the scaling of agile at hundreds of companies, share what they’ve learned about how to do it effectively. Leaders should use agile methodologies themselves and create a taxonomy of opportunities to set priorities and break the journey into small steps. Workstreams should be modularized and then seamlessly integrated. Functions not reorganized into agile teams should learn to operate with agile values. And the annual budgeting process should be complemented with a VC-like approach to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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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21ST-CENTURY POLITICAL

RISK


Condoleezza Rice and

Amy Zegart | page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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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risk was once relatively easy to define—more often than not, it involved dictators seizing foreign assets. Today it comes from a wide array of actors: citizens making videos on cell phones, city officials issuing ordinances, terrorists with truck bombs, cybercriminals, and more. Supply chains are longer—and more vulnerable—and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s more crowded and uncertain.

But just because you don’t know exactly where political risk will come from, that doesn’t mean you can’t prepare for it, say Rice, the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Zegart, the codirector for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at Stanford.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is still fairly straightforward. Companies that excel at it are strong in four core competencies: understanding, analyzing, and mitigating risk, and responding to crises.

In this article, Rice and Zegart outline what each competency entails, providing questions that every organization can ask to identify gaps, along with case studies that illustrate how companies have successfully addressed real-world political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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